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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推进中国社会学的新成长
中国社会学正处于快速发展和更新换代的阶段。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上大学的社会学人，已经陆续到了花甲之年。中国空前巨大的社会变迁所赋予社会学研究的使命，迫切需要推动社会学界新一代学人快速成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面临拨乱反正。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以紧迫的语气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所以必须奋起直追，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此后，中国社会学进入了一个通过恢复、重建而走向蓬勃发展和逐步规范、成熟的全新时期。
社会学在其恢复和重建的初期，老一辈社会学家发挥了“传帮带”的作用，并继承了社会学擅长的社会调查的优良传统。费孝通先生是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他带领的课题组，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小城镇的发展对乡村社区的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表的《小城镇·大问题》和提出的乡镇企业发展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议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受到当时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也随之成为中央的一个“战略性”的“大政策”。社会学研究所第三任所长陆学艺主持的“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形成了100多卷本调查著作，已建立了60多个县（市）的基础问卷调查资料数据库，现正在组织进行“百村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集体撰写了第一本《中国社会发展报告》，提出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的同时，也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在社会学研究所的主持下，从1992年开始出版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社会蓝皮书”，至今已出版20本，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受到有关决策部门的关注和重视。我主持的从2006年开始的全国大规模社会综合状况调查，也已经进行了三次，建立起庞大的社会变迁数据库。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开始，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大机遇。2005年2月21日，我和我的前任景天魁研究员为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做“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讲解后，胡锦涛总书记对我们说：“社会学过去我们重视不够，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也可以说是社会学的春天吧！你们应当更加深入地进行对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调查研究，加强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思想的研究。”2008年，一些专家学者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加大对社会学建设发展的扶持力度，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批示：“专家们来信提出的问题，须深入研究。要从人才培养入手，逐步扩大社会学研究队伍，推动社会学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目前，在恢复和重建30多年后，中国社会学已进入了蓬勃发展和日渐成熟的时期。中国社会学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不仅受到国内其他学科的广泛重视，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现在，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跨学科研究，都有社会学家的参与。中国社会学已基本建立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体系。
回顾和反思30多年来走过的研究历程，社会学的研究中还存在不少不利于学术发展的问题。
一是缺乏创新意识，造成低水平重复。现在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但有一部分“成果”，研究之前缺乏基本的理论准备，不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不找准自己在学科知识系统中的位置，没有必要的问题意识，也不确定明确的研究假设，缺少必需的方法论证，自认为只要相关的问题缺乏研究就是“开创性的”“填补空白的”，因此研究的成果既没有学术积累的意义，也没有社会实践和社会政策的意义。造成的结果是，低水平重复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是学术研究的大忌，也是目前很多研究的通病。
二是缺乏长远眼光，研究工作急功近利。由于科研资金总体上短缺，很多人的研究被经费牵着鼻子走。为了评职称，急于求成，原来几年才能完成的研究计划，粗制滥造几个月就可以出“成果”。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的人产生浮躁情绪，跟潮流、赶时髦，满足于个人上电视、见报纸、打社会知名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不顾个人的知识背景和学科训练，不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不愿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也不考虑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要求，对于课题也是以“圈”到钱为主旨，偏好于短期的见效快的课题，缺乏对中长期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
三是背离学术发展方向，缺乏研究的专家和大家。有些学者没有自己的专门研究方向和专业学术领域，却经常对所有的问题都发表“专家”意见，“研究”跟着媒体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政策意见，往往离现实很远，不具有可操作性或参考性；而发表的学术意见，往往连学术的边也没沾上，仅仅是用学术语言重复了一些常识而已。这些都背离了科学研究出成果、出人才的方向，没能产生出一大批专家，更遑论大家了。
这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组织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文库”，主要是由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的成果构成，但其主旨是反映、揭示、解释我国快速而巨大的社会变迁，推动社会学研究的创新，特别是推进新一代社会学人的成长。
李培林
2011年10月2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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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一 家庭教育投入：“教育-阶层”再生产的机制
在现代社会，教育扮演着促进或者阻碍社会阶层流动的双重角色。从积极的一面看，教育是促进社会流动的关键因素。对于个体来说，接受高水平的教育，不仅意味着在未来更有可能获得理想的收入和地位，而且意味着可以通过教育非市场化的效果，如改善健康状况，改变养育观念、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和提高个人能力等，来提高个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从消极的一面看，大量教育分层领域的研究也发现，教育作为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动力来源，在减少或者改变由于出身导致的不平等的同时，又在塑造着新的不平等，这是因为上层家庭会利用各种资源优势，确保子女获得相对更多的教育机会，使教育又成为家庭阶层地位优势传递的再生产机制。因此，教育获得的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家庭之间的分布是不均衡、不平等的。
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一直是教育不平等研究的核心命题。在“地位获得模型”（Blau & Duncan，1967）提出之后，家庭阶层属性对教育获得和代际流动的显著影响作用在许多工业化国家都得到了验证（Featherman & Hauser，1978）。经济和社会变革带来的教育机会的增加，并没有减少家庭背景在个人教育成就取得中所发挥的作用（Shavit & Blossfeld，1993）。这一研究结论得到了来自中国经验的支持，围绕着“谁获得了教育”的中心性问题，国内大量研究表明，出身于更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子女，更具有教育机会获得上的优势（李春玲，2003，2010，2014；刘精明，2006，2008；吴晓刚，2007；吴愈晓，2013a，2013b；李煜，2006）。但是，目前国内关于教育不平等的大量研究多简单化地验证了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和子女教育结果之间的联系，对这种“再生产关系”发生的“中间过程”仍缺乏全面的分析与深入的探讨。以往研究多关注教育再生产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后果，而对教育再生产的形成机制并未进行详尽的定量化考察。本书的主要研究目的就是弥补这一研究之不足。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儿童的教育获得？以往研究从“微观资本传递理论”的视角进行分析后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家庭在儿童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存在差异（侯利明，2020）。例如，高收入家庭比低收入家庭更能够担负起教育的成本和获得物质保障，如居住条件、学习环境、学习费用等（Coleman，1988）。同时，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的父母，能够为他们的孩子创造更多教育文化资源上的优势以促进子代的学业发展和教育成就（Bourdieu & Passeron，1990）。此外，优势阶层的父母可通过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较多的社会资本，为子女谋得更多、更优质的教育（Ream & Palardy，2008），例如“条子生”“关系生”现象（陈卓，2010）。
越来越多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家庭教育优势的传递并非一个简单的家庭资源等量产出的过程。在布劳和邓肯（Blau & Duncan，1967）提出经典的“地位获得模型”之后，威斯康星学派对模型进行了拓展和修正，把期望（aspiration）等社会心理因素作为影响变量纳入模型（Sewell & Shah，1968；Haller & Woelfel，1972）。他们研究发现，父母对子女成就的期待对于子女成长过程中的自身期望、教育和职业成就具有重要影响，“重要他人”的鼓励成为实现代际资源传递的重要影响变量。因此，单纯的资源论视角并不能完全解释教育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家庭社会心理和教育观念对子女教育发展同样产生重要影响。在持有不同教育观念和教育价值观的文化规范或者文化环境里，教育期望水平也可能是不一样的。例如，中国传统的父权制文化并不鼓励女子获得教育，这种观念认为女性在家庭和社区生活中，首先被赋予未来扮演母亲和妻子角色的期望，无须接受教育（吴愈晓，2012；Zhang Kao，& Hannum，2007）。也有人类学研究指出，如果学校体系和少数民族群体自身的文化不相适应或者他们不认可教育的回报，他们就会对教育持负面的态度（Hannum，2002）。
除了家庭经济投资和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亲子沟通等父母参与（parental involvement）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重要性也得到越来越多研究的重视。科尔曼（Coleman，1988）从家庭社会资本（family social capital）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他认为，作为家庭社会资本形式存在的父母参与，嵌入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是联系父母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孩子成长的纽带，缺失了这种代际互动关系的传递，子代就难以从父母的经济和人力资本优势中获益（Coleman，1988）。因此，在科尔曼看来，父母的经济资本优势和人力资本优势可以为孩子的抚育培养和成长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资源和认知环境，而良好的亲子关系则真正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Heckman等（Heckman et al.，2010）的研究也指出，家庭经济情况不足以代表儿童发展的全部资源，并不能确保儿童的良性发展，养育质量比经济投入更重要。具有经济优势的家庭如果为孩子提供的是低质量的养育，则其效果还比不上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家庭能为孩子提供的高质量的养育（Heckman et al.，2010）。关于儿童及青少年发展的研究也显示了家庭互动及养育实践的重要中介作用（Caughy，DiPietro，& Strobino，1994；DeGarmo，Forgatch，& Martinez，1999）。相比于家庭教育投资和期望对于子女教育影响的清晰关系，父母参与造成的影响更为隐秘和复杂。安妮特·拉鲁（2010：1～3）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提出，中产阶级（包括上层中产阶级）的父母在教养孩子方面倾向于“协作培养”（concerned cultivation）的文化逻辑，相比之下，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父母倾向于采取“成就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的文化逻辑，“两类不同教养方式的文化惯习并未被重要的社会机构如学校赋予同等的社会价值”，中产阶级家长的逻辑更符合现行教育机构的标准。教养方式的阶层模式差异在代际流动中构筑了一道“无形”的墙（田丰、静永超，2018），扩大的育儿差距放大了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孩子的机会差异，育儿差距带来更多的不平等，“育儿差距”变成“育儿陷阱”（德普克、齐利博蒂，2019：162～169）。
综上所述，对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和子女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不能用一种简单化的视角来看待。家庭教育的代际影响是一个包含了多重面向的教育投入过程。影响子代教育发展的家庭资源既包括家庭收入、物资投入等货币性资源，也包括教育观念、养育实践等非货币性资源。这意味着在教育再生产的实践中，家庭资源的限制不仅仅是财务约束，也有来自抚育时间、抚育观念的影响。教育不平等的形成来源于系统性的多重因素，从家庭教育观念到教育投资及父母教养行为，都会对子女教育发展造成影响。国内也有一些研究从家庭教育投入的视角，对家庭背景的再生产机制和过程进行解释。例如，李煜（2006）研究认为，家庭经济条件好，子女才能获得促进教育进步（如读重点学校）的经济能力保障；家长受教育程度高，孩子更有可能从有能力的家长那里获得学习的辅导和答疑；家庭文化氛围浓厚，子女也更容易做出促进成绩的学习行为（如课外阅读）；父母的鼓励能激发子女学习的热情等。孙远太（2010）的研究证明，文化资本（通过家庭文化活动参与和家庭文化氛围来实现操作化）是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中介变量。王甫勤和时怡雯（2014）基于上海市的调查数据，引入了大学教育期望，以此作为家庭背景影响子女大学教育获得的中间机制。但是这些研究的局限在于，对于子女教育获得的家庭再生产机制尚缺乏一个统一性的解释框架，有的研究还只停留在理论分析层次，缺少基于代表性经验数据的检验。
本研究将从家庭层面，采用一种“过程性”的视角考察教育不平等的形成过程，把子女教育获得的家庭再生产机制区分为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三个方面，其中家庭教育期望代表着家庭对子女接受教育的观念，而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分别代表了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货币性投资行为和非货币性养育行为。本研究采用“过程性”的视角，尝试提供一个更为广泛的解释框架以分析当代中国家庭教育差异的现状，并且通过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对这一解释框架进行检验和分析。
对家庭教育投入的考察，是打开教育再生产“黑箱”的关键钥匙。家庭社会阶层地位之所以对子女教育获得起关键性的影响作用，主要就是因为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投入意愿、投入能力和投入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进而影响着子女的教育结果及其在学校的表现。本书将尝试研究不同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水平如何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机制，及进而造成的教育分层化的后果。同时，由于中国社会转型、人口转变、特殊的文化传统与制度环境等宏观因素也会对其他一些家庭变量如家庭性别观念、家庭地域、家庭教育决策等产生影响，并通过这些环节对子女教育获得的机制及教育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本书还将尝试研究其他不同家庭层面变量对子女教育获得机制的影响。
二 家庭成为当前教育再生产的轴心
在现代社会，教育再生产并不是以直接再生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家庭或者学校进行再生产的。虽然学校教育在现代社会中扮演重要的再生产角色，但与学校相比，家庭仍旧是社会资源的主要分配单位。学校是显性的精英选拔机构，家庭则内隐地进行筛选。社会筛选的过程始于家庭，而家庭又被纳入社会阶层结构。因此，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构成了教育资源分配和教育选拔的基础。在市场转型时期，教育机会的家庭资源转化模式作为解释当前教育不平等的重要机制得到强化（李煜，2006）。根据这一解释机制，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家庭凭借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经济、文化、社会资本在教育场域中竞争资源与机会。子女的教育竞争优势取决于每个家庭在资本谱系中的位置，以及对不同形式资本的占有规模和兑现能力。经济资本是家庭资本中重要的资本形式。教育投资作为家庭经济资本的资源转化形式，具有经济资本优势的家庭更容易将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转化为经济投入和物质保障。
当前教育再生产模式的新变化强化了家庭作为教育再生产的轴心地位。家庭高度重视子女教育投入，甚至开始替代学校成为组织孩子个性化学习方案的轴心，成为“教育经纪人”（杨可，2018）。近年来关于家庭教育投资结构的研究发现，尽管在家庭教育支出的统计口径和样本代表性上存在差异，但是很多研究已经开始注意到家庭教育支出在结构上的变化。钱晓烨等（2015）利用国家统计局“教育支出专题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后认为，家庭校外支出在大幅度增加，相比2007年，2011年家庭校外教育支出增长接近2.5倍，校内教育支出下降幅度则超过40%。薛海平（2015）的研究认为，家庭围绕课外补习、特长班、兴趣班等“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展开的日益激烈的博弈竞争，使学生的学业竞争从校内扩展到校外，学校教育的再生产功能逐渐让渡给“影子”教育。《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王蓉，2018）的数据显示，全国中小学阶段学生整体的校外培训总体参与率为48.3%，而且城市地区的这一比例明显更高；在学生培训内容上，以学科补习和应试为主。教育竞争场域重心的位移是由一系列因素导致的。
第一，市场化转型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市场机制越来越多地渗入教育领域。教育市场化刺激并加剧了校外教育竞争，强化了家庭经济影响。近些年来，社会上普遍热议的幼儿园高收费和“天价幼儿园”就是学前教育严重市场化的反映。即使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市场化的影响也非常明显。虽然学校免除了学费和学杂费，但是家庭教育成本并未降低，而是转嫁到校外，如择校费、购买学区房、课外辅导费等。2017年，一篇《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的帖子在微信朋友圈里迅速热传。虽然有很多家庭不会达到区区一个假期就为孩子投入3万元的程度，但是教育“烧钱”无疑引起了众多家长的共鸣。因为教育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教育机会的家庭资源转化机制得到进一步强化，家庭经济资本比以往更容易且更有效地转化为子女差别化的教育机会。
第二，教育制度与政策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各级教育规模逐渐扩大，教育资源不断优化，教育经费也在大幅提高，由政府公共投资和家庭私人投资构成的教育投资结构也在发生显著变化。1993年，国家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要在20世纪末达到4%，即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但是，我国的这一目标直到2012年才实现。虽然自2012年以来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持续保持在4%以上，但我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仍属于中等偏下水平。在公共教育投资长期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个体家庭的教育投资能力对于子女获得稀缺性教育资源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国家的“教育减负”政策刺激了家庭寻求课外辅导教育的需求。历经国家和各地政府持续严厉的“减负”政策，目前中小学生的学校减负效果总体显著，中小学校的课内学业负担已经明显减轻。但是课外补习和课外培训取而代之，构成了当前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主要部分。家长普遍认为在选拔性升学考试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如果只是接受学校减负后的教学内容，则很难应付越来越激烈的升学考试。因此，国家“减负”政策的实施反而刺激了课外补习需求，以致学校减负越多，留给课外培训市场的空间就越大。国家多次下达的学校“减负令”某种程度上反而弱化了学校作为教育供给的主体性地位。
第三，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影响。目前优质教育分布仍不均衡，“僧多粥少”，家长们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为子女挑选、购买市场上更好的教育产品和教育资源，为孩子创造更加丰富和个性化的教育选择，帮助子女获得考试竞争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优势。尤其是在当前升学考试难度不断提高、升学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家长往往会通过选择课外补习的方式来获得更高水平的教师授课和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
第四，中产阶层的崛起以及教育竞争的社会心态。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产阶层开始出现并壮大，成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新趋势。根据国际知名智库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发布的《2015年全球财富报告》，采用美国中产财富标准定义，中国中产人数为全球之冠，高达1.09 亿人，比居于第二位的美国多1700 万人，比居于第三位的日本多4700 万人。[1]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2018年3月6日在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公布，中国现在中等收入者有4亿多人，位居世界第一，而且还在迅速增长中。重视教育、通过教育获得事业成功是中产阶层持有的重要价值观。中国家庭一向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并把“教育自救”视为在社会阶梯上攀爬的路径。在市场化转型时期，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回报率提升，使家庭愈加重视在子女教育上的投资。中产阶层的崛起提升了教育消费的经济能力，也强化了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竞争心态。教育成为当前中国父母焦虑集中的领域，如何让孩子在考试竞争中获胜并最终考入精英大学成为多数父母眼中理想的成功路径。
从校内到校外，从学校到家庭，教育竞争场域重心的位移、教育再生产模式的新变化强化了家庭作为当前教育再生产的轴心地位，家庭教育投入的差距在拉大，造成的教育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后果在加剧。这使本书的研究具有了更加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第二节 研究价值
一 理论价值
第一，本研究对子女教育获得形成机制的区分和考察，弥补了目前国内教育分层研究对于教育不平等形成过程和机制研究的不足。国内目前关于教育不平等的研究主要关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子女数量、户籍等背景变量对升学、学业成绩或学历获得等教育获得所造成的影响，对于此影响机制的解释一直缺乏系统性的量化考察。本研究尝试从家庭教育投入的三个维度，即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三个方面来分析当代中国家庭子女教育获得的形成机制，力图提供一个更为广泛的解释框架，以便于大家更为全面地认识和了解当前中国家庭教育分层的现状。
第二，本研究立足于从家庭层面寻找影响代际资源传递和教育后果的因素，有利于具体考察社会和制度变迁等宏观因素的具体影响。家庭是影响个体成长最重要的单位，也是社会经济及制度变革对个体教育产生影响的关键环节。以经济发展、制度变迁的宏观视角解释中国的教育不平等，并不利于具体考察宏观因素的具体影响，也不能非常清楚地了解教育分层发生的具体机制。实际上，权衡教育投资和资源分配的过程都是由家庭这个基本微观单位完成的。因此，从家庭层面考察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是了解中国不平等形成及变化机制的关键突破口。
第三，本研究所关注的教育获得的机制变量丰富了国内教育分层研究的维度，拓展了研究内容。国内关于教育分层、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成果，但对于机制性变量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把教育期望和父母参与作为因变量的研究还非常少。以往对教育不平等的研究主要关心“谁获得了教育”这一中心问题（李春玲，2003），对“谁更想获得教育”“获得何种程度的教育”的问题关注度不够。从文化研究的层面来看，传统儒家文化一直有重视子女教育的家庭观念，“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中国的父母极为重视子女教育上的成功，并把这种成功作为整个家庭乃至家族的荣耀。教育也一直是个人实现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一些基于国际比较的经验研究也发现，中国儿童在学习成绩上好于美国儿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父母比美国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更高，中国的父母也更加相信个人的努力对学习成绩的积极作用（Stevenson & Stigler，1992）。但是，对于中国内部家庭与家庭之间是否也存在教育期望的差异，尚缺乏充分的讨论。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变迁、市场化的转型和文化观念的转变，以及社会形势的变化（如高校扩招、“就业难”），教育本身的作用以及人们对于教育重要性的认识都有可能发生改变。对于教育期望的深入研究，能够加深我们对中国教育分层现状的整体把握，也有助于我们对未来家庭教育的发展方向做出预测。
在父母参与上，国外研究在检验家庭社会经济条件对青少年教育期望及认知能力、社会行为、学业成绩等发展后果的影响机制时，分析得出父母观念、物质投入、养育活动等一系列父母参与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Stevenson & Baker，1987；DeGarmo，Forgatch，& Martinez，1999；Davis-Kean，2005）。但是目前国内对于父母参与的研究仍缺乏系统的分析，虽然近期的一些国内研究也开始关注中国家庭教育中父母的参与问题，例如周皓（2013），吴重涵、张俊、王梅雾（2014）。但是，这些研究的不足在于对“父母参与”这一概念的考察仍旧不够全面。本研究使用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考察了各个年龄阶段父母参与子女教育的不同特点及影响因素，丰富了关于父母参与的研究。
第四，以往关于中国教育分层的主流研究主要把教育获得作为个人教育需求的代理变量，但是由于在中国还存在大量没有满足的教育需求，尤其是高水平的教育需求，因此教育获得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供给约束的，因此，用教育获得反映家庭的教育需求是存在偏差的（Qian & Smyth，2011）。而对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参与行为等的研究直接测量家庭的教育投入，反映着父母的经济能力和增加子女教育机会的主观意愿和需求。
二 实践价值
首先，对家庭教育投入的详细考察使“家庭”成为教育公平政策的重要落脚点。在传统的教育不平等研究以及教育公平政策研究中，“家庭”基本是缺失的。传统教育不平等的研究多关注不同社会群体在教育获得机会上的差异，与此相对应的教育公平政策多以目的为导向，即把提高弱势群体的各级教育入学率作为政策主旨，实施了加大农村或者贫困地区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促进办学条件的改善、提高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等不同措施，但缺乏针对弱势家庭的教育扶持计划。本研究把“家庭”环节作为公平政策的重要关注内容，引入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等“机制性”变量，并检验其对家庭背景作用所起到的中介效应，这对帮助弱势家庭建立与完善家庭教育计划，促进这些家庭的子女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提供了家庭教育支持的政策范例。例如美国从 1965年起推行“开端计划”（Head Start Program），这是以追求教育公平，改善人群代际恶性循环为目标的一个儿童项目。此计划包括为贫穷家庭提供物质性学习资源如玩具、书和杂志，提供高质量的全天免费的教育性电视节目等儿童教育与发展服务，此外，还包括了家长参与儿童教育服务，有专门老师帮助改善亲子关系和提高养育质量。这启发我们，为帮助弱势家庭提高子女教育质量，政府、机构、学校等应通力合作，帮助建立家庭支持子女教育的系统，例如家校合作计划、家访、父母信息提供、家长教育等，建立社区和学校的支持系统，改善父母参与和提高养育质量。
其次，针对不同的教育获得机制施加政策影响，使教育公平政策更加具体和有针对性。在以往针对弱势家庭的政策帮扶上，各级政府多普遍实行加大对贫困家庭或者贫困学生的货币救助力度的措施。针对贫困地区的家庭，国家的确应该加大各级教育的公共投资力度，完善针对贫困生的补助政策，但是子女教育获得的形成机制既包括了教育投资变量，也包括了教育期望以及父母参与等因素，针对父母参与缺失或者低水平的家庭，即使是家庭经济状况良好，政府也需要侧重帮助这些家庭的父母提高父母参与的水平，改变子女教育的方式，建立“教育父母”计划，有计划地开展“家校合作”计划。父母参与在代际资源传递与阶层再生产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中介角色”，彰显了父母参与的力量。弱势家庭可以通过改善父母参与的实践来弥补家庭背景上的劣势对子女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何瑞珠，1999；吴重涵、张俊、王梅雾，2014）。以往的研究侧重于识别儿童和青少年发展的风险因素，家庭社会经济上的劣势会使青少年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面临更多的发展风险，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如何为风险家庭里的子女提供获得成功的保护性措施（Furstenberg & Hughes，1995）。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提供了孩子成长的结构性环境，但是父辈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优势需要借助积极的父母参与等形式的家庭社会资本，才能促进子代更好成长。以往我们的教育改革主要关注制度化教育中的公正，作为学校教育系统有效支撑的父母参与往往被忽视。父母参与的重要作用为我们降低风险，探寻提升子女学业成就的积极干预策略提供了启发。
综上所述，对于家庭教育投入的实证研究对于全面展现中国城乡家庭教育分层的现状、探究差异形成的过程及机制，制定干预性政策，促进教育公平，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第三节 研究主题与本书结构
一 研究主题
本书以新时期我国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作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了解和把握新时期我国家庭教育投入的内容、水平、结构、比例等方面的总体状况，细致分析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因素及群体差异。对于未成年子女而言，家庭是他们成长和接受教育的起点和主要场所。家庭也是社会经济以及制度变革对个体教育产生影响的“窗口”。因此，本研究总体的逻辑分析与解释框架是将家庭教育投入置于中国社会、文化、人口和制度转型的脉络之中去理解，采用“过程性”的视角，按照“宏观社会结构-家庭环境-教育投入”的思路去描述和分析家庭教育投入的现状及影响链条。具体说来，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主题。
一是家庭教育投入的概念界定。通过对以往国内外研究的文献分析，对家庭教育投入进行概念化和操作化，并区分为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三种形式，并进一步通过细化指标来对它们进行测度。
二是通过相关研究综述，对影响家庭教育投入的主要因素进行梳理和界定。结合教育不平等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国社会的转型背景，将影响家庭教育投入的主要因素进一步进行类型化。
三是家庭教育投入的描述性研究。通过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跟踪数据，全面描述与分析新时期我国家庭教育投入的总体特征、投入偏好及投入结构的特征以及历时变化，并对教育投入在主要变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性别、户籍、家庭规模等）上的分布情况进行描述，最后对不同的投入形式及特征进行比较。
四是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因素研究。把影响家庭教育投入的主要影响因素进一步进行类型化，提出主要假设，并运用不同的多元统计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不同影响因素对不同家庭教育投入变量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
五是政策研究。基于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实证研究结果，为当前中国弱势家庭如何改善子女教育、促进子女教育获得提供实践上的启示。
二 本书结构
本研究共分九章。在第一章介绍本研究的研究缘起、研究价值和研究主题的基础上，其余各章的具体研究安排大致如下。
第二章阐释了对教育公平的社会学理解，并分析了与家庭教育投入相关联的宏观社会背景，主要是市场化与现代化转型、人口转变、城乡及地区差异和教育政策变迁。
第三章界定了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家庭教育投入及主要形式，即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并对这三种形式的概念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文献梳理。在文献综述的最后，本研究对以往相关领域研究进行了评述，并把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因素即子女教育获得家庭影响机制区分为三个主要方面：经济理性、性别观念和制度分割。
第四章为本研究的研究设计，主要包括本研究的研究问题、研究假设和理论框架。在文献梳理区分因素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四个主要研究假设：社会经济地位假设、资源稀释假设、性别观念假设和城乡差异假设。基于导论的研究背景与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本研究认为中国的市场化与现代化转型、人口转变、城乡二元制度、地区差异、教育政策变迁等宏观因素通过个体家庭这一中介环节，进一步影响到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养育行为，并最终对子女的教育结果产生影响。
第四章还包括了本研究的数据、变量和研究方法部分。本研究使用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CFPS数据质量较高，具有很好的全国代表性，并收集了翔实的家庭与少儿教育的相关信息。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和多元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同时，针对不同的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了多种统计模型进行检验，例如，针对教育期望变量所做的不同测量，本研究同时采用了Logit分析和多元线性分析的方法；采用OLS和Tobit模型分析了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通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城乡两种家庭父母参与方式的差异及在子女教育获得中所起到的异质性的中介效应。
第五章至第七章为本研究的中心部分，主要介绍本研究的分析结果。针对本研究提出的四个主要研究假设，第五章至第七章将分别从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三个方面进行检验。不同家庭变量对不同教育投入形式的影响是不同的，这三章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影响作用的比较分析，考察家庭教育投入主要受到那些变量的影响。
考虑到近年来中产阶层的子女教育投入问题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第八章使用“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从多个方面对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家庭教育投入状况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两个阶层内部不同家庭之间在子女教育投入上的差异。
第九章是本研究的结论和讨论部分。本部分将首先总结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和研究发现。在此基础上，对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和研究不足进行总结，并针对如何帮助弱势家庭加强子女教育，提出了政策建议。

[1] 《2015年全球财富报告》，https：//credit-suisse.com/about-us/en/reports-research/global-wealth-report.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4月10日。



第二章 社会学视角下的教育公平与宏观背景
第一节 社会学视角下的教育公平
一 教育公平的多维性
教育公平研究涉及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尤其是，教育公平一直是教育社会学领域的核心研究问题。社会学对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视角展开，把教育公平置于社会公平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认为教育机会结构内嵌于社会结构之中，重点分析社会经济背景的差异（社会公平）如何影响了人们教育机会的获得（教育分层/教育公平），以及个体获得的教育水平又如何影响了其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流动）并最终形成新的社会分层（社会公平）。因此，教育公平的发展实际上反映了社会阶层结构的状况，受到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同时，教育公平本身也是影响社会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一种重要机制。总之，对于教育公平的社会学理解需要从其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中去分析和把握。
教育公平具有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双重含义。“教育权利平等”侧重强调人们不受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和民族、种族、信仰以及性别差异的限定，在法律上都享有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谢维和，2006）。“教育机会均等”则强调无论社会经济背景、性别或种族的差异，人们都享有平等的接受相同教育的机会。1966年，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发表了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著名研究报告《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科尔曼在其后的研究中，在梳理教育机会均等历史演变的基础上，指出教育机会均等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改变，从强调学校资源投入的不平等转到强调学校教育结果和质量的不平等（Coleman，1968）。科尔曼对教育机会均等的理解广泛影响了当今世界教育公平的观念，并对世界各国政府推进教育平等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杨文杰、范国睿，2019）。瑞典教育学家胡森（Torsten Husen）提出了教育公平的“三均等说”，认为教育公平包括了教育起点公平（入学机会均等）、教育过程公平（受教育过程的机会平等）和教育结果公平（学业成就机会均等）（胡森，1991）。“起点—过程—结果”的连续统成为理解教育公平问题的基本分析逻辑，也是目前国内学者考察教育公平问题的主要范畴。从“起点—过程—结果”的视角来分析，目前我国教育公平存在两个新问题：第一，就教育起点公平而言，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分配问题依然严重，教育不平等逐渐从教育机会的数量上的不平等转向质量上的不平等；第二，教育公平的重点逐渐从教育机会的均等化转向整体教育质量的均等化，从教育起点公平延伸到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全面公平。家庭教育投入涵括了家庭教育场域的各个环节，对教育过程公平、教育质量均等化产生关键的影响作用。
目前，国内对于教育公平的群体差异（教育不平等）主要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制度性的解释，此种视角强调制度设计和教育政策的影响导致不同的教育机会分配。例如，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导致了我国城市和农村在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配置的显著差距。相对城市而言，农村教育经费更加紧缺，教学条件更差，教师队伍结构更不合理、师资水平更低、流动性更大。第二种是家庭背景的解释，此种视角强调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距造成的家庭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差异，并进一步造成家庭教育投入的差距，从而影响不同家庭子女是否能够获得相同的教育机会。
二 制度设计与教育公平
在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古已有之，如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但从历史上的制度设计来看，传统社会一直都不是一个实现了教育平等的社会。儒家思想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学而优则仕”“金榜题名”成为寒门学子坚守的传统信条，“以学取士”的科考制度使社会中下层或者底层出身的人获得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但是这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鱼跃龙门”的理想只能在少数人身上实现，受教育也只是少数人的权利，占人口大多数的贫穷百姓仍然是文盲半文盲的。因此从结果上看，传统考试教育基本成为保护富裕阶层的制度设计（Knight & Shi，1996）。
新中国成立后，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追求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影响，新中国的教育政策体现了强烈的“平民意识”，国家通过多种教育途径促进工农群众接受教育（杨东平，2006）。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打破传统上层阶级的教育优势，例如增加学校数量、丰富教育形式、强调家庭出身等。此时的升学政策非常强调家庭阶级出身和政治标准，工农兵子女享有受教育的“优先权”（杨东平，2006）。长期来看，基于家庭出身的政治评价原则是以限制或者牺牲一部分群体（阶级出身不好）的利益来使另一部分群体（工农大众）获益，并没有保障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教育制度得以重新调整，教育事业获得长足进步，教育公平的整体状况也得到不断改善。“文化大革命”之后，国家重新建立起以考试制度为核心、以学习能力为标准的公平竞争的制度，消除了对血统及家庭出身的教育歧视（杨东平，2006）。经过多年推进教育公平的努力，我国各级教育规模显著扩大，九年义务教育逐渐得到全面普及，我国高等教育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也逐渐实现了由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转变。2020年5月教育部发布的《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83.4%，小学阶段的净入学率达到99.9%，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各阶段毛入学率分别达到了102.6%、89.5%和51.6%。
不过教育制度设计的改进、教育政策的完善、教育规模的扩大并未消除教育的不平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变化同样适用于我国教育领域。社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矛盾正在由供给总量的短缺性矛盾转变为优质教育供给不足不平衡而产生的结构性矛盾。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教育机会的分配内嵌于某一国家特定阶段的基本社会结构，教育规模扩张和教育机会分配是两个独立的过程：前者并不必然导致不同社会阶层能够获得更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正如收入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一样，教育机会的增加对于教育不平等状况的改变也不具有本质的意义（吴晓刚，2009）。因此，教育扩张化的改革政策也并未达到推动教育平等化（改变弱势家庭教育劣势）的目的。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推进教育公平”“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三 家庭背景与教育公平
在教育制度设计之外，在影响子女教育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家庭背景的作用至关重要。子女教育发展的代际传递效应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经典话题。研究发现，经济和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教育机会的增加，也并没有减少家庭背景在个人教育成就取得中所发挥的作用（Shavit & Blossfeld，1993）。最大化维持不平等（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MMI）理论认为，国家教育总量的增加并不会带来各阶层受教育机会的平等化，只有当优势阶层的教育需求达到饱和后，弱势阶层才会享受到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从而促进教育公平（Raftery & Hout，1993）。因此，个人能力不是子女受教育成功的唯一决定因素，子女受教育生涯背后关联着一系列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父代受教育程度、阶层和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着子代学习成绩（比如，GPA、标准化测验结果等）或者教育获得（教育学位的完成）。因此，问题已不是父辈特征是否会影响学生教育成功，而是影响的程度究竟是多少。有效维持不平等（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EMI）理论则进一步指出，教育不平等包括“数量”（总体教育机会）和“质量”（例如学校等级或学制轨道）两个方面，虽然教育扩张带来总体教育机会的增加，但优势阶层在高质量层面的教育中占据更大优势，因此教育扩张并不能真正实现教育公平（Lucas，2001）。
MMI和EMI的理论观点得到了来自中国经验的支持，中国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一直非常明显（李春玲，2003，2010；吴晓刚，2007；刘精明，2008；吴愈晓，2013a，2013b；李煜，2006）。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城乡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也逐年提高，但是教育公平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教育学历的获得取决于竞争性考试的成功，这又受到个体自然能力和人力资本的影响（Knight & Shi，1996）。父母受教育水平高的孩子更有可能继承这种自然能力，同时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学校教育之外的人力资本，如学习倾向、学习资源，这也验证了“文化资本”和“文化再生产”的理论（Bourdieu & Passeron，1990）对于中国现实的有效解释力。随着教育的市场化和市场经济下教育的商品化，贫困家庭承受的教育负担反而日益加重。有研究发现，在市场化改革后教育扩张的时代，弱势家庭子女教育获得的劣势并未得到有效改善，父亲社会经济地位对入学情况的影响反而得到了加强（Wu & Zhang，2010）。除了教育获得外，优质教育资源的享有机会也受到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方长春和风笑天（2008）基于南京市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家长的研究发现，不同阶层子女就读学校在类型上的差异是显著的，有较好阶层背景者在较好的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就读的概率要大于阶层背景较差者。吴愈晓（2013a）通过分析CGSS 2008年的数据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学生，越有可能进入重点学校，而前一阶段在重点学校就读对获得下一阶段重点学校教育机会又会产生重要的累积优势影响。
除了家庭阶层背景，教育不平等领域的研究证实教育获得还存在性别、民族、城乡和地区上的差异。在城乡户籍方面，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例如，教育经费、学校数量与质量、教育基础设施、师资水平等）存在巨大差异。Knight和Shi（1996）认为，中国长期的“城市偏重”政策使更多的城市人口优先获得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区隔成为农村户籍人口在教育获得上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与城市孩子相比，农村孩子想要升入中高等教育需要克服更多的障碍（李春玲，2003）。吴愈晓（2013b）使用CGSS 2008年的数据检验了户籍对不同教育阶段入学机会的影响及在1978～2008年的变动趋势，这一研究表明，城乡家庭的子女在初中升学机会上的差异仍旧存在，在高中和大学升学机会上的差异呈更明显扩大趋势。吴晓刚（2009）基于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的样本数据，针对20 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教育分层的研究发现，农村地区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入学率产生了不利影响，农村户籍子女的受教育状况相比于城镇同龄人来说变得更差。
在地区方面，Hannum和Wang（2006）基于中国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通过分析出生省份和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发现由省份差异造成的受教育年限差异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自此之后，地域对教育分层施加的影响不断加大。教育不平等的地区差异主要是由各地区的不均衡发展造成的。从经济发展层面上，政府的发展战略、教育投入、转移支付、资本投入、劳动力转移，以及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都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造成显著的影响（魏延志，2012）。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差距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边燕杰等，2006）。此外，教育的地方财政支持力度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张炜和时腾飞（2009）通过对中国省与省之间各级教育的总经费支出基尼系数和事业经费支出基尼系数进行测算和比较，发现区域教育支出的差异是导致区域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原因。
在民族方面，与Hannum（2002）的研究不同，洪岩璧（2010）通过对2004年中国西部抽样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基础教育阶段入学的族群差异主要是由城乡差别和阶层不平等造成的，族群不平等并不显著。在教育获得的民族差异的解释中，民族价值观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也应该引起注意。人类学的研究认为，如果学校体系和少数民族群体自身的文化不相适应或者他们不认可教育的回报，那么他们就会对教育持负面的态度（Hannum，2002）。这反映了少数民族特殊的文化和历史因素对他们教育观念的影响。



第二节 家庭教育投入的宏观社会背景
前一节已经谈到，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紧密相联。社会阶层结构、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差异导致了教育不平等的出现。本部分将介绍与家庭教育投入相关联的宏观社会背景，这些背景包括了中国的经济与文化转型、人口与社会变迁、制度与政策演变等，它们通过影响家庭层面的变量，进而影响家庭子女的教育投入和教育获得。
一 市场化与现代化转型
传统的发展社会学将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和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模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形成了“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而“社会转型理论”则关注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的特点（孙立平，2008）。“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过程，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变（郑杭生，2009）。这种“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是一场系统性的变革，它是以现代工业、科学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罗荣渠，1993：16）。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的转型发展影响着家庭行为和家庭策略的变化。子女教育作为重要的家庭行为，必然会打上社会转型的烙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开始经历深刻的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市场化改革，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这场社会转型的重要影响首先表现为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家庭经济水平的迅速提升。市场化的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樊纲、王小鲁、马光荣，2011）。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9亿元，2017年突破80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1978年增长33.5倍，实现了年均9.5%的高速增长。[1]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8年的15.9%。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10，2010年则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使中国城乡家庭收入水平和财富水平显著提高。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74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年均实际增长8.5%。[3]但与此同时，我国民众的收入不平等整体上却呈扩大趋势。World Bank（2013）对中国近30年基尼系数的汇总结果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0.30左右上升至2000年之后的0.45以上。国家统计局2020年《中国住户调查年鉴》数据同样显示，自2003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46以上，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2019年为0.465（见图2-1）。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即0.4是国际公认警戒线。与此同时，我国财产不平等的程度甚至比收入不平等更加严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显示，我国的家庭财产基尼系数由1995年的0.45上升至2012年的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占1%左右（谢宇、靳永爱，2014）。

图2-1 2003～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中国住户调查年鉴》，https：//data.cnki.net/trade/Yearbook/Single/N2020120302？z=Z007，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1月30日。
中国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快速转变从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对家庭教育投入产生影响。首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家庭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带来了家庭教育支付能力和水平的迅速提高。Nee（1989）的研究认为，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提高了人力资本回报率。人力资本回报率的提升大大激发了家庭对教育投资的热情，家庭教育的投资数额也得到迅速增长。同时，在社会转型时期，个人和家庭教育投资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支出成为一种市场导向和发展取向的理性投资行为，家庭的教育需求由义务型、标准化、单一性转向自主型、个性化、多元性（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2003：44）。但是现代化的转型并未解决教育不平等问题。现代化/工业化假设（modernization/industrialization hypothesis）提出，随着现代化或者工业化的推进，先赋性特征对个人教育成就的影响将会逐渐减弱，教育的获得或者分配会趋于平等（Treiman，1970）。这一假设并没有得到普遍性的验证。有研究发现，现代化减小了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但是家庭背景、族群等因素导致的教育获得不平等依然明显（Hannum & Wang，2006）。
市场化背景下，不同家庭的教育投资能力和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投资差异又最终加剧了教育不平等。在国家实行高校扩招的教育政策以后，大学生数量迅速增加，导致人力资本回报率降低，文凭贬值，出现了“读书贵”“就业难”等社会现象，这引起了人们对教育价值的质疑，甚至出现“读书无用论”的说法。
另外，在社会转型时期，制度、文化规范也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例如，传统中国是一个宗族社会，尊奉父子相承的继嗣原则，“父，至尊也”，宗族中的所有女性都是男性的附庸。随着社会的转型，中国家庭的宗族观念逐渐淡化，女性在家庭中逐渐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历史上，中国还是一个父权制社会，是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国家。随着现代化的转型，中国传统父权制文化对家庭教育观念的影响在降低，重男轻女的传统的性别观念逐渐让位于男女平等的社会共识。例如，吴愈晓（2012）的研究发现，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男性享有教育获得上的优势）呈现逐年缩小的趋势，但是这一转变尚未完全实现。他的研究同时发现，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程度仍受到城乡户籍、社会经济地位和兄弟姐妹人数的影响，而这些差异则主要是由于不同社会群体所具有的不同父权制观念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造成的。具体来说，对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认同感越强烈的家庭，教育中“重男轻女”的思想会越严重，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女儿更容易遭受教育投入上的差别对待。
二 人口转变
伴随着现代化转型，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同时发生。人口转变（demography transition）是指人口由高位静止状态即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转向低位静止状态即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过程（李建新，2009：10）。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口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快速增长的时期，7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到90年代后期，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三低”阶段。由于国家人口政策的有力干预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全面开展以及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急剧的社会变革，在短短的50年中，中国经历了西方国家历时百余年方能完成的人口转变。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大幅降低了新生儿数量以及其后的学龄人口数量，对比我国“六普”和“五普”数据可以发现，2010年我国5～9岁人口总量为4031万人，比2000年5～9岁人口总量较少了4984万人。2010年我国10～14岁人口总量为4210万人，比2000年10～14岁人口总量较少了8330万人（见图2-2）。学龄人口数量的下降减轻了在校学生的升学压力，有利于办学条件的改善和教学质量的提高（郑真真、吴要武，2005）。

图2-2 2000年到2010年我国5～14岁人口总量的变化
在家庭层面，中国人口转变的趋势影响了“家庭子女数”这一重要家庭背景变量，子女数量的减少和家庭规模的缩小使父母更有能力增加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投入，传统的男女有别的教育投资策略也在发生改变。叶华和吴晓刚（2011）的研究指出，自1970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持续下降，在家庭层面上表现为兄弟姐妹数的减少，也影响了兄弟姐妹的构成，进而影响了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以及性别间的教育差异。对于其中的具体影响机制，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在给定的家庭经济收入条件下，夫妇的子女数量越少，他们在子女教育投资上就越宽裕，同时，父母也不必采取重男轻女的教育投资策略，从而有利于缩小男女间的教育差距（叶华、吴晓刚，2011）。在计划生育政策下，传统家庭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大量的独生子女家庭，家庭对女儿赋予的角色期待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人口转变的社会现实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生育观念和性别观念，传统的追求多育、男孩偏好的生育养育观念逐渐转向控制数量、追求质量、无性别偏好的现代生育养育观念。
资源稀释理论认为，家庭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家庭中孩子数目越多，每个孩子分配到的父母资源就越少（Blake，1981；Downey，2001）。张月云和谢宇（2015）使用CFPS 2010年的数据中10～15岁的儿童样本对资源稀释理论进行了验证，证明了儿童获得的各项家庭教育资源随着兄弟姐妹数的增多而减少。在传统社会的大家庭中，每个家庭内的有限资源往往被较多的兄弟姐妹共享，而低生育率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孩子可以独享或者与非常少数的兄弟姐妹分享父母的经济投入、父母参与、家庭环境等各类教育资源。
三 城乡及地区差异
（一）城乡差异
城乡结构差异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通常指的是由于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两个经济部门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刘易斯，1989：7～11）。中国城乡结构的“二元”特征更加典型，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的“城乡二元”，不仅指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指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还体现了城乡关系的二元性，农村附属于城市。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源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其核心是城乡户籍制度，国家明确将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身份，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几十种相关制度安排，如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这种制度设置把城市与农村人为分割，使非农业户口附带了各种特权和福利，形成了城乡不对等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因此，中国的城乡结构二元差异不仅是一种自然空间结构的差异，也是一种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差异，更是一种国家政策主导下的制度设置的差异。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尤其是随着近些年城乡发展战略的调整以及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对农村投入力度的持续加大，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2010年开始已经超过了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但城市家庭的收入仍然是农村家庭收入的2倍多（见图2-3）。而如果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收入项目（如一些实物性补贴）计入居民收入统计中，则城乡家庭收入差距将会比现有文献的讨论结果要高得多（李实、罗楚亮，2007）。此外，城乡之间在医疗、养老、教育、就业、卫生、基础设施等方面仍存在较明显差距，城乡二元体制的沉疴痼疾还未从根本上清除。相较于其他社会结构，迄今为止，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变仍旧是最为迟缓、最为艰难的。

图2-3 2000～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
数据来源：2000～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
近年来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不断趋近，但是差距仍然很大。国家统计局《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43834元和27007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分别只有17131元和13713元。此外，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始终高于城市家庭，说明农村家庭的消费质量始终低于城市。由于农村产权制度不健全、城市房价飙升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城乡居民财产差距近年来有扩大趋势，农民财产性收入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增长速度都远低于城镇居民。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2018年12月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8）》表明，2017年城镇家庭人均财富是农村家庭人均财富的3.27倍，在房产净值上二者差距更大，城镇居民房产净值达到农村居民的4.43倍。
正是由于城乡二元差距，虽然中国家庭普遍重视教育，但城乡家庭和农村家庭的子女在学业成就和教育获得上始终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和农村在教育经费投入、学校数量、硬件设施、师资力量、教学环境与质量等教育资源配置上仍存在较大差距，在教育政策上遵循城市优先发展，造成城乡教育质量与城乡居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历史上积淀形成的城乡二元差距，使农村教育发展整体还十分薄弱，并面临着农村学校布局不尽合理、出现大量“空心学校”、教育资源整合不够协调、优秀教师流失严重、农村留守儿童和低龄寄宿儿童教育和心理问题凸现等一系列新问题。
国内关于教育不平等的研究文献主要从“制度分割”角度分析城乡教育分层的原因，强调户籍身份对城乡家庭之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李春玲（2003）的研究认为，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教育经费、教育设施和师资等）呈现巨大差异。与城市孩子相比，农村孩子想要升入中高等教育院校需要克服更多的障碍。吴愈晓（2013a）的研究同样指出，在教育资源的分布方面，农村地区在教育资源如学校数量和硬件设施以及师资条件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城镇地区，而且城市的级别越高，教育资源越丰富，重点学校的分布也更密集。吴晓刚（2009）基于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的样本数据，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教育分层的研究发现，农村地区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入学率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主要由于自1978年以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家庭希望孩子们辍学务农或务工以增加劳动力。
杨东平（2006：12）认为，导致我国教育不公的制度性因素，突出表现在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公平配置上。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仍旧是影响我国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配置的重要制度性因素，是影响我国教育公平最基本的制度结构。这种城乡分治的二元格局，成为凝固、扩大城乡和地区教育差距的基本制度。
实际上，除了支付能力和教育资源方面的差异，城乡家庭的差异还体现在文化观念、教养行为等诸多方面。中国是一个城乡观念差异较大的国家，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影响到了城乡家庭对教育的不同看法。一方面，农村地区是相对落后和闭塞的地区，“传统的乡土中国，大体上是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社会”（费孝通，1985：20）。受传统影响更多的农村家庭在教育上的保守倾向也会更严重。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城乡二元教育体制和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影响，农村孩子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希望很小。教育获得的机会成本较大使“生存理性”（斯科特，2001）下的农民更容易在教育的收益和成本之间做出功利性的衡量。城乡家庭的父母在受教育水平、生活方式与习俗、子女多少、亲子观念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了城乡父母在教养方式上的差异。张文新（1997）在比较了中国城乡两种文化背景下初中阶段父母教育方式的差异后发现，城市青少年父母在对子女情感温暖与理解方面的一致性上极显著地高于农村青少年的父母。
（二）地区差异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文素质以及历史沿袭的经济基础在不同省份间的分布存在较大差异，这也使各省份的经济发展速度及生活水平相差很大（张健，2010）。政府的发展战略、教育投入、转移支付、资本投入、劳动力转移，以及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都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造成显著的影响（魏延志，2012）。自21世纪初以来，虽然我国实行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发展战略，但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的现实并未得到彻底改变。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差距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边燕杰等，2006；樊纲、王小鲁、马光荣，2011）。地区间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导致了各地在公共教育供给能力上的差异，扩大了地区间的教育资源差距，并最终导致不同地区在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差距。
此外，不同地区财政支持力度的不同加剧了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教育的地方财政支持力度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在教育投入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各级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巨大差异决定了教育投入的地区不均衡。笔者的一篇文章比较了我国当前普通小学、普通初中和普通高中生均教育经费的支出情况，发现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不同基础教育阶段的生均教育经费均呈现逐年增高的趋势，但中西部地区仍旧落后于东部地区（刘保中，2018）。
中国独特的行政治理模式导致地方政府对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这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Li和 Zhou（2005）使用1979～1995年省级官员的面板数据，对于省级地方官员的升迁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研究结果有效地证明了中国地方官员晋升与 GDP 增长之间的显著而系统的关联。有些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GDP及相关经济指标的排名，只关心任期内的经济指标的高低，由于教育投入需要在较长时期内产生影响，与短期的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也往往被有些地方政府官员所忽略（周黎安，2007）。吴晓刚（2010）认为，20世纪90年代早期进行的教育财政改革即“教育财政的地方化”政策使有些地方的政府更倾向于将资金投放在那些能快速获得利润并且产生税收的项目上而非为教育事业提供资金支持，贫困地区（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的政府更加无力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和教师工资等。
中国的高考录取制度实行统一考试下的分省份按计划集中录取，各省份的录取人数并非依照考生数目平均分布的。分省份录取导致大学招生的严重“地方化”和教育资源分配在地区间的严重失衡，上大学的机会系统地向高等教育资源富集地区倾斜，大学越多的地区上大学的机会越多，大学越少的地区上大学的机会越少（夏佑至，2014）。地区间的优质教育机会差异更大，由于中国的部属高校多采用省部共建的方式，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是当地部属高校的重要经费来源，高校给予的回报就是提高所在省份学生的招收比例。
为了平衡地区间优质教育资源，教育部明确要求各高校要合理确定各省份的计划，严格控制属地招生比例，2008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0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部属高校招生要遵循“生源质量为主，兼顾地区平衡”的原则，属地招生比例要逐年逐步调整至30%以内，各校要加强区域间计划调整的统筹与互补，保持区域间的相对稳定和均衡。尽管如此，重点高校的录取不公平现象仍未得到根本缓解。以“985工程”高校为例，图2-4中的9所“985工程”高校在2012年的本地生源比例仍旧较高，只有3所大学在20%以下，而“985工程”高校在本地以及有“985工程”高校的地区的招生份额占绝大多数，而仅将不到30%的机会留给了13个无“985工程”高校的省份。[4]

图2-4 2012年9所“985工程”高校高考录取率情况
资料来源：杨江华，2014。
四 教育政策变迁
教育政策是“一个政党或国家为实现一定时期的教育任务而制定的行为准则”（袁振国，1996：115）。作为实现整个国家教育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教育政策本身承载了非常明确的价值取向，因而也具有一种十分重要的引导功能（谢维和、陈超，2006）。除了具有教育价值观念的引导作用之外，教育政策也是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的配置原则，影响着社会教育资源的分配和家庭教育资源的获取（谢维和、陈超，2006）。因此，国家和地区教育政策的变迁也会对家庭教育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基础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包括了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以及普通中学教育（包括初中和高中）。在基础教育政策领域，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致力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1986年4月，中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了“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和“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等内容。九年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大大减轻了家庭的教育负担，显著提高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但是1986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将地方政府作为教育投资的主体，并没有明确禁止收取杂费，因此受到地区经济实力等因素的影响，义务教育在城乡及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很多贫困家庭也无力支付相关费用。2006年6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进一步明确了“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和“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等内容。在“十一五”规划期间（2006～2010年），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改革免收了所有学生的学杂费，并逐步取消了教科书费用，有针对性地为贫困学生提供寄宿补贴。基础教育中的学前教育由于不属于义务教育的范畴，成为收费项目。即使是在公立幼儿园，学前教育也是收费的，家庭支出成为目前儿童学前教育的主要经费来源，因此，家庭经济支付能力不足往往是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的主要障碍（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部、国家人口计生委培训交流中心，2011：34）。
在高等教育政策方面，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由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和普及化教育的转变，在高校收费制度改革之前，我国高等教育费用完全由国家和政府负担，学生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同时对高等教育实行计划经济模式的管理，毕业生就业全部由政府按计划分配，即“统包统配”“包当干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开始了市场化改革之路。随着经济体制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教育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也逐步加快。1989年8月，国家教委、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规定》，对新入学的本、专科学生实行收取学杂费制度，这标志着公费和免费的高等教育政策结束。1997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实行“招生并轨”，开始全面实行高等教育的收费制度。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2000年高等学校招生收费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规定，高等学校的学费占其年生均日常运行费用的比例按25%掌握，未达到25%的可提高到25%。
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改革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实行多数学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2000年，教育部决定将毕业生就业“派遣证”改为“报到证”，标志着“双向选择、自主择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正式确立（刘静，2010）。1999年，教育部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15%。扩招政策实施之后，高等教育入学率逐年攀升，高校招生规模急速扩大，大大加速了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和产业化。中国高等教育自1999年以来的迅速扩张，将中国推向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改革和高校扩招政策等因素导致了教育成本增加、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加重、教育回报率降低、大学生就业难等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也引发了家庭投资尤其是农村家庭投资高等教育的信心和选择。

[1] 《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http：//stas.gov.cn/ztjc/ztfx/gglf40n/201808/t20180827_161923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4月10日。
[2] 《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http：//stas.gov.cn/ztjc/ztfx/gglf40n/201808/t20180827 _161923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4月10日。
[3] 《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http：//stas.gov.cn/ztjc/ztfx/gglf40n/201808/t20180827_161923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4月10日。
[4] 13个无“985工程”高校的省份分别是：山西、河北、河南、江西、云南、贵州、海南、青海、西藏、内蒙古、广西、宁夏、新疆。



第三章 家庭教育投入的界定与形式
第一节 家庭教育投入的界定
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框架内，家庭教育投入通常被理解为家庭花在子女身上的教育费用，但从广义上理解，家庭教育投入是一个包含了多重面向的概念，既包括了教育支出、物质性投入等货币资源，也包括了教育观念、抚养时间与精力的付出等非货币性资源。
关于家庭教育投入涉及的内容，目前文献主要涉及教育期望、教育投资或者教育支出、父母参与或者教养行为与教养模式等。为建立一个更包容的框架，本研究把家庭教育投入区分为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三种形式，涉及家庭对子女的物质投入、时间精力投入和情感投入。



第二节 家庭教育期望的界定与分析视角
一 家庭教育期望的界定
在布劳和邓肯（Blau & Duncan，1967）提出经典的地位获得模型之后，家庭背景对于代际流动和社会分层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此后大量的后续研究对该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其中，威斯康星学派最早对地位获得模型进行了拓展，该学派提出的模型将期望（热望）等社会心理学的因素纳入模型（Sewell & Shah，1968；Sewell，Haller，& Portes，1969，1970；Haller & Woelfel，1972；Campbell，1983；Hauser，Tsai，& Sewell，1983），认为父母（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在代际流动中是非常重要的解释变量。父辈的教育期望作为中介因素，影响着子女的教育期望和教育获得，并进而影响着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和收入水平。“重要他人”的激励成为一个重要影响变量。分层研究越来越关注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Duncan & Featherman，1972）。自威斯康星模型把“教育期望”这一不可忽视的社会心理变量引入社会分层领域的研究之后，教育期望的解释作用就一直受到教育获得研究的重视。父母对孩子具有更高教育期望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更可能取得较好的成绩和较高的学历。这种影响机制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体现：一方面，教育期望通过影响父辈的教育投入，包括增加支付的货币资本以及时间与精力投入（与子代广泛频繁的互动），影响着子代教育获得；另一方面，代际传递价值观和偏好，父母的期待和观念通过家庭社会化影响子代的观念和教育期望，子代习得父辈的行为、态度和观念，子代自身教育期望的提升影响教育获得（Scott-Jones；1995；Gregg & Washbrook，2009；Gutman & Akerman，2008a，2008b）。
国外学者对“教育期望”主要有“educational aspiration”和“educational expectation”两种称谓。前者更指向一种主观愿望，偏理想主义，后者则包含一种基于对实现可能性的判断，偏现实主义（Vryonides & Gouvias，2012），即有“希望获得”和“会获得”之分。依照此种界定，“expectation”更接近“预期”。不过，也有文献认为二者并没有太大区别（Grossman，Kuhn-McKearin，& Strein，2011）。因此，关于“educational aspiration”和“educational expectation”的研究都被纳入教育期望的研究范畴。目前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文献也没有对二者做出严格的区分，中文一般都译作“教育期望”。应该说中文里的教育期望也含了希望和评估的意思。因此，本研究所指的教育期望也包含了这两个意思。家庭教育期望即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在本研究中主要指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
二 理性选择与家庭教育期望
教育期望所具有的双重内涵也意味着家庭教育期望会同时受到父母理想观念和理性判断的影响。国外文献也主要从两种视角考察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第一种视角以人力资本理论（the human capital theory）和理性选择理论（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为代表，把父母视作“理性行动者”，他们对子女教育的期望反映着家庭的一种理性算计。这两种理论观点认为，父母会根据自身家庭的客观情况，评估孩子接受教育的可行性以及价值，这种理性的评估决定了家庭教育期望的水平。人们对子女是否接受以及接受多久的教育的选择取决于家庭基于“成本-收益”（cost-benefit）的比较分析，即对教育投资回报程度的评估，当教育的长远预期经济回报高于其他选择（例如放弃读书去从事工作等），家庭就会倾向于投资教育（Becker，1962；Schultz，1963）。因此，教育期望实际上是一种可计算的家庭投资目标，投资的成本包括子女教育的学费、书费等各种花费以及受教育的机会成本，即由于接受教育而放弃的劳动收入，投资收益则可能包括了凭借教育获得学历以及技能从而提高未来的收入等。
教育期望的理性视角解释把家庭客观情况作为理性投资的“预算约束”（budget constraint），其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最重要的约束条件（Alexander & Cook，1979）。西方大量的研究发现，教育期望也像教育获得一样，存在社会阶层差异（Kim，Sherraden，& Clancy，201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包括父母受教育程度、职业和经济收入）影响家庭教育期望的中心作用受到广泛关注（Beattie，2002；Garg et al.，2002；Kao & Tienda，1998；Marjoribanks，2005；Teachman & Paasch，1998）。地位获得模型及后来的修正模型对家庭教育期望的阶层差异提供了最初的解释，这种解释把父母的教育期望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中介变量，家庭阶层背景的优势对家庭教育期望产生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家庭为其子女提供了经济、文化和智力资源，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造成家庭资源占有数量和供给能力的差异。高收入家庭比低收入家庭更能够担负起教育的成本和物质保障，如居住条件、学习环境、学习费用等（Coleman，1988）；具有较高受教育程度的父母，更加懂得如何管理子女以获得较好的教育，更容易鼓励他们的孩子参与更多的学校活动，也更可能担负得起参与这些活动的成本（Furstenberg & Hughes，1995）。具有较高受教育程度的父母对教育的偏好通过家庭社会化过程在两代间加以传递和内化（Bourdieu & Passeron，1990）。
教育投资成本是家庭对教育期望进行理性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变量。在预算约束下，家庭子女数量越多，家庭的总体投资成本就会越大。资源稀释理论认为，家庭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家庭孩子数目越多，每个孩子分配到的父母资源就越少（Blake，1981；Downey，2001）。这种子女之间的资源竞争行为稀释了有限的家庭资源，从而造成子女数量越多就越不利于子女教育获得的后果。作为一个重要的家庭资源稀释变量，家庭子女数量影响到了家庭教育期望，Kim、Sherraden和Clancy（2013）的研究证明，家庭子女数对父母教育期望具有明显的负向作用。
总之，“理性经济人”的视角把家庭教育期望作为父母对于自身资源提供能力的一种收益评估，这种解释的证据最初主要来自国外的数据。从国内研究来看，杨春华（2006）基于乌鲁木齐和长春两市的问卷调查发现，父母社会经济地位明显影响到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印证了国外文献中的解释。但是该文的局限在于其研究结论是基于地方性样本得出的。
三 文化、制度与家庭教育期望
国外文献从文化观念、社会心理的角度对家庭教育期望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这种视角认为，个体所处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及情感环境等会影响到他们与社区群体中其他人的互动与习得，并进一步影响着他们的主观态度和社会心理，包括他们对子女教育的看法（Reed，2012）。布迪厄的“场域”与“惯习”观点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布迪厄、华康德，1998：134）。“场域”是指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不同的场域意味着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布迪厄、华康德，1998：134）。“惯习”则是对应于个体所占据的社会位置的特殊性情倾向（disposition）。不同的场域形塑着不同的惯习，人们的价值观念、性情倾向总是受到社会总体的权力支配关系和社会权力位置的影响。按照这种理论，教育期望就是社会化和情景化建构和发展出来的群体性情或意向。
“贫困文化理论”（the culture of poverty）提供了类似的解释。该理论认为，处于“贫困亚文化”之中的人群享有一种有别于主流社会文化的独特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时，这种贫困亚文化通过“圈内交往”得到强化并在代与代之间传递（Lewis，1966）。贫困亚文化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穷人无法取得主流价值观宣扬的成功而产生的失望情绪，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一部分穷人心甘情愿生活于自己的文化圈之中。根据贫困文化理论，家庭低水平的教育期望是经济贫困、相对隔离的人群对其所在的生活世界接触和感受的后果。
社会心理的解释视角指出了不同社区文化规范对家庭教育期望可能造成的影响，不同国家、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以及族群都可能具有不同的家庭教育期望。对教育期望只考虑理性选择解释的单一逻辑无疑忽视了不同地域（城乡、地区）、不同族群、不同观念的家庭所可能存在的文化差异性。由于受到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的影响（Kao & Tienda，1998；Roscigno，Tomaskovic-Devey，& Crowley，2006；Li & Tsang，2003），家庭教育期望不应该只是家庭阶层背景和资源可及的产物。教育期望反映了家庭对通过教育可以获得成功的积极或消极态度。由于地理位置和制度安排的影响，不同的群体面临着不同的制度性或结构性的机会。由于制度性或者结构性不平等，并非所有群体都能够通过主流社会宣扬的“成功学”成为人生赢家。正如主流的文化影响着主流群体的教育期望一样，特殊社区文化观念同样会形成有别于主流群体关于教育的看法。
中国和西方具有迥异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根据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的解释视角，对中国家庭教育期望的研究应考虑中国文化、族群和制度的特殊性。在持有不同教育观念和教育价值观的文化规范或者文化环境里，教育期望水平是不一样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尊崇教育的历史传统和普遍社会心理也有可能使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表现出高教育期望，从而导致西方文化背景里教育期望的社会阶层差异成为一种不确定性的结论。例如，有学者对同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台湾地区的研究发现，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较少受到背景因素的影响，出身背景不佳的家庭，也会对子女产生高期望（周裕钦、廖品兰，1997）。龚继红和钟涨宝（2005）基于湖北省随州市农村家庭的调查研究也发现，当地农村家庭不会因为经济状况的好坏而提高或降低对子女的教育期望。
传统中国还是一个浓厚父权制文化影响下的国家，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对不同性别具有不同的角色期待，女子总是处于附属性的角色，“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中国传统的父权制文化并不鼓励女子获得教育，这种观念认为女性在家庭和社区生活中，首先被赋予未来做母亲和妻子的角色期望，无须接受教育（吴愈晓，2012；Zhang，Kao，& Hannum，2007），养儿防老的传统父权制家庭结构将对儿子教育的投资视为一种未来的保障（Hannum，2003）。Zhang等研究了中国农村母亲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性别差异，发现具有传统性别观念的母亲，其教育期望更容易表现出男孩偏好（Zhang，Kao，& Hannum，2007）。由于女孩最终要脱离家庭以及在劳动力上的弱势，加上传统父权制观念的影响，对女孩的高教育期望既是不经济的，也是不符合文化习俗的。因此，传统中国家庭对子女教育获得的教育期望在不同性别的子女之间是有差异的。当前过高的出生性别比（“六普”数据为118.06）也从某一侧面反映了这种传统性别观念的存在。
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生育观念的转变是向现代化转变的一个部分。传统和现代两种不同的生育观和养育观并存，传统生育观和养育观依然影响着家庭教育观。传统生育观下的家庭，追求多育、早生早育，重视数量而轻质量（教育是一个重要指标），而现代生育观则强调数量调控、无性别偏好、优生优育（赵文琛，2001；吴忠观、刘家强，2003），贝克尔（Becker & Lewis，1973）提出，家庭对孩子质量需求的增加势必减少对孩子数量的需求，而对孩子数量需求的增加又会降低对孩子质量的需求，现代家庭对孩子质量的重视代替了对孩子数量的追求。传统生育观下的家庭，更倾向于追求孩子的数量，而且往往以放弃孩子的质量来换取孩子的数量（罗淳，1991），同时，这种生育观下的家庭对子代的质量投资也容易表现出男孩偏好。
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差异较大的国家，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影响了对教育的看法。Knight和Shi认为，基于教育回报的判断影响着教育的需求（Knight & Shi，1996），传统社会家庭举家投入教育的初衷是寒窗苦读后得功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考试改变了古代读书人的命运。而现代教育的结果对改变个人命运的作用大大降低，尤其是近些年中国高等教育扩张降低了学历在市场上的价值和教育回报，而教育市场化又使教育成本激增。当面对回报机会很少的某种投资时，人们往往会认为这种投资是“没有用”的。因此，农村家庭对孩子质量的人力资本投资并不缺乏初始的积极性（董海军、风笑天，2003），但是这种积极性是建立在极强的可实现判断基础上的，如果子女能够考上大学，农村家庭“砸锅卖铁”也会供子女上学，而一旦父母判断读书无望，农村家庭往往会有“读书不行还不如早点儿回家挣钱”的心态。[1]辍学率反映的不单是教育绝对成本的经济影响，也是一种农村家庭的特殊观念。农村社区里的人面对实际问题，具有自己特殊的文化工具箱（cultural tool boxes），嵌入对农村地区发展历史的这种观念思维，是一种“生存理性”下的惯习，即使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这种历史习惯思维依然会顽固地发挥作用。例如，《中国教育报》2006年5月9日的《农村辍学率为何反弹？》一文报道了农村地区辍学问题的出现并不仅仅是由于物资贫乏。对读初三的孩子的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孩子并不是不想读书，而是不想在“慢班”读书。询问他们原因，都说是中学分快慢班，而自己分在了慢班，感觉无望。再追问为何无望，所有人都说，教师们对这部分学生不论是在基础学科教育上，还是在思想教育上，都降低了要求，认为多学与少学对他们的人生都没有多大的影响，读完三年后，反正都是一样外出务工挣钱。
中国还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民族对待教育重要性的看法也是有差异的。教育期望的民族（族群）差异已被诸多研究所证实（Kao & Tienda，1998；Goyette & Xie，1999）。奥格布等基于对美国黑人与白人教育期望差异的研究，认为收入的族群歧视促使劣势族群对于教育回报率的低估，教育和职业实现机会上的结构和社会阻碍造成了一种低看教育期望的文化观念，他们并不一定认为教育水平的提升能够带来太多个人经济上的成功（Fordham & Ogbu，1991；Ogbu，1991）。有人类学研究也认为，如果学校体系和少数族群自身的文化不相适应或者他们不认可教育的回报，他们就会对教育持负面的态度（Hannum，2002）。而文化观念相互感染的“邻里效应”（neighbourhood effects）（Oketch，Mutisya，& Sagwe，2012）也有可能造成封闭地区的家庭受到文化习俗的规范作用。
对以往研究文献的梳理表明，家庭教育期望既受到理性选择的影响，随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子女数量不同而表现出差异，也受到特殊的社区文化观念的影响，这种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可能是历史文化传统造成的，也可能是族群的差异以及生活地域的差异造成的。目前，国内专门针对教育期望尤其是家庭对子女教育期望的研究还相对较少，较早的一些研究所选取的样本主要限于不同的个别地市，因而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甚至相反。同时，这些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主要以描述性为主，缺少了基于全国样本的验证和对更多变量进行控制的统计检验，所以尚不足以对中国家庭教育期望的总体特征进行更为深入的解释（杨威，2012；杨春华，2006；吕国光、刘伟民、张燕，2011）。随着国内关于教育期望的全国代表性数据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出现，国内对教育期望的研究越来越丰富（如吴愈晓、黄超，2016；梁玉成、吴星韵，2016；朱晓文、韩红、成昱萱，2019；李颖晖、王奕轩2019；余秀兰，2020）。



第三节 家庭教育投资的界定与分析视角
一 家庭教育投资的界定
教育投资（education investment），亦可以理解为教育支出（education expenditure），一般指购买教育的全部支出的货币表现，代表着家庭对子女教育的经济投入情况。人力资本投资理论（Becker，1962）把家庭教育投资或者支出作为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形式，认为家庭花在子女身上的教育费用不只是满足暂时的需要，还是使子女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技能和健康等的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家庭未来收益，并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必要的教育支出是子女获得教育的基本条件，充分的教育支出可以为子女提供较好的教育条件，可以为子女选择师资水平更高的重点学校，可以支付起课外辅导、兴趣班等的费用，可以使子女在升学中拥有更多的竞争优势。可以说，家庭教育支出高低背后的潜在意义反映出家庭教育投资能力的高低，以及不同家庭类型的子女当前教育机会的多少和未来发展空间及潜力的大小（楚红丽，2008b）。
家庭教育支出由多项内容组成，关于家庭教育支出的结构，以往研究比较典型的有三种划分。第一种，将家庭教育支出的费用区分为直接教育费用和间接教育费用，如Tilak（2002）的研究认为，直接的教育费用是指家庭付给学校的学费和考试费、注册费、选课费等费用；间接的教育费用是指购买教材、文具、服装、交通、家教等费用。第二种，将家庭教育支出区分为校内支出和校外支出，如楚红丽（2008b）认为，校内支出是家庭因教育而交给学校的全部费用，如学杂费、食宿费等；校外支出则是因教育而发生的交给学校以外的全部费用，如校外辅导、训练费等。进行类似划分的还有丁小浩、翁秋怡（2015）。他们把子女教育支出区分为学校教育支出和校外教育支出，前者包括学杂费、书本费、伙食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后者包括择校费和兴趣班、家教等校外补习的费用。第三种，把家庭教育支出划分为基本性教育支出、扩展性教育支出和选择性教育支出三种，代表性的有涂瑞珍、林荣日（2009）的研究。他们认为，子女基本性教育支出包括学费、住宿费、伙食费、交通费、校服费，扩展性教育支出包括补课费、兴趣班费、家教费、课外读物费、学习用品及电子产品费、暑假辅导班费，选择性教育支出为择校费和赞助费。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各级教育规模逐渐扩大，教育资源不断优化，教育经费在大幅提高，教育投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Tilak（2002）指出，教育投资主要由政府（公共）投资和家庭（私人）投资构成。1993年国家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已经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要在20世纪末达到4%这一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但是这一目标直到2012年才实现。随着中国教育市场化带来的教育费用的快速增长，在中国公共教育投资严重不足的前提下，个人/家庭教育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公共教育支出的不足，但也带来了家庭负担的教育费用逐渐上升。个人/家庭教育投资本身就是教育投资的重要构成部分，加上中国公共教育投资不足的国情，使个人/家庭教育投资能力和投资水平对子女的教育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以往研究已经证明教育投资和子女学业成就之间的积极相关性，例如Cheung和 Chan（2008）的研究支持了教育支出对学生学业成绩的促进作用。家庭教育投资既是家庭教育投资能力的体现，也反映了家庭对教育的需求。中国的父母对投资子女教育具有非常高的热情。Tsui和 Rich （2002）在1998～1999年针对中国武汉市1040位八年级学生的家长的调查研究发现，超过80%的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至少能够获得大学学历，大部分独生子女家庭则把15%的家庭月收入用于孩子的教育支出，仅次于家庭的食品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63%）。他们的研究同时发现，超过70%的父母表达了可以借钱供孩子读大学的意愿。
二 家庭收入、资源稀释与家庭教育投资
家庭教育投资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大部分研究指出，教育投资作为一种经济行为，主要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家庭收入是家庭教育支出的最大约束变量。Knight和Shi（1996）对于中国的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家庭人均收入每增加100元，家庭就会增加1.2元的教育投资。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教育投资的增加幅度即“弹性”也是存在差异的。在经济学中，“弹性”表示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反应灵敏程度（楚红丽，2008a）。收入弹性（income elasticity）是指在价格和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由于消费者的收入变化所引起的需求数量变化的程度高低。Benson（1961）的研究指出，由于家庭收入的不同，家庭教育支出也表现出不同的收入弹性，相比于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中产阶层家庭的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最大，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中产阶层家庭的教育支出增加幅度最大。Hashimoto和Heath（1995）基于日本1989年全国性数据的研究也进一步印证了这种观点。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大于0表明在家庭教育支出和家庭收入的函数关系中，家庭收入变动对家庭教育支出变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国内研究也证实了家庭经济水平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谷宏伟和杨秋平（2013）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各项因素中，家庭收入的作用最为显著。邹小芃等（2007）的研究表明，家庭文化背景、收入状况是对家庭教育投资支出水平影响较大的两个因素。但也有其他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龚继红和钟涨宝（2005）基于湖北省随州市农村家庭的调查研究就发现，家庭收入的高低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选择的影响不大，只有当家庭收入达到相当水平后，农村家庭才会明显提高家庭教育投入水平。
市场化改革以来的教育市场化转变以及国家教育政策的变化进一步增加了家庭教育费用，在公共教育支出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家庭经济水平和家庭收入因素对目前中国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中国目前的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都是收费的，家庭支出成为目前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主要经费来源。学前教育费用和高等教育费用的不断上涨无疑增加了家庭教育支出的负担。在义务教育方面，虽然中国在198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年制义务教育法》，开始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免收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2006年该法经修订后进一步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收学费和杂费。但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实际上并未减少子女教育费用的支出。首先，虽然免除了学费、杂费，但是其他费用并未消除。同时，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各地的执行力度不同，“乱收费”现象仍然存在。其次，扩展性的校外教育支出在家庭总教育支出中的比重日益提高。近年来随着“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的课外补习以及各种特长班、兴趣班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加上择校费的支出，扩展性的校外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楚红丽，2008b；迟巍、钱晓烨、吴斌珍，2011）。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2011年基于全国8个省会城市近5000名中小学生家长的问卷调查和结构性访谈显示，5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城市家庭子女教育年支出达8773.9元，城市家庭平均每年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家庭子女总支出的76.1%，占家庭总支出的35.1%，占家庭总收入的30.1%（《光明日报》，2012）。该调查还发现，在所调查的家庭中，仍有83.4%的家庭支付给学校教辅资料费、服装费等杂费，52.2%的家庭支付子女在学校的食宿费，85.7%的家庭支付子女的学习用品费。调查还显示，80%以上的家庭教育费用为扩展性教育支出，26.6%的家庭为子女就读某所学校曾经支付过择校费用，包括借读、捐资助学费用，该项费用平均为12407.9元，最高额度为80000元。课外培训或辅导、课外读物、少先队活动、参观演出、游学等扩展性支出构成了当前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主要内容，其中以课外培训或辅导费用最高。有76.0%的家庭为子女支付课外培训或辅导费用，平均支出为一年3820.2元，最高金额达80001.0元。
资源稀释理论同样对家庭教育投资提供了解释。根据该理论，家庭教育投资是家庭投资能力的反映，在预算约束下，家庭子女数量越多，分摊到每个子女身上的货币资本就会越少。Lee（2004）也认为子女数量和质量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这种反向关系会更加明显。贝克尔和Lewis从人力资本理论出发，提出了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贝克尔和Lewis认为孩子的数量影响着家庭资源配置的决定，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存在着替代作用和负相关关系，在家庭收入和父母照顾时间都是一定的前提下，家庭宁愿少要孩子以提高孩子的质量（孩子拥有的知识和素质等）、增加孩子身上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Becker & Lewis，1973）。在国内文献中，龚继红和钟涨宝（2006）的研究证明，家庭子女数量确实对家庭教育投资选择产生明显的影响，随着家庭子女数量的增加，家庭更容易选择让未升学的孩子直接转变为家庭劳动力；而随着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选择继续进行教育投入的家庭却明显增加。但是谷宏伟和杨秋平（2014）的研究却发现，子女数量同家庭教育支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 性别观念与家庭教育投资
家庭教育投资同样受到群体文化观念的影响。Hofstede和 Hofstede（2005）认为，文化是心理的集体性编程，它将不同人群的成员区分开来。文化的核心由价值观构成，同一文化规范下的多数成员往往持有相同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一种普遍性的倾向，表现为更喜欢事物的某些特定状态而非其他状态”（Hofstede & Hofstede，2005）。因此，特定文化规范下，人们往往会持有特殊的文化观念，并进一步影响到他们的态度和行为。Qian和 Smyth（2011）的研究认为，不同于家庭其他形式的花费，教育支出涉及家庭为下一代的未来获益进行的消费，因此，子女教育支出的多少以及如何分配支出既取决于家庭的预算约束，也受到代际资源转移偏好的影响。
性别观念是影响代际投资的重要文化观念变量。在男权主导的社会中，女孩在家庭中普遍会受到歧视（Knight & Shi，1996）。Behrman和Knowles（1999）对越南的研究发现，家庭对女孩教育投资的收入弹性高于男孩，只有当家庭收入充分时，才会投资女孩。Lee（2010）通过对日本东京和冲绳县45位家长的深度访谈，发现除了家庭经济因素，父母的性别信仰（gender belief）和教育价值评估（valuation of education）也是影响父母不同性别教育投资的重要因素。传统中国是一个具有父权制文化传统的国家。解振明（1998）基于苏南皖北农村的调查发现，虽然社会经济的发展减弱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男孩的依赖，但是由于受到社区规范的压力，农民在心理和精神上对男孩的需求仍然很强烈，“传宗接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没有儿子会被认为是“最大的不孝”。Li和Lavely （2003）对中国云南某县农村的研究发现，儿子未来所能提供的经济回报预期，即“养儿防老”是传统性别观念存在的主要原因，这种现象在贫困地区的村庄、崇尚祭祖的村庄和山区村庄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具有收入能力、有自主决定权等的母亲对男孩的偏好会相对弱些。从贝克尔的家庭效用理论来看，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男孩偏好”并不一定是不符合家庭效用最大化的，主要是因为中西家庭对于“效用”的定义可能不同，孩子所能提供的“养儿防老”“传宗接代”更能满足家庭的效用需求。
以往的大量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这种“男孩偏好”对于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不容忽视。Hannum（2005）对中国7～16 岁儿童入学和家庭教育开支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Hannum发现女孩的教育更容易受到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这在我国农村体现得更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城市家庭更有可能具有现代价值观，而农村家庭更可能偏向传统价值观。龚继红和钟涨宝（2006）的研究同样证明，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在有限的家庭资源条件下，农村多子女家庭中存在着男孩投资偏好。Song等（2006）使用1995年中国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统计数据检验了家庭子女教育支出上的男孩偏好，而且这种性别差异现象在贫穷家庭得到了强化。他们认为对男孩的教育支出是“投资品”，而对女孩的教育支出则是“奢侈品”。他们的研究还发现，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对子女的教育支出具有非常明显的积极作用，而父亲受教育水平的作用则相对较弱。家庭收入函数的估计表明，女性教育回报率低于男性，女孩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高于男孩，因此家庭在教育投资中自然表现出男孩偏好。叶华和吴晓刚（2011）在总结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时认为，经济发展或者现代化并不必然带来性别间的教育平等化。在经济起飞前及初期，性别间的教育不平等程度在提高，其原因是经济收入的限制以及重男轻女的倾向使家庭更可能投资于男孩而非女孩的教育。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性别间教育不平等程度开始降低，因为家庭在此时突破了投资子女教育的资源瓶颈，在投资男孩的教育之余开始增加对女孩教育的投资。
四 地域与家庭教育投资
地域差异也影响着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这种影响主要来自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已有研究发现，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在子女教育投资上存在显著差异。涂瑞珍和林荣日（2009）以上海地区有子女就读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及以上教育阶段的居民家庭为调查对象，对城乡家庭的子女教育投资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差异显著，与农村家庭为子女在小学、初中和高中各个阶段支出的教育费用相比较，中心城区家庭在这三个教育阶段的支出分别是农村家庭的1.95倍、1.34倍和1.52倍。该研究还指出家庭教育支出的城乡差异主要是由教育投资结构的差异导致的，具体表现为：中心城区家庭更加重视对子女的扩展性教育投资，如补课费、兴趣班费、家教费、学习工具费用等，以及选择性教育投资，如择校费和赞助费；农村家庭在子女各教育阶段的基本教育支出如学费、住宿费、伙食费、校服费等学杂费仍是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最主要方面。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支出显著低于城市家庭子女教育支出，主要是由中国特殊的二元户籍制度导致的。制度性的分割导致城市和农村发展非常不平衡，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家庭收入水平偏低、教育资源匮乏、课外辅导市场发展缓慢等多种因素制约着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支出（涂瑞珍、林荣日，2009；李通屏，2002）。不过也有研究并未验证户籍对家庭教育支出的作用，谷宏伟和杨秋平（2013）通过对城乡户口、不同地区差异和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关系检验发现，城市家庭教育支出显著高于农村，但是在控制了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之后，户口和地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
地区差异同样影响着家庭教育投资的水平。李红伟（2000）利用1999年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全国15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投资的现状及特点，研究发现不同地区间居民家庭教育投入存在明显差异，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的家庭教育投资越多。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家庭教育支出额越高，但是由于这些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和家庭支出总额也比较高，因此家庭教育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重，即教育支出负担率相对较低，相反，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家庭虽然在家庭教育支出绝对数额上更低，但是教育支出在家庭总教育支出中的比重较高，家庭教育负担较重，甚至出现“因学致贫”现象，影响了家庭总体的生活质量，制约了贫穷家庭的教育投资愿望和能力。
五 小结
由于中国公共教育支出的不足和公共教育资源的缺乏，家庭在子女教育投资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同时，由于公共教育服务的不均衡，家庭教育投资在不同群体的家庭中表现出不平等，扩展性的校外教育支出差异又加剧了这种不平等。本部分对教育投资的含义进行了界定，并对影响教育投资的重要因素进行了区分。通过文献综述可以发现，家庭收入和子女数量是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重要因素。同时，传统性别文化观念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也不应被忽视。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教育资源在城乡和不同地区的学校之间的分布是非常不均衡的，因此，城乡和地区因素也会对家庭教育投资产生影响，但是目前国内针对这两个因素进行检验的研究还非常少。这些少量的研究，目前还难以得出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城乡和地区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的相关结论。
目前，国内对于中国家庭教育投资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充分。首先，国内有关家庭教育支出的全国性数据还非常少，由于数据的限制，很多关于家庭教育投资的研究直接使用“学历获得”、“升学情况”和“辍学情况”等作为家庭教育投资的替代变量，通过这些代理变量无法准确地分析和讨论家庭对子女教育支出的真实情况，因为儿童升学以及辍学等指标还会由家庭教育支出以外的因素造成，二者不能完全等同。
其次，以往国内关于家庭教育投资和教育支出领域的研究多基于地方性样本，因此造成一些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的情况。例如谷宏伟和杨秋平（2013；2014）的实证研究发现与龚继红和钟涨宝（2005；2006）的研究结论，在收入和子女数量对家庭教育支出的作用上，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再如针对城乡户籍不同造成的家庭教育投资的差异，在分析结论上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因此，需要基于全国的代表性数据对这些结论进行检验。
最后，目前关于家庭教育投资的研究对于子女不同年龄阶段教育投资的差异分析不够，如学龄前教育投资和学龄后教育投资的差异。同时，家庭教育投资的项目和分类也区分得不够详细，例如，现在子女教育的费用很大一部分是特长班、课外辅导等费用。



第四节 父母参与的界定与分析视角
一 父母参与的界定
父母参与，一般指父母感兴趣、了解并愿意参加到孩子日常生活中来的程度（Wong，2008），它代表着一种重要的家庭社会资本（Coleman，1988；McNeal & Ralph，1999；Marjoribanks & Mboya，2001））。在国内外很多研究文献中，对父母参与的研究也包括对家庭教养行为（parenting behaviour）、教养方式（parenting pattern/style）等的研究。虽然父母参与的含义很容易理解，但对这一概念的操作化却一直比较模糊，难以达成一致（Fan & Chen，2001）。以往学界关于父母参与的操作化指标有很多，主要有：父母对子女的学业成就期望（Bloom，1980；Yan & Lin，2005）；父母和子女的沟通，如讨论学校的事情（Christenson，Rounds，& Gorney，1992；Park et al.，2011）；对子女学业的监督、辅导和帮助，如督促、辅导完成家庭作业（Christenson，Rounds，& Gorney，1992）；对子女日常行为的监督和关注，如对电视收看的引导、对子女朋友圈子的了解、对子女平时活动范围的关注（Yan & Lin，2005；Muller，1998）；多种形式的家校合作（Epstein，1991）；等等。Darling和Steinberg（1993）认为，家长的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s）是家长传递给儿童的情感表达态度，以及家长在教养行为中营造的情感气氛（emotional climate）。在国内研究中，王丽、傅金芝（2005）认为，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的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其对儿童的情感表现的一种组合方式。李燕芳等（2005）的研究认为，父母参与包括情感的投入和在儿童利益与儿童发展方面的参与两个方面的内容。
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同意不能把父母参与简单化地归结为单一维度的含义，而是涵盖了父母多方面的养育实践和教养方式。例如，斯科特-琼斯（Scott-Jones，1995）认为父母参与包括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重视、监督、帮助和共同从事。帕克等（Park et al.，2011）将父母参与区分为在家庭内部的活动及与学校有关的活动。美国心理学家Diana Baumrind（1971）区分了三种主要的家庭教养的理想类型：权威型（authoritative）、专制型（authoritarian）、放任型（permissive）。权威型的父母通常采用关切和支持的方式对待孩子，支持孩子的兴趣探索和对爱好的追求，这一类型的父母对孩子的成长具有高成熟度的需求，并懂得在日常养育实践中如何通过与子女平等积极的沟通、引导来表达这些期望，鼓励孩子独立自主。专制型的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不是关怀式和回应式的，往往要求孩子严格服从家长的权威，而不能容忍孩子自私或者不适当的行为。在家庭社会化的过程中，专制型的父母对子女也具有较高的要求与期待，但是通过规则和命令的方式而不是沟通的方式教育子女。与权威型的父母相比，专制型的父母对子女控制欲比较强，缺乏对子女的关爱、回应和相互间的平等沟通。放任型的父母对待孩子比较温和，虽然不像权威型的父母那样表现出积极的关切，但是也不会像专制型的父母那样。不过，这一类型的父母对待孩子的要求却过于宽松，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父母对孩子的行为是否适当也通常漠不关心。规则缺失下的孩子往往缺少目标，有时甚至“胡作非为”。
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机构。早在1689年，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在其《人类理解论》一书中，就曾提出孩子的心灵本是一块白板，纯洁而又质朴，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父母、家庭和社会的价值观、态度、信仰等逐渐传递给孩子。国外研究大多表明，父母参与是青少年取得教育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Garg et al.，2002；Teachman & Paasch，1998；Byun et al.，2012）。首先，代际传递价值观、偏好和期望，子代通过家庭社会化习得父辈珍视教育的行为、态度和观念。其次，亲子互动的方式影响着子女对外部世界中事件和环境的评估和应对，父母对其子女在教育方面施加的“重要他人”的积极鼓励、投入更多的教育资源和精力来重视学业成绩、参与子女教育实践、支持学校计划等，都有助于激发子女的教育期望，提升学业成绩（Seginer，1983；Teachman & Paasch，1998）。再次，父母参与对子女心理的发展也起到重要的干预作用，即父母更多地参与孩子生活和学习，可以传递给孩子更多积极的信号：父母关心孩子的发展和未来，从而提升他们对未来的信心和被重视感（Hango，2007）。在代际互动中，当父母给予子女更多的关心、温暖与理解时，子女更容易形成较高水平的自尊（self-esteem）及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建立良好的学业自我观念（academic self-concept）（Garg et al.，2002；Gasser，Larson，& Borgen，2004；Rottinghaus et al.，2002）。因此，在子女成长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父母参与的作用都是深刻而长远的。父母参与在子女的认知发展、性格形成、社会化、心理健康等多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王丽、傅金芝，2005；钱铭怡、肖广兰，1998）。
由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包括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生产力发展水平、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与西方存在很大差别，在教育方式上也有极大的不同，因此家庭的养育风格也存在差异（王丽、傅金芝，2005）。此外，中国家庭自身的养育方式随着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文化观念的转变而发生了改变，加上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子女数量与结构的影响，传统的家庭教养方式和亲子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
二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父母参与
以往研究发现，父母参与受到家庭社会经济情况的显著影响，具有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会更多地涉入对孩子的教育实践，其中涉入的方式和程度均有不同。这一研究结论在国内外研究中均得到证实（Fan & Chen，2001；周皓，2013）。李佳丽、赵楷和梁会青（2020）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证实了父母参与行为的阶层差异。他们发现，家庭越富裕、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越重视与孩子的情感交流和文化活动陪伴，其亲子关系越密切，对子女的要求也越严格。黄超（2018）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倾向于选择权威型和宽容型教养方式，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倾向于选择专制型或忽视型教养方式。
何瑞珠（1999）从家庭缺失论（family deficiency theory）和教育机构歧视论（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 theory）两个方面总结了家庭阶层地位影响子女教育中家长参与的原因，持前一种观点的研究者们认为父母受教育水平不高导致家庭缺少重视教育的传统或者观念，导致父母参与子女教育的不足。持后一种观点的研究者们认为，教育机构的一些隐晦的歧视作风或排斥措施，把来自较低阶层的父母排除于系统之外，而来自较低阶层的父母在与教师交往时又往往缺乏自信，甚至逃避某些与教师会面的机会。此外，西方的一些经验研究也表明，相较于拥有较高家庭收入和父母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在收入、教育上的劣势削弱了他们提供回应性教养方式（responsive parenting）的能力，他们更可能会倾向于权威主义的而且严厉的教养方式，更多体罚而非讲道理（Sampson & Laub，1994）。受到教育水平和认知能力的影响，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在亲子沟通中也更擅长使用适合的沟通词语和认知刺激技巧（Conger & Donnellan，2007）。父母受教育水平不仅在参与能力上影响父母参与行为，而且影响着父母教养孩子的信心和态度，例如Hornby和Lafaele（2011）认为，相比于具有大学学历的父母，没有大学学历的父母会感到教师比他们更懂得如何教养孩子，因此也缺少与教师沟通的兴趣和意愿。拉鲁（Lareau，1987）在分析父母参与背后的社会阶层差异时认为，还存在观念和制度上的差异，不同社会阶层的父母对他们以及学校教育在子代教育中的角色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念。高社会地位的父母对现行教育系统更加适应，懂得如何更好地与之相协调（Hango，2007），因此，这些父母也更容易参加“家庭—学校”的合作教育实践。
三 城乡家庭与父母参与
国内大量研究从发展心理学视角对城乡家庭的父母参与和教养方式进行了比较。张文新（1997）认为，我国城市和农村父母在受教育水平、生活方式与习俗、亲子观念等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导致城乡表现出不同的父母教养方式。张文新通过对山东3个城市6所中学的随机抽样调查与分析发现，父母的教育方式存在城乡差异，与农村青少年的父亲相比，城市青少年的父亲对孩子有更多的情感理解与温暖；与农村青少年的母亲相比，城市青少年的母亲对子女干涉和保护、拒绝否认、严厉惩罚等更多，但在情感温暖与理解方面不存在差异。李静、崔春华、吴丹伟（2005）的研究也比较了城乡两种文化背景对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他们基于对河北省两所中学的研究发现，农村青少年父母的教育方式过于简单，城市父母对子女表现出更多的情感温暖与理解。
李丽菊、贾翌皎（2012）使用“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对云南4所小学的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城镇小学生的父母的教养方式在量表各指标上优于乡村小学生的父母。城市家庭的父母在养育子女过程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相对更多，给予子女较多的温暖和理解，在教育方法上也更全面和科学。相比之下，农村家庭的父母更多考虑子女的物质需求，精神交流欠缺，不善于对子女表达情感与温暖，把子女教育问题交给老师，对子女教育的参与程度较低。
李佳丽、赵楷、梁会青（2020）研究发现，相比于农村地区家庭，城市地区的家庭更倾向采用权威型或宽容型教养方式，城乡教养方式的差异主要源于父母教养能力和时间的限制，如农村地区或家庭经济条件差的父母可能会因需要长时间工作而没有时间陪伴子女，从而参与子女的日常生活和教育活动较少。
四 其他因素与父母参与
年龄阶段与父母参与。父母参与体现在儿童从婴幼儿、小学、中学及大学的各个年龄阶段。不过一些研究发现，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父母参与的程度会降低。Eccles和Harold（1993）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年龄小的儿童更希望父母参与他们的学校生活，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的独立意识逐渐增强，对父母参与学校生活的意愿会降低。但也有研究指出，青少年阶段并非不希望父母的参与或者教养，只是在方式上表现出变化，例如帮助他们完成家庭作业及帮助而非代替他们做出选择（Hornby & Lafaele，2011）。在国内研究中，陈陈（2002）通过回顾以往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总结认为父母教养方式在子女不同的年龄阶段呈现差异。其在该篇文章中提到，学龄前儿童的主要活动场所在家庭，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其影响自然是非常直接且重要的；儿童步入学校后，虽然主要活动场所慢慢从家庭转为学校，但父母教养方式仍旧对儿童人际关系、成就等产生潜在或直接的影响；随着儿童年龄的增加尤其是到了青春期，他们与父母的对抗性增加，父母教养方式的特点可能会发生变化。
子女性别也有可能对父母参与方式产生影响。林莞娟和秦雨（2010）基于中国甘肃省农村基础教育调查的数据的研究发现，家长的男孩偏好会影响到他们的教育方式，进而影响子女的学习状况。
五 小结
国内对父母参与、教养方式领域的大量研究一致表明，父母参与是影响儿童认知能力、社会情感及人格发展的重要因素。父母参与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本部分介绍了以往文献对父母参与的界定，并对影响父母参与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梳理。
目前，国内教育分层研究对关于父母参与和教养方式的研究还较少，相关文献多集中在心理学领域。以往研究往往侧重分析父母参与中的某一个侧面，有必要结合父母参与的多个维度，深入细致地揭示相关影响因素和各个维度父母参与之间的关联。



第五节 简要述评
本章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定义和主要形式进行了界定，并重点回顾了国内外文献中对于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这三个领域的研究现状。通过上文的文献综述，本研究将家庭教育期望界定为家庭期望子女获得什么样的教育程度，代表着一种家庭教育观念或者看法，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则分别代表了家庭的货币支出行为和教养性行为。
上文还对以往文献中关于上述三个教育获得机制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通过对这些影响因素的比较，本研究发现影响上述三个教育获得机制的因素存在相似之处，进一步梳理这些影响因素后，可区分出理性选择、性别观念和制度分割三大类别，其中理性选择因素包括了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资源稀释的影响，性别观念是指传统性别文化观念以及在不同类型家庭中表现程度的影响，制度分割因素则指城乡户籍制度的影响。在下一章的研究设计中，将围绕这些影响因素提出研究假设。
本部分还对目前国内关于这三个研究领域的研究不足进行了总结。第一，早期研究受到数据的限制，国内家庭教育投入的相关研究多基于小型或者地方性样本，分析结论缺乏全国代表性，相应分析不能真实反映总体人口的特征。
第二，随着数据的可得性，国内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样本进行相关的研究在近几年逐渐增多，但这些研究多侧重于对家庭教育投入单一维度的分析，鲜有研究采用组合视角对其进行多维度的整合性研究，例如：对家庭教育投入结构的分析需要综合家庭的货币性投入及非货币性投入进行考量；另外，国内以往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对家庭教育支出投入的分析，对非货币性投入如教育期望、父母参与、教养行为等主题的探讨相对不够。
基于新时期家庭教育投入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化本领域研究：一是采用组合视角对家庭教育投入进行全面性、整合性和历时性、动态性研究，全面描述与分析新时期我国家庭教育投入的总体特征、投入偏好及投入结构的特征及历时变化；二是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能够准确反映当前我国家庭教育投入总体状况的结论；三是对家庭教育投入的机制和过程进行细微化考察，打开家庭教育投入的“黑箱”，剖析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链条，为政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1] 更详细的田野资料可参见张伟平，2005。



第四章 研究设计
第一节 研究问题
家庭与子女的成长和教育联系最为紧密，也是连接社会经济变迁、文化、地理环境、制度、政策等宏观因素和教育结果的关键中间环节，是教育不平等发生的主要场所。以往对教育不平等领域的研究基本关注各类因素对子女升学、学业成绩以及学历取得等教育获得的影响，而对造成这些结果的过程分析不够。基于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试图围绕家庭教育投入，从家庭层面探寻中国教育不平等形成的机制和过程。由此形成的两个基本问题是：当前中国家庭教育不平等的具体形成机制是怎样的；影响子女升学、学业成绩以及学历取得等最终教育结果的主要因素对家庭教育投入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是教育不平等研究的基本假设和核心命题，但是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具体影响机制和过程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本研究把家庭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机制区分为教育期望和教育行为两个主要维度，其中教育行为又包括经济性的教育投资行为和非经济性的父母参与行为。通过上一章对文献的梳理，本研究把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这三个子女教育获得形成机制即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因素，区分为四个主要方面：社会经济地位、家庭资源稀释、文化观念、地域差异。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当前中国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的主要特征及影响因素。围绕这些基本问题和关注重点，本研究还试图回答以下一些具体问题。
第一，当前中国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的状况是怎样的？不同家庭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
第二，通过文献梳理区分出的主要影响因素分别对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产生怎样不同的影响？
第三，对这些主要影响因素对三个家庭教育投入变量分别造成的影响进行比较，同一影响因素对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又会具有怎样不同的影响作用？
第四，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的研究结论对当前解决中国教育不平等、促进教育公平化实践有何政策启示？



第二节 理论框架
本研究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实证研究框架和总体解释框架。导论和文献回顾部分对国内相关研究的综述已经表明，虽然目前国内关于教育不平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多注重家庭背景、性别、户籍、地区等各类因素对包括学业成绩、升学以及学历取得等教育结果的影响，忽视了这些因素对造成教育不平等后果的详细过程和具体机制的分析。如图4-1所示，路径A代表了传统教育不平等研究对教育分层分析的思路，研究了不同影响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对这些因素通过影响家庭教育过程进而影响教育结果的过程和机制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路径B1和路径B2）。以往研究即使关注了这些机制性变量，也仅停留在理论解释的层面，缺少对它们的细致考察和检验。在这种思路之前，教育再生产的“黑箱”并未被真正打开，而对这种形成机制的细致化考察有助于丰富教育不平等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实践上采取更为具体和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如不同的因素对不同教育获得机制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了解这种差异化影响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针对不同的家庭采取不同的干预措施。

图4-1 传统教育不平等研究思路和教育过程研究思路的比较
基于以往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尝试从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三个方面分析家庭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差异，从家庭层面分析教育不平等形成的过程和机制，尝试提供一个更为广泛的解释框架，更为全面地认识和了解当前中国家庭教育分层的现状，提供更为详尽和具体的解释。结合第三章文献综述的总结，本研究将子女教育获得形成机制的影响因素区分为经济理性、性别观念和制度分割三个视角，每个视角又分别包含了不同的影响因素。经济理性视角包括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资源稀释的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代表了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能力，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水平越高，意味着家庭对子女的投入能力越强。家庭资源稀释的影响主要是指家庭子女数量的“成本”影响，子女数量越多，意味着家庭分配到每个孩子身上的物质性或者时间精力性资源就会越少。性别观念视角则指中国传统的父权制文化对子女教育获得机制产生的影响。制度分割视角包括了由于国家制度设计导致的城乡差异所带来的影响。
完整的逻辑框架如图4-2所示。宏观社会结构（包括家庭背景和学校环境）构成影响集。宏观社会结构因素包括中国的现代化与市场化转型、人口转变、城乡及地区差异和教育政策变迁等。家庭背景因素包括父母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职业，家庭结构，家庭规模，子女数量，户籍性质，等等。学校环境因素包括学校质量、班级性质、教师与同伴影响等。本研究中家庭教育投入的传导机制可以类型化为“经济理性”、“资源约束”、“性别观念”和“制度分割”等四类主要假设，运用不同的多元统计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不同影响因素对不同家庭教育投入变量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在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和预算约束下（有限的时间精力与财力物力）资源合理化分配的经济理性，对不同教育投入变量的影响的显著性程度和大小有可能是不同的。逻辑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家庭教育投入的投入形式、投入结构和投入水平对子女学业成绩、学历获得、认知能力和问题行为产生多样化的影响。

图4-2 “宏观社会结构-家庭教育投入-教育结果”的逻辑框架



第三节 研究假设
基于不同分析视角所包含的对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因素，本研究提出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假设、资源稀释假设、性别观念假设、城乡户籍假设四类假设，由于本研究的家庭教育投入包括了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三个不同的方面，因此在每组假设之下又包括了具体的研究假设。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家庭背景的核心标识变量，对子女教育获得的稳定影响一直是教育分层研究的核心结论。通过前文的文献综述可以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不同教育获得机制的积极影响作用在西方文献中得到了大量证实，虽然国内关于教育获得机制的定量研究还较少，但是少数已有的研究也基本证明了二者的正向关系。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假设，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水平也越高，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水平也越高，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参与水平也越高，参与质量更好。
目前国内已有大量研究运用资源稀释理论对教育不平等进行了解释，即随着家庭子女数量的增多，会出现“资源分摊”现象，并最终对子女教育获得产生消极影响。本研究认为此理论也适用于对子女教育获得形成机制的解释，但是以往关于教育不平等的“资源稀释解释”并未检验子女数量增多对不同家庭资源可能造成的直接影响。本研究关注的教育获得机制实际上代表了家庭投入子女教育的不同资源，教育期望代表了家庭对子女的主观态度资源，教育投资代表了家庭对子女教育的经济资源，父母参与代表了家庭对子女的教养方式与行为资源。本研究将检验子女数量对这些家庭教育资源所造成的直接影响，由此提出假设2：资源稀释假设，即兄弟姐妹数量越多，该子女能够分摊到的家庭资源就越少，家庭对该子女的教育期望水平就会越低，家庭对该子女的教育投资水平就会越低，对该子女教育的父母参与水平就会越低，父母参与质量就会越差。
家庭性别观念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机制的重要因素。文献综述部分已经提到，传统中国是一个性别观念非常强烈的国家，随着中国现代化转型带来的文化观念的“现代化”变迁，以及人口转变带来的子女数量和结构的显著改变，传统的性别观念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基于近几年调查数据的研究也已经证明，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在中国呈现逐渐式微的趋势（叶华、吴晓刚，2011；吴愈晓，2012），但是目前仍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已经完全消失，“重男轻女”的性别观念仍有可能影响着子女教育获得的形成机制，中国家庭教育再生产机制中仍有可能存在男孩偏好。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性别观念假设，即家庭对男孩的教育期望水平高于女孩，家庭对男孩的教育投资水平高于女孩，对男孩教育的父母参与程度高于女孩，参与质量好于女孩。
由于性别观念的转变过程是一个“连续统”，因此，现代化观念转型程度的不同也会影响到性别观念。中国城市和农村的现代化程度差异非常显著，相比于城市家庭，农村家庭的观念更为保守和传统。例如，吴愈晓（2012）研究发现，性别不平等存在城乡差异，农业户口居民的性别不平等程度高于非农户口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模式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父权制观念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认同感的差异。同时，受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在多子女家庭中，男孩偏好也可能表现得更为强烈。因此，本研究提出性别观念假设的扩展假设3.1：男孩偏好的性别观念对家庭教育再生产机制的影响在农村家庭和多子女家庭表现得更为明显，即农村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的男孩偏好比城市家庭更明显，多子女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的男孩偏好比少子女家庭更明显。
城乡户籍差异对家庭的教育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家庭的经济能力和文化影响方面，还表现在教育的结构性机会差异上。城乡家庭具有不同的区域教育资源，面临着不同的结构性机会，造成了家庭教育再生产机制的差异。相比于经济发达的城市，农村家庭的地区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更少，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招生名额也更少，来自农村户口和贫穷地区的子女在劳动力市场上也面临着更多的歧视，造成这些家庭通过教育提高收入水平的机会成本更大，由此也对子女教育获得机制产生消极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城乡户籍假设，即相比于农村家庭，城市家庭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期望水平、教育投资水平、父母参与程度都更高，父母参与质量更好。



第四节 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 数据来源
（一）CFPS数据的概要介绍
本研究主要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CFPS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层次、长期性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调查内容涉及了家庭经济、教育、家庭关系、迁移、健康、价值观等诸多研究主题（李建新等，2015：3）。CFPS的基线样本覆盖了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青海省、海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及港澳台地区除外）的家庭，样本覆盖地区的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不含港澳台地区）的95%。由于覆盖范围如此广泛，因此可将CFPS样本视为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
在抽样方法方面，CFPS采用了内隐分层（implicit stratification）的多阶段等概率抽样（multimulti-stage probability sample）。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存在地理上的差异，CFPS抽样设计通过内隐分层，可以确保样本很好地代表这25个省份的情况（谢宇、邱泽奇、吕萍，2012）。CFPS的每个子样本均通过三个抽样阶段得到：第一阶段抽样为行政区县抽样，由辽宁、上海、河南、广东、甘肃5个大样本省份和上述5个省份外的20个省份构成的小样本省份组成省级层次的抽样框，从这6个省级抽样框中抽出的行政区、县级市、县构成了此次调查的初级抽样单位（PSU）。第二阶段抽样为村（居）抽样，由第一阶段被抽中的行政区、县级市、县内的所有村（居）构成次级抽样单位（SSU）。第三阶段抽样为家庭抽样，由第二阶段被抽中的村（居）内的常驻家庭户构成终端抽样单位（TSU）。CFPS 对被抽中的家庭户中的所有家庭成员都进行访问。
CFPS分别在2008年和2009年对北京、上海和广东三个城市共计2400户的家庭开展了初访与追访的预调查。在2010年，CFPS正式开启全国调查，此后每隔两年对基线调查的样本进行跟踪调查。2011年CFPS的调查规模相对较小，仅对2010年基线调查中的部分样本进行了访问，其中一个主要内容是对基线调查中完访的少儿基因成员进行个人层面的追访。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CFPS分别对基线调查中的全部个人样本及其所在的家庭开展了追踪调查。目前，2010年、2011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六个年份的数据均已经发布。[1]CFPS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CFPS调查问卷共包括了社区问卷、家庭问卷、成人问卷和少儿问卷四种主体问卷类型。国内关于家庭的社会调查或综合性社会调查，缺少针对少儿成长与发展的调查内容。CFPS长期关注少儿教育、成长与发展的情况，并针对少儿群体建立了专门的数据库，收集了少儿成长过程中各个方面的信息，又有翔实的家庭背景信息可供综合分析（谢宇、胡婧炜、张春泥，2014）。所调查基因成员中所有16岁以下的少儿都要接受调查。其中，10岁以下由父母或者监护人代答，10岁及以上少儿既有父母或者监护人代答的部分，也有少儿自答的部分。
目前，国内关于家庭教育投入领域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数据主要有两项，除了CFPS，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与实施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同样是一项针对少儿教育和发展的全国性调查。但相比于CEPS，CFPS在研究少儿的家庭教育投入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CFPS通过询问家长和少儿自报的方式采集了16岁以下每个少儿样本的家庭教育投入情况，能够全面反映少儿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学段家庭教育投入的情况。而且CFPS是国内出现的首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从2010年就开始了基线调查，已经积累了多期跟踪数据。CEPS的调查对象仅是七年级和九年级在读的初中生，在调查样本的全面性和代表性上不及CFPS。除了这两项数据，国内研究使用的其他数据均是基于地方性样本的数据，例如杨威（2012）、杨春华（2006）、王莆勤和时怡雯（2014）等的研究。
不过，相对于一般社会调查的数据来说，CFPS的数据结构较为复杂（李建新等，2015：5）。在进行变量关系分析时，往往需要通过家庭关系库寻找对应的家庭及家庭成员的信息。为了便于数据的使用和分析，CFPS发布的数据库中虽然整合了一部分分属于不同问卷类型的变量，但是对于具体分析所需的变量往往需要进一步整合。因此，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本研究的分析数据以CFPS少儿库为主，对于部分变量信息（主要是家庭子女数的计算和家庭收入情况），则通过变量标识将不同类型的问卷变量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将家庭数据库中的家庭收入变量的数据、个人数据库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变量的数据合并到了儿童数据库中，将家庭关系数据库（家庭成员问卷）中家庭子女数变量的数据合并到了儿童数据库中，从而使儿童数据库包含了以上三项信息。
除了CFPS数据之外，本研究在第八章为了研究一线城市中产阶层的家庭教育投入情况，使用了由上海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以及中山大学共同主持的“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此次调查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10月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特大城市组织实施，采用两阶段抽样法：第一阶段采用地图法随机抽样，在每个城市抽取50个社区，每个社区抽取20个家庭户，每个家庭户抽样一个成年人入样，三个城市共获得了3004个常住人口的样本数据；第二阶段是专门针对中产阶层进行的适应性区群抽样（adaptive cluster sampling），每个城市抽取约1000个样本，共获得了3006个常住人口的样本数据（梁玉成、张海东，2016：190）。全部调查总共获得了6010个有效样本。该部分将分析对象限定为家庭中2015年还在就读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子女，考察家庭针对这部分子女的教育投入情况，具体分析内容均由成人被访者回答。由于原数据结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而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和分析单位均是儿童，因此每个儿童应有一个独立的观察值，因此本研究首先对原调查数据的结构进行了转换（将“宽数据”转换为“长数据”）。同时，去除不符合就读阶段要求的样本以及各变量缺失值之后，两阶段抽样调查共获得有效子女分析样本1095个，家庭样本917个。虽然第二阶段针对中产阶层的适应性区群抽样并非随机抽样，但出于增加样本量的考虑，在分析的过程中，本研究仍旧采用了两阶段抽样调查所获得的合并样本。
（二）本研究的数据筛选
本研究在不同研究部分根据研究目的使用了不同年份的数据。
针对家庭教育期望部分，本研究使用的是CFPS公布的2018年调查数据。CFPS对上海、辽宁、河南、甘肃和广东五个地区进行了过度抽样（oversampling），使这五个地区的样本具有独立的地区代表性，这五个地区的样本经过二次抽样获取的样本与其他地区的样本合并后构成“再抽样样本”。本研究使用了CFPS的再抽样样本，以使样本具有更好的全国代表性。去除各变量的缺失值之后，最终符合分析的样本共计5400个。
对于家庭教育投资数据的收集，CFPS数据针对家庭内每一个子女的教育支出情况都进行了统计，弥补了以往很多数据只是笼统地统计家庭整体教育支出的不足。2012年和2014年的CFPS对家庭教育投资项目的测量更为详细，CFPS数据在2010年对家庭“去年全年”对子女教育经济投入进行询问的基础上，在2012年和2014年的问卷中又针对子女教育经济投入进行了更加细化的提问，包括诸如教材费、参考书费、课外书费、教育软件费、因学习产生的交通费、择校费、住宿费、伙食费、课外辅导班费/家教费/亲子班费等细化的信息。这无疑有助于进一步详细了解当前中国家庭教育投资的数量和结构。本研究对于家庭教育投资的研究同时使用了CFPS 2014年的数据。
由于CFPS儿童库中就读高中阶段的学生数量非常少，同时考虑到在学前教育之前子女的教育费用总体上较低，本研究只选取CFPS儿童库中接受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的儿童样本作为分析对象，去除教育支出的缺失值后的样本量为5337个。本研究在描述性统计部分针对这些样本进行了分析。在多元回归分析部分，本研究采用简单删除的方式进一步去除了其他影响变量的缺失值，最终进入分析模型的样本量为5019个。为了评估缺失数据对模型稳健性的影响，本研究还采用了多重插补法（multiple imputation），针对样本中缺失数据最严重的家庭收入变量（296个样本缺失）进行了数据填补调整。对比插补数据前后的分析结果发现研究结论一致，表明数据缺失对结果影响不大。
在父母参与部分，本研究主要使用了CFPS在2018年的调查数据，在针对父母参与的中介效应研究中，使用的是CFPS在2010年的基线调查数据。
二 变量操作化
本研究的实证研究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即家庭教育期望研究、家庭教育投资研究、父母参与研究和中产家庭教育投入研究。以下将对每一部分研究涉及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测量进行说明。
（一）家庭教育期望研究的变量测量
家庭教育期望研究的因变量是家庭教育期望，代表着这个家庭对孩子教育获得水平的期待。通过CFPS问卷中“您希望孩子念书最高念完哪一程度”这一问题进行测量，有效回答包括“不必读书”、“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在问卷中此问题是由照顾孩子最多的成年家人回答的，因此严格来讲，与家庭（父母）教育期望并不完全等同，不过考虑到父母通常是照顾孩子最多的人，而且从对孩子未来的教育规划作为一项家庭决策的角度讲，这里的家庭教育期望也可以代表父母的教育期望。
本研究采用两种方式对因变量进行处理。首先，本研究将期望教育程度重新编码为教育年限，对因变量进行连续性的测量，以便于本研究做线性回归的分析。具体的转换方法是：“文盲/半文盲”=0、“小学”=6、“初中”=9、“高中”=12、“大专”=15、“大学本科”=16、“硕士”=19、“博士”=23。
第二种处理是将因变量处理为分类变量，一共有两个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将大专以下的几类教育程度合并为一类，而把大专及以上的选择归为一类，参照组为家庭对子女无高等教育期望，这种二分处理为的是测量家庭对子女是否具有高等教育期望。一直以来，“考大学”是中国家庭对孩子最殷切的期望，对很多家长来说，“上大学”意味着孩子可以改变命运、获得体面的工作及美好前程，是“光宗耀祖”的事情。然而，近些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教育成本的激增及大学生“就业难”现象的出现，“读大学”的光环在逐渐褪去，“上大学值不值”已成为一个社会话题。第二种方案是将研究生以下的教育程度合并为一类，把硕士和博士归为一类，参照组为家庭对子女无研究生教育期望。
本部分的自变量主要包括了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子女性别、子女户口、子女兄弟姐妹数。根据前文的文献梳理，区分出三套本研究重点关注的变量组：经济理性变量组、性别观念变量组和制度分割变量组。其中，在经济理性变量组，本研究使用父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和子女兄弟姐妹数来测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本研究使用父母双方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的受教育程度来测量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此变量为三分类的虚拟变量。家庭经济收入为定距变量，指调整后的家庭人均年收入。这两个变量用来检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本研究对子女的兄弟姐妹数做了两种处理，即在线性模型中作为连续变量和在Logit模型中作为二分变量（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
在性别观念变量组，本研究使用子女的性别以及子女性别分别和子女户口、子女兄弟姐妹数的交互作用来反映。子女性别为二分虚拟变量，参照组为女性。
在制度分割变量组的考察方面，本研究通过子女户口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来反映。
子女年龄和家庭所在地区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模型，其中，子女年龄为定距变量。地区变量为三分类的虚拟变量，区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参照组为西部地区。在CFPS 调查所涉及的25个省份中，东部省份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中部省份包括黑龙江、山西、吉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省份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和广西。
对以上变量进行操作化需要说明两点：第一，某些代理变量可能也包含了家庭经济条件的信息，但是，我们通过对家庭经济条件进行统计控制之后，可以检验得到该变量组的“净作用”效果；第二，虽然子女性别、子女户口和子女兄弟姐妹数这三个变量都是子女层面的变量，但是由于家庭教育期望针对子女情况（如子女性别和子女兄弟姐妹数）的变化可以反映家庭性别观念和家庭经济理性考虑，或者由于制度、政策的原因，例如户籍制度使未成年子女的户口性质通常取决于父母的户口性质，因而本研究使用子女的户口作为家庭户口性质的测量。
（二）家庭教育投资研究的变量测量
该部分研究的因变量是家庭教育投资，本研究将其操作化为家庭教育支出。根据以往的研究，结合CFPS问卷题项的设置，本研究将家庭教育支出区分为学校教育支出、“影子”教育支出、其他教育支出和子女教育总支出。表4-1列出了这四类家庭教育支出的具体测量内容。教育支出为连续变量。此外，本研究还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进行了分析。即以家庭教育支出的自然对数为因变量，以家庭年收入的自然对数为自变量，回归方程中收入的影响即为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系数。
表4-1 家庭针对子女四类教育支出的测量（过去12个月）

本部分的变量处理与家庭教育期望研究的变量操作化基本一致。只是本部分研究还增加了学段这一自变量。就读小学之前的儿童组为学龄前组，为参照组，就读小学之后的儿童组为学龄组。
（三）父母参与研究的变量测量
父母参与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为了更加充分地对父母参与进行描述与分析，本研究将父母参与进行了针对儿童不同年龄阶段的区分。CFPS问卷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父母教育参与行为设计了不同的问题。根据这些问题，本研究把儿童教育中的父母参与行为区分为学龄前和学龄两个不同部分，其中，学龄前阶段又区分为0～2岁儿童群体和3～5岁儿童群体，学龄阶段包括了6～15岁儿童群体。
CFPS针对学龄前儿童的家长进行了早期教育方面的询问。针对年龄为0～2岁儿童的家长，CFPS询问了他们是否使用玩具、游戏或其他东西帮助孩子分辨色彩、分辨形状和学习识数。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包括了“一年几次或更少”、“每月一次”、“每月两三次”、“一周数次”和“每天”，本研究把这五种回答按照频率由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5分，作为连续变量处理。本研究进一步把这三个问题题项的分数进行了累加并计算平均值（针对此组问题的信度检验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内部一致性较好），综合成为一个综合变量，即1～2岁儿童教育的父母参与。
针对年龄为3～5岁儿童的家长，CFPS询问了他们是否帮助孩子识字、给孩子买书、给孩子读东西、带孩子外出游玩。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包括了“一年几次或更少”、“每月一次”、“每月两三次”、“一周数次”和“每天”，本研究把这五种回答按照频率由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5分，作为连续变量处理。本研究进一步把这四个问题题项的分数进行了累加并计算平均值（针对此组问题的信度检验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0，内部一致性较好），综合成为一个综合变量，即3～5岁儿童教育的父母参与。
针对学龄儿童即6～16岁儿童的父母参与，CFPS在问卷中设计了一组问题来反映父母对子女的学习和生活关怀，以及家庭沟通情况，共包含六个问题项：“当这个孩子在学习时，您会经常放弃看您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以免影响其学习吗”、“自本学年开学以来/上学期，您经常和这个孩子讨论学校里的事情”、“您经常要求这个孩子完成家庭作业吗”、“您经常检查这个孩子的家庭作业吗”、“您经常阻止或终止这个孩子看电视吗”和“您经常限制这个孩子所看电视节目的类型吗”。回答人需要根据过去一年的实际情况从“从不”、“很少（每月1次）”、“偶尔（每周1～2次）”、“经常（每周2～3次）”和“很经常（每周6～7次）”五种程度上进行选择，分别赋值1～5分，作为连续变量处理。经过对此组问题的信度检验，Cronbach’s α系数为0.67，内部一致性较好，因此，本研究把六个问题项的分数进行了累加并计算平均值。
在影响变量的操作化方案上，本部分与家庭教育投资部分的研究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本部分还对城乡家庭不同父母参与行为对子女教育结果的影响进行了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对于这一部分的分析样本，本研究依次做了如下筛选。第一，为了使样本具有更好的代表性，本研究使用了CFPS的再抽样样本。第二，由于CFPS儿童问卷只对10～15岁的青少年进行了教育期望的测量，因此本研究删除了这一年龄段之外的儿童样本。同时，由于问卷中教育期望主要是询问在校正式就读的青少年的学历期望，因此由各种原因造成的目前已不再上学以及仍在就读幼儿园的少儿也不符合本研究的需要，本研究也删除了这一部分样本。经过以上处理后，得到满足研究需要的样本为2176个，去除各分析变量的缺失值之后，最终进入分析模型的样本为 2006个。
此部分的因变量是青少年教育期望，通过CFPS问卷中“你认为自己最少应该念完哪种教育程度”这一问题来进行测量，其回答分为“不必读书”、“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几种受教育程度，本研究将这几种期望教育程度重新编码为期望教育年限，具体的转换方法是：“不必读书”=0、“小学”=6、“初中”=9、“高中”=12、“大专”=15、“大学本科”=16、“硕士”=19、“博士”=23。
本部分研究用父母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两个指标来测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其中，使用父母亲较高一方的受教育年限来表示父母受教育程度，而用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对数来衡量家庭收入情况。
作为一个多向度和内容丰富的概念，在进行操作化时，应从多维度进行测量。针对文献综述部分提出的父母观念和行为两个维度的父母参与，本研究进行了操作化和具体测量。首先，针对父母对子女学业期待的测量。此变量在问卷对应的问题为“如果满分100分，您期望孩子本学期/下学期的平均成绩是多少”，回答区间为0～100分。由于60分以下的回答很少，本研究把60分以下的有效回答都重新编码为60分。其次，本研究使用三组观察变量来测量父母的日常关怀行为。第一，重教育的家庭环境打分。由访员观察受访者的家庭环境来对“家庭的环境（比如孩子的画报、图书或其他学习资料）表明，父母关心孩子的教育”这一问题做出判断，回答分为“十分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和“十分同意”五类，分别赋值1～5分。这一问题反映了家庭是否为子女购买了更好的教育资源，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家庭是否提供了理想的学习激发环境，因为在拉鲁（Lareau，1987）看来，家庭中图书等丰富的文化资料增加了子女接触认知刺激的机会，这种认知刺激有利于激发子女的学习兴趣、提高子女的认知能力。第二，父母对子女的学习和生活关怀。此部分的测量与前文针对学龄儿童即6～16岁儿童的父母参与一致，不赘述。经过对此组问题的信度检验，Cronbach’s α系数为0.71，内部一致性较好，因此本研究把六个问题项的分数进行了累加并计算平均值。第三，父母对子女的行踪关注。针对“当你不在家时，父母知道你和谁在一起吗”这一问题，孩子报告的回答分为“从不知道”、“偶尔知道”、“有时候知道”、“大部分时候知道”和“总是知道”五种程度，分别赋值为1～5分。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选取的父母参与的问题在问卷中均是由同住的照顾孩子最多的成年家人回答的，因此严格来讲，本研究的参与界定为“家长”参与更准确，不过考虑到父母通常是照顾孩子最多的人（通过对样本的数据匹配，城市样本中由父母其中一方作答的比例占到了87.89%，父母均不同住的比例为4.26%；农村样本中由父母其中一方作答的比例占到了85.19%，父母均不同住的比例为4.29%），因此，本研究依旧使用这些变量来反映父母参与的情况。
年龄是连续变量，其跨度从10岁到15岁。性别是二分变量，男孩赋值为“1”，女孩赋值为“0”。户口变量同样是二分变量，城市为“1”，农村为“0”。本研究还尝试把家庭子女数和青少年学习成绩（用青少年自评学业情况进行测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本研究的模型进行分析，以检验模型的稳健度。本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家庭子女数和青少年学习成绩的影响后，模型结果并未发生较大改变，只是模型的路径系数大小有所变动。因此，为了保证模型的简洁性，本研究在实际的研究中并未呈现更为复杂的模型。
（四）中产家庭教育投入研究的变量测量
中产家庭教育投入研究采用了与前三块实证研究不同的数据，因此在变量操作化上也表现出很大差异。根据该数据问卷的题项设置，本部分研究从家庭教育支出、家庭藏书量、孩子是否参加过课外补习班、孩子是否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四个方面对家庭教育投入进行衡量，这四个方面的测量题项均由成人回答者回答。由于本研究关于家庭教育投入的界定，本研究选定的家庭教育投入四个变量并不全面，只是反映了家庭教育投入的某些方面，但考虑到该数据是目前最适合研究一线大城市中产阶层教育投入的数据，因此本研究仍旧选择了该数据进行分析。
在该调查中，家庭人均年教育支出变量为合成变量，通过问卷中过去一年家庭在教育方面的花费以及家庭人口数综合计算而来，单位为元，为连续变量。问卷中该问题同时包括了成人和孩子的教育费用。由于问卷中没有包含直接测量子女教育支出的题项，考虑到目前家庭教育支出绝大部分用于子女教育费用，因此本研究用该变量来近似反映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情况。在回归模型分析部分，为了降低标准差，本研究对该变量做了取对数的处理。
家庭文化环境，通过家庭藏书量即目前拥有的图书（不含教科书）册数来测量，在问卷中该变量为连续变量。为了降低标准差，提高模型的拟合度，本研究在模型分析部分，把图书册数进一步处理为包含七个类别的序次测度的变量。七个类别分别是：0=0本，1=1～10本，2=11～20本，3=21～50本，4=51～100本，5=101～200本，6=201～500本，7=500本以上。孩子是否参加过课外补习班为二分变量，0=没有上过补习班，1=上过补习班。孩子是否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为二分变量，0=没有参加过，1=参加过。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子女是否属于中产阶层家庭，该变量为二分变量，0=否，1=是。目前关于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尚未达成一致，“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采用了受访者的职业类型、上一年全年总收入、上一年全年总支出三个指标对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进行了区分，这一标准显然更偏重于职业和经济标准。根据此种标准，如果受访者为中产阶层，则把受访者所在的家庭阶层属性定为中产家庭。由于本研究将此次调查针对中产阶层的适应性区群抽样样本纳入进来，因此最终的分析样本中中产家庭的比例较高，共有623个中产家庭进入了分析，约占全部分析家庭样本的67.9%。
本部分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了孩子性别、家庭中就读中小学的孩子数、孩子目前上学阶段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其中，孩子的性别为二分变量，0=女孩，1=男孩。家庭目前正在就读中小学的孩子数为二分变量，0=1个，1=2个及以上。孩子目前的上学阶段为分类变量，0=小学，1=初中，2=高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主要通过父母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来测量，其中，使用父母亲一方较高的受教育年限来表示父母受教育程度，而用家庭年收入的对数来衡量家庭收入情况，两个变量均为连续变量。
三 分析方法
本研究属于实证研究，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在分析方法上主要包括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多元统计分析两种方法。
（一）描述性统计方法
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面，本研究主要使用了单变量统计和双变量统计两种方法。单变量分析主要是对研究变量的分布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主要考察变量的均值、百分比和标准差等情况，考察变量的分布情况。双变量分析主要是考察影响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未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初步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二）多元回归统计方法
1.家庭教育期望研究的模型选择
在家庭教育期望研究部分，本研究主要使用一般线性回归（OLS）和Logit两种模型分析，针对因变量为教育期望年限的情况，本研究采用了OLS回归，把家庭教育期望转化为受教育年限的处理，更容易对回归结果进行解释，但却忽视了对教育阶段选择差异的考察（Goyette & Xie，1999）。因此，为扩展对结果的验证和解释，本研究又把因变量设定为“家庭对子女是否具有高等教育期望”，以考察影响家庭是否期待子女读大学的因素。此时因变量不再是连续性的数值型变量，而变为非数值型的二分类变量，即“0-1”变量。对于二分因变量，线性回归方法不再适用。线性回归方法通常要求因变量为定距变量，为连续性变量。此外，如果采用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二分因变量，则会出现超出范围的预测值，并会使误差方差随着自变量取值水平的变动而发生系统性变动，从而造成模型的误差项呈现异分布性，即因变量在不同自变量取值处会具有不同的误差方差，违背了线性回归中误差方差齐性（homosedasticity）的假定条件，参数估计值的OLS估计不再是最有效的（谢宇，2010：332～333）。本研究采用了二分Logit回归统计模型进行分析。Logit模型是比较常见的处理因变量为分类变量的统计模型。该模型通过对观测的因变量进行非线性的Logit转换，避免了线性模型在处理二分因变量时概率取值超出［0，1］区间范围的问题。
2.家庭教育投资研究的模型选择
在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模型分析中，针对家庭全年教育总支出，本研究使用了一般线性回归（OLS）模型。针对家庭全年“影子”教育支出中有相当多的取值为0，两个变量的概率分布均是由一个离散点与一个连续分布所组成的混合分布的情况，此时如果使用OLS来估计，那么无论是使用整个样本，还是去掉离散点后的子样本，都会导致不一致的估计。针对这种类型的数据，本研究采用了Tobit模型进行估计。
在这部分分析中，本研究进一步比较了不同群体子女教育支出“收入弹性”的大小，以此来分析这些家庭的子女投资意愿。即分别以子女教育总支出和子女“影子”教育支出的自然对数作为因变量，以家庭收入的自然对数作为自变量，构造双对数模型，回归方程中家庭收入对数的影响即为两种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系数。此外，为了排除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等方面的影响，所有模型均控制了区县固定效应。
3.父母参与研究的模型选择
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的父母参与特点，本研究首先采用了嵌套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不同变量组对父母参与的影响。
在这一部分，本研究还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对城乡家庭的父母参与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是探究理论、概念之间关系和结构的统计方法，它整合了因子分析、路径分析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的思想和方法（孙凤，2007）。其检验模型可以借助观察变量来间接测量无法直接测量的潜在变量，并通过在所包含的观察变量（observed variable）、潜变量（latent variable）、误差变量（unique variable）之间建立关系获得自变量对依变量影响的直接效果、间接效果和总效果。SEM分析的路径图包括了两个模型：一是测量模型（measurement model），反映潜在变量与观察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二是结构模型（structure model），反映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巴伦和肯尼（Baron & Kenny，1986）认为，中介效应存在的前提是两个变量之间须存在相关关系。因此本研究首先分析了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其后，本研究采用两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第一，基础模型在控制青少年年龄和性别的前提下，在家庭社会经济情况（父母教育与收入水平）和青少年教育期望之间建立直接的路径影响，检验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效应。第二，中介模型在基础模型中再加入潜变量父母参与，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和青少年教育期望之间的路径影响；同时，对基础模型和中介模型分别做城乡青少年多群组分析，以检验两组样本在路径系数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检验上述中介机制在城乡家庭中的不同表现。两组模型的方程具体设定如下。
基础模型只包含结构模型，其方程为：
η1=β1edu+β2income+β3age+β4sex+ζ1
其中，η1表示内生变量青少年教育期望，β1和β2分别表示外生变量父母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水平对青少年教育期望影响的路径系数，β3和β4分别表示控制变量青少年年龄和性别对青少年教育期望影响的路径系数，ζ1代表青少年教育期望无法被完全解释的估计误差。
中介模型同时包含了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其方程为：
测量模型方程式：
ξi=λiη3+εi
结构模型方程式：
η2=β5edu+β6income+β7age+β8sex+ζ2
η3=β9edu+β10income+β11age+β12sex+β13η2+ζ3
η4=β14edu+β15income+β16age+β17sex+β18η2+β19η3+ζ4
测量模型线性方程式中各参数含义如下：ξi表示潜变量日常关怀的各观测变量，η3表示潜变量日常关怀，λi为观测变量在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量，εi表示测量残差。结构方程式各参数的含义为：η2表示父母对子女的学业期待，η3代表日常关怀，η4代表青少年教育期望，β5～β19分别代表了每个影响变量对其方程因变量的影响系数，ζ2、ζ3和ζ4表示方程因变量无法被其他影响变量解释掉的估计误差。
表4-2 SEM模型主要评价指标

对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的检验存在很多指标，不同的研究者对这些指标的拟合标准的界定也并不完全一样。最常用的指标是拟合优度的卡方统计量检验，通常认为，当模型卡方与自由度之比（χ2/df）小于2时，可以认为模型拟合良好。但由于卡方检验的值较易受到样本容量的影响，尤其是在大样本的情况下，卡方值会变得比较大，它常常不能很好地判定模型的拟合情况，因此，相关文献一般都推荐其他许多模型拟合检验的指标（郭志刚，1999；邱皓政、林碧芳，2009；吴明隆，2009）。在综合参考的基础上，表4-2列出了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评价指标。在具体的模型评价中，依据温忠麟、侯杰泰和马什赫伯特（2004）提出的原则，本研究认为，如果分析模型在大多数评价准则上是好的拟合，那么就可以认为模型是可以接受的，但其他指数不能离界值太远。

[1] 相关数据可参见网站http：//www.isss.edu.cn/cfps/。



第五章 经济理性、结构性机会与家庭教育期望
第一节 研究目标
本部分的主要研究目标有两个：一是使用统计描述方法，描述目前中国家庭教育期望的基本情况，以及在不同影响变量上的分布情况，比较不同群体家庭教育期望水平的差异；二是使用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主要检验家庭经济理性考虑、性别观念因素和户籍制度因素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基于第三章提出的四个假设，本章待检验的具体假设内容分别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经济地位研究假设：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即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水平也越高。
资源稀释假设：子女兄弟姐妹数量越多，家庭对该子女的教育期望水平就会越低。
性别观念假设：家庭对男孩的家庭教育期望水平高于女孩；农村家庭教育期望的男孩偏好比城市家庭更明显；子女数越多的家庭，家庭教育期望越容易表现出男孩偏好。
城乡户籍假设：城市家庭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期望水平高于农村家庭。



第二节 描述性统计结果
中国家庭具有重视子女教育的传统，对子女具有较高的教育期望。在市场化转型时期，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回报率提升，使家庭进一步提升了在子女教育上的期待。CFPS 201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剔除了过度抽样样本之后，在5685个再抽样样本中，有86.1%的孩子被期望获得大学及以上学历，其中超过1/10的孩子（12.2%）被家长期望获得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学历。可见，中国家庭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
本研究进一步纳入更多自变量进行分析，以探究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表5-1显示了在剔除相关变量的缺失值之后，这些影响变量的分布情况。在分析样本中：男孩比例略高，占52.6%；农村少儿占比为81.9%；独生子女占比为28.4%，有一个兄弟姐妹的少儿占比为53.5%；从地区分布看，东部地区儿童占比为38.1%，中部为31.6%，西部为30.3%；就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来说，初中水平的人口最多，占四成以上，其次是高中及以上学历者，占比为39.8%，最后是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占19.0%；家庭人均年总收入为 20252.9元。
表5-1 变量基本特征描述（N=5400）

表5-1 变量基本特征描述（N=5400）-续表

表5-2是本章所要研究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双变量分析结果。总体来看，家庭对男孩和女孩的高等教育期望比例分别为85.8%和86.6%，几乎没有差异。家庭高等教育期望在不同户口、不同兄弟姐妹数，以及不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少儿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卡方检验和相关系数检验的统计显著度p均小于0.001），分别是城市户口、子女兄弟姐妹数更少、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家庭人均年收入更高的家庭对子女的高等教育期望程度更高。家庭高等教育期望的地区差异不明显，东部地区家庭比中部和西部地区家庭略高一点。
双变量检验的结果表明，除性别和地区变量外，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其他自变量均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呈显著相关，适合做进一步的模型分析，以详细考察哪些因素独立作用于家庭教育期望的水平。
表5-2 双变量交叉分析结果（N=5400）

表5-2 双变量交叉分析结果（N=5400）-续表




第三节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一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表5-3是家庭教育期望年限影响因素的OLS模型。模型1在纳入了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检验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子女数量对家庭教育期望年限的影响。模型1的结果显示，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因变量的影响都是非常显著的。具体来看，以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家庭，其教育期望年限比参照组多了约0.3年，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家庭，其教育期望年限比参照组多了约0.7年。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数对家庭教育期望年限的影响系数为0.145，也起着较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也印证了西方文献的研究结论，家庭教育期望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获得的中介变量，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显著正向影响作用。在子女兄弟姐妹数的影响方面，子女兄弟姐妹数每多一个，家庭教育期望年限就下降约0.256年（p＜0.001），说明家庭子女数量与家庭教育期望之间具有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表5-3 家庭教育年支出影响因素的OLS模型（N=5400）

模型2和模型3在控制了子女年龄和家庭所在地区的影响后，分别检验了性别观念、户口因素对家庭教育期望的作用。模型2显示，子女性别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018，统计不显著，说明家庭教育期望在子女性别之间并不存在差异。模型3显示，子女户口变量的影响系数为0.753（p＜0.001），表明城市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明显高于农村家庭。
模型4是纳入了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所有变量之后的全模型。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所有变量的影响后，子女性别的影响系数变为负数，但统计检验依然不显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p＜0.01）以及子女兄弟姐妹数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p＜0.001）依然非常显著，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期望越高；子女的兄弟姐妹数越少，家庭对该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城市家庭比农村家庭的教育期望年限的优势由模型3中的约0.8年下降到了约0.4年，但统计检验依然非常显著（p＜0.001）。
表5-3还使用两个交互模型即模型5和模型6来检验不同群体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效应，即模型5使用子女兄弟姐妹数和子女性别的交互项，模型6使用子女户口和子女性别的交互项来分别检验性别和子女兄弟姐妹数之间的交互效应，以及子女性别和城乡户口之间的交互效应。可以看到，两个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虽然子女兄弟姐妹数增多，对家庭教育期望起到了非常明显的负向效应，但是这种子女兄弟姐妹数的增多带来的负向效应并没有对女孩造成更大的消极影响。子女性别和城乡户口之间的交互效应同样如此，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没有因子女性别而产生显著差异。即使受到家庭资源总量的约束，但是在家庭资源分配上，并不存在子女性别结构上的差异。
综合模型1到模型4的检验还可以发现，在经济理性、性别观念和制度分割等影响因素对家庭教育期望所产生的作用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子女兄弟姐妹数代表的经济理性因素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相对更大。这可以从模型解释力上得到反映，表5-3中模型4的R2为0.045，而模型1的R2就达到了0.043，说明在本研究所考虑的影响因素中，家庭经济理性因素解释了家庭教育期望的绝大部分变动。
对控制变量的解释。模型1到模型4还显示出子女年龄对家庭教育期望的显著影响，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教育期望有随儿童年龄增大呈明显逐渐降低的趋势。导致这种子女年龄对教育期望呈负向作用的原因既有可能是文化心理因素，也有可能是经济因素。父母对新生儿更可能会有一种美好的未来憧憬和寄托，但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最初的愿望则又会受到经济理性的再估量。家庭教育期望作为一项家庭教育决策，是家庭理性考虑和规划之后的决定，孩子上学年数是家庭最大化收益的决策，因而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会影响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投资，父母会基于“成本-收益”来衡量教育投入（Buchmann & Hannum，2001）。另有研究认为，教育期望受到父母对子女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认知的影响，学习成绩较好的孩子的父母比学习成绩较差的孩子的父母具有对孩子更高的教育期望，那些认为孩子学业能力低的父母容易降低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水平（Wentzel，1998），因此，随着孩子年级的增加，对于学习成绩较差的孩子，父母可能会修正自己的教育期望，或者为孩子谋划其他的发展路径。在地区差异方面，在双变量交互分析中，东部地区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水平比中部和西部地区略高，但在多元回归模型中，这种地区差异不显著。
二 二分Logit回归分析结果
表5-4是家庭高等教育期望影响因素的二分Logit统计分析结果，检验的是家庭对子女是否具有大学及以上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表5-4中六个模型的自变量选择和设计与表5-3中的六个模型是一致的。
表5-4中模型1的结果显示，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和子女兄弟姐妹数对家庭高等教育期望的影响都是非常显著的（p＜0.001）。以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家庭，其高等教育期望的发生比（odds）是参照组的1.44倍（e0.364），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家庭，其高等教育期望的发生比是参照组的2.87倍（e1.056）。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对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家庭高等教育期望的发生比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25.9%（e0.230-1）。拥有2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其高等教育期望的可能性比独生子女家庭低33.5%（e-0.408-1）。
在模型2中，家庭对男孩拥有高等教育期望的可能性比女孩要低，但是这种差异并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模型3的结果表明，城市家庭对子女的高等教育期望明显高于农村家庭，城市家庭报告高等教育期望的可能性大约是农村家庭的3倍（e1.087）（p＜0.001）。
在纳入了所有变量的模型4中，三个变量组各变量的系数的大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统计显著性保持不变：社会经济地位对家庭高等教育期望的积极影响依然较显著，子女兄弟姐妹数对家庭高等教育期望的负向效应也依然非常显著，城市家庭对子女拥有高等教育期望的可能性显著大于农村家庭。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后，性别观念的作用变化不大，统计检验依然不显著。
模型5和模型6的交互效应检验模型检验的结果与前面线性回归的检验结果表现出了一致性，即在当代中国家庭，子女性别因素已不再是影响家长教育期望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在多子女家庭，还是在农村家庭，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都没有显示出显著的男孩偏好。
表5-4 家庭高等教育期望影响因素的Logit模型（N=5400）

表5-4 家庭高等教育期望影响因素的Logit模型（N=5400）-续表

在控制变量的影响上，子女年龄的影响与线性模型的结果保持一致，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家庭高等教育期望在降低。在地区影响方面，与线性模型的分析结果不同，不同地区的家庭在高等教育期望上表现出了差异，西部地区家庭比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家庭对子女具有更高的高等教育期望。
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也随之快速扩大，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从2000年的12.8万人增长到2019年的91.7万人，增长了6倍多。[1]2020年2月28日，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在上年的基础上增加18.9万人，同比增幅超过20%。[2]为此，本研究也考察了家庭对子女就读研究生的期望情况。表5-5是家庭研究生教育期望的二分Logit统计分析结果，检验的是家庭是否期望子女获得研究生学历（包括了硕士和博士）的影响因素。表5-5中六个模型的自变量选择和设计与表5-3和表5-4中的六个模型是一致的。如表5-5所示，各影响变量效应的检验结果与表5-4的检验结果基本一致：子女性别的影响不明显；子女兄弟姐妹数对家庭研究生教育期望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子女户口的影响在各模型中均表现出非常显著的统计差异性，模型4中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城市家庭拥有研究生教育期望的发生比是农村家庭的1.65（e0.501）倍。但也存在一些差异：首先，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影响变得不再那么显著；其次，相对较高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在研究生教育期望上才显著。
表5-5 家庭研究生教育期望影响因素的Logit模型（N=5400）

表5-5 家庭研究生教育期望影响因素的Logit模型（N=5400）-续表




第四节 小结及讨论
家庭是影响个体成长最重要的单元，社会学家长期致力于在家庭层面寻找影响代际资源传递和教育获得的因素。父辈教育期望是子代未来教育获得的“预测器”，是家庭影响代际流动的重要变量。在西方对家庭教育期望已有大量研究成果的前提下，本章从家庭层面对中国家庭教育期望提供了三种影响其差异的假设解释：一是家庭经济理性评估的解释；二是家庭性别观念的解释；三是制度性解释。为此本章使用了OLS线性回归和二分Logit回归两种模型来加以验证。总体来看，虽然描述性分析的结果显示中国是一个具有普遍高家庭教育期望水平的国家，父母渴望子女获得高层次教育的愿望非常强烈，但是家庭教育期望水平仍旧在不同群体中表现出差异。两种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对这种差异化影响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果，具有不同家庭背景的儿童在家庭教育期望上享有差异化的结构性机会，这种差异化既体现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上，也体现在不同地域环境的影响上。[书籍分享公众号：今日书递]
第一，当代中国家庭教育期望受到家庭经济理性的稳定影响，这表现在：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即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人均年收入越高，家庭越希望子女获得更高年限的教育，越希望子女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子女兄弟姐妹数越多，家庭对该子女的教育期望的年限水平就会越低，希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就会降低。社会经济地位假设和资源稀释假设在家庭教育期望的分析中得到验证。
第二，中国传统的性别观念对当代中国家庭教育期望不具有显著的影响，即使是在多子女家庭和农村家庭，家庭教育期望均没有表现出男孩偏好，性别文化观念假设在家庭教育期望中未得到验证。这一研究结论说明中国家庭至少从教育观念上已经改变了“重男轻女”的传统看法，这与以往研究的很多结论并不一致，以往很多研究证实中国家庭仍然受到男孩偏重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如Li & Lavely，2003）。但是考虑到这些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以及研究的样本是较早的人群，而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和研究的对象都是较近时期的样本，因此，性别观念发生转变是非常有可能的。中国是一个处于向现代化快速转型的国家，现代的“身姿”和传统的“影子”并存。一方面，伴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国市场化的影响在增强，家庭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加大。同时制度、文化规范也会经历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中国传统父权制文化对家庭教育观的影响在降低，重男轻女的传统的性别观念在逐渐让位于男女平等的社会共识（吴愈晓，2012）。在计划生育政策下，传统家庭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的独生子女家庭出现，家庭对女儿赋予的角色期待发生了很大改变，有学者研究得出生育率的下降促进了教育的性别平等化（叶华、吴晓刚，2011），本章从教育期望的角度也佐证了这一结论。笔者曾使用CFPS 2010年的数据分析发现，独生子女家庭较多子女家庭持有更为平等的性别教育期望（刘保中、张月云、李建新，2014），但本研究使用CFPS更新的数据证实即使在多子女家庭，家庭教育期望已经不存在子女性别的差异。这说明，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规模的变化和男女观念的变迁，尽管当代中国家庭子女的父辈们在他们小时候曾经有可能经历过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影响，但是年轻一代（70后、80后、90后）的父辈对他们子女的性别角色期待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会因为子女的性别而改变对他们的教育期望。
第三，当代中国家庭教育期望受到制度性因素的显著影响，这主要体现为城乡户籍差异对家庭教育期望水平的影响。相较于农村家庭，城市家庭更倾向于期望子女获得更多年限的教育。这一结论可以从我国户籍制度造成的结构性机会差异的角度进行解释。我国当前正处于市场化转型期，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本回报受到结构性因素和制度性安排等非市场化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本收益率并非纯粹的市场化程度指标，它的变化还深刻地反映了转型期群体间利益关系的变化和重构（刘精明，2006）。教育获得带来个人成功的主流价值观在不同群体中实现起来是有差异的，因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或者因为二元体制造成的资源限制，弱势群体在教育实现上的困难导致其逐渐调适价值观念，寻找替代性期望和选择或者由于人力资本回报的结构性歧视造成其对教育价值的质疑。从教育投资的理性视角看，家庭教育期望受到“投入-回报”的影响，一方面，虽然中国农村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有利于减弱经济因素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期望的影响，然而在教育市场化导致教育成本逐渐加大的前提下，基于强烈教育回报计算和实现预期衡量的心理依然影响着农村家庭教育观念和最终的教育选择；另一方面，传统的农村教育资源如师资、基础设施等的相对匮乏和教育质量上的落后进一步限制了农村学生的人力资本获得，这导致了他们未来在大学精英竞争中的弱势，从而增加了教育回报的机会成本，降低了农村对人力资本投入的需求。

[1] 《中国统计年鉴2020》，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20/indexch.htm。
[2] 参见http：//education.news.cn/2020-02/28/c_1210493681.htm，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4月10日。



第六章 经济理性、资源差异与教育投资
第一节 研究目标
本部分的主要研究目标有两个：一是使用统计描述方法，描述目前中国家庭教育投资（教育支出）的基本情况，以及在不同影响变量上的分布情况，比较不同群体家庭教育投资水平（教育支出）的差异；二是使用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本部分的研究主要是检验家庭经济理性考虑、性别观念因素和户籍制度因素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基于第三章提出的四个假设，本章待检验的具体假设内容分别包括：
社会经济地位研究假设：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水平也越高。
资源稀释假设：子女兄弟姐妹数量越多，家庭对该子女的教育投资水平就会越低。
性别观念假设：家庭对男孩教育投资的水平高于女孩；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男孩偏好比城市家庭更明显；子女兄弟姐妹数越多的家庭，家庭教育投资越容易表现出男孩偏好。
城乡户籍假设：城市家庭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投资水平高于农村家庭。



第二节 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6-1统计描述了中国家庭的教育投资情况，结果显示，家庭全年教育总支出平均约为3340.6元，家庭全年学校教育支出平均约为2380.6元，家庭全年“影子”教育（如课外辅导、兴趣班培训等）支出平均为622.3元。如表6-2所示，在分析样本中，男孩比例略高，占52.5%；农村少儿占80%；独生子女家庭占30.6%；在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中，初中受教育程度者最多，占四成以上，其次是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占31.1%，再次是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者，占27.3%；从地区分布上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少儿数量分布比较均匀。
表6-1 变量基本特征描述

表6-2 双变量交叉分析结果

表6-2 双变量交叉分析结果-续表

表6-2同时显示了本章中主要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双变量交互分析的结果。从性别角度看，家庭对男孩的家庭全年总教育支出（3271.2元）略低于对女孩的教育支出（3417.4元），但是t检验结果表明二者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从户籍角度看，城市户口家庭对子女的年均教育支出（6339.7元）显著高于农村户口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支出（2586.2元），前者约为后者的2.5倍。子女兄弟姐妹数显著稀释了家庭对单个子女的教育支出，独生子女的全年教育总支出为5312.7元，有一个兄弟姐妹的少儿，其全年教育总支出为2721.7元，有2个及以上兄弟姐妹的少儿，其全年教育总支出仅有1804.4元。家庭收入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家庭社会经济情况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从收入影响看，高收入家庭组的家庭全年教育总支出为5451.4元，是低收入家庭组的2.3倍，是中等收入组家庭的1.9倍。从地区差异看，东部地区家庭的全年教育总支出（4560.8元）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家庭（3289.0元）和西部地区家庭（2118.2元）。
本研究还从学前教育、小学和初中三个学段分析了家庭教育的支出情况，发现我国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水平总体上呈现“V”形结构，即学前教育和初中阶段的教育支出相对较高，而小学阶段相对较低。在学前教育阶段，每个子女的家庭年均教育支出为4055.9元，在小学和初中阶段，每个子女的家庭年均教育支出为2514.2元和4561.2元。

图6-1 不同学段子女教育支出分布（N=5337）
学校课外辅导班、兴趣班、特长班等“影子”教育支出则呈现从学前教育到初中逐级递增的趋势。学前教育阶段总体为228.5元；到小学阶段增长到663.3元，约是学前阶段的3倍；初中阶段，此费用总体已经上涨到1065.7元，接近学前阶段的5倍。在不同的受教育阶段，家庭子女教育支出还存在结构上的差异。其中，学前教育阶段，学校教育支出成为绝大部分的子女教育支出，“影子”教育费用仅占5.6%。相比之下，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子女“影子”教育支出占总教育支出的比重明显增大，分别为26.4%和23.4%。换句话说，学前阶段家庭的教育支出压力主要来自入学（园）费用，学龄阶段家庭则开始越来越多地承受来自“影子”教育的压力。这种教育支出结构的变化主要是由我国当前的教育制度决定的。目前，我国义务教育只涵盖小学和初中阶段，学前教育尚未纳入义务教育范围，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基本是免试就近入学。到了小学和初中阶段，家庭越来越多地面临“小升初”和“初升高”的升学压力，家庭也越来越重视学科补习。



第三节 多元回归统计分析结果
一 家庭教育总支出影响因素的线性回归分析
表6-3显示了家庭教育总支出影响因素的嵌套多元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模型1显示，在纳入控制变量子女年龄和家庭所在地区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家庭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父母教育背景方面，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教育总支出就越多（p＜0.001）。在家庭收入方面，家庭年收入每增加1%，家庭教育支出就约增加0.162%（p＜0.001）。子女兄弟姐妹数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明显的负向效应（p＜0.001），子女兄弟姐妹数每增加一个，家庭对每个子女的教育支出就会相应降低3.23%。
表6-3 家庭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N=5019）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户籍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城市户籍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支出显著高于农村家庭（p＜0.001）。城乡户籍导致的家庭教育支出差异可能是由教育产品的市场价格差异造成的。在经济发达地区，教育市场提供的产品的质量和价格都可能会更高，比如高水平的家教和辅导机构以及文化产品等，这背后其实反映了地区教育资源的差异，即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更优质，因此市场价格更高。相比于城市家庭，农村地区教育资源尤其是市场上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相应的教育支出也表现出差距。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性别变量的影响。通过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其他所有变量的影响后，性别的影响系数为负数，但统计检验依然不显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p＜0.001）以及子女兄弟姐妹数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p＜0.001）依然都非常显著，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支出水平越高，子女的兄弟姐妹数越多，家庭对该子女的教育支出越少；相比于农村家庭，城市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支出优势非常明显（p＜0.001）。
表6-3还使用了两个交互模型即模型4和模型5来检验不同群体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效应。模型4使用子女性别和子女兄弟姐妹数的交互项，模型5使用子女性别和子女户口的交互项来分别检验子女性别和子女兄弟姐妹数之间的交互效应，以及子女性别和城乡户口之间的交互效应。可以看到，两个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这表明虽然子女兄弟姐妹数增多，在多子女家庭中，分摊在每个孩子的教育支出被稀释，但是这种稀释效应不会因孩子性别差异而发生显著变化。性别和城乡户口之间的交互效应同样如此，无论是城市家庭还是农村家庭，在家庭教育支出上并不存在性别上的分配不均。
综合模型1到模型3的检验还可以发现，在经济理性、性别观念和制度分割等影响因素对家庭教育支出所产生的作用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子女兄弟姐妹数代表的经济理性因素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相对更大。这可以从模型解释力上得到反映，表6-3模型3的R2为14.2%，而模型1的R2就达到了13.7%，说明在本研究所考虑的影响因素中，家庭经济理性因素解释了家庭教育支出的绝大部分变动。城乡户籍因素变量组解释了一部分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变动，而性别变量对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变化几乎不产生影响。
关于控制变量，在子女年龄方面，家庭对不同年龄子女的教育支出也表现出了差异。高年龄的孩子比低年龄的孩子的教育支出更高，这反映了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家庭教育支出可能会越来越高。在地区方面，地区差异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比较明显，相较于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家庭的教育支出明显更高，中部地区家庭的教育支出又高于西部地区。
针对儿童学龄前教育和学龄教育，中国实行了不同的教育政策。国家在小学、初中，甚至部分地区在高中阶段都实行了义务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免收学费和杂费。但是我国的学前教育仍然实行收费政策，这对弱势群体产生的消极影响可能会更大。表6-4的模型考察了子女学龄以及子女学龄和子女户口的交互作用产生的影响。交互模型中子女学龄和子女户口的交互系数为正数，说明城乡家庭教育支出的差距在学龄前更大，城乡家庭投资差距在儿童早期教育阶段即学龄前表现得更为明显。
表6-4 子女学龄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及城乡差异（N=5019）

二 家庭“影子”教育支出的Tobit回归分析
近些年“影子”教育发展非常迅速，辅导班、补习班火爆，扩展性的校外教育支出在家庭教育支出的比重越来越大，本部分重点考察了家庭“影子”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表6-5的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所有变量的影响后，子女性别的影响系数为负数，但统计检验不显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家庭“影子”教育支出的影响（p＜0.001）以及子女兄弟姐妹数对家庭“影子”教育支出的影响（p＜0.001）依然都非常显著，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对子女投入的“影子”教育支出就越高，子女的兄弟姐妹数越多，家庭对该子女的“影子”教育支出投入就越少；相比于农村家庭，城市家庭对子女的“影子”教育支出优势非常明显（p＜0.001）。
表6-5的两个交互模型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这表明家庭“影子”教育支出不存在性别差异，即无论是在城市家庭还是在农村家庭，无论是在多子女家庭还是少子女家庭，“影子”教育支出都不存在性别上的分配不均。
表6-5 “影子”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Tobit回归模型（N=5019）

表6-5 “影子”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Tobit回归模型（N=5019）-续表




第四节 “扩大中的鸿沟”：不同群体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考察家庭教育支出的群体差异，本部分重点比较收入和城乡背景的影响，重点分析三个问题：一是分析在市场化转型时期家庭教育支出普遍增加的情况下，不同群体的子女教育支出水平是否存在结构性的不平等；二是通过收入弹性的比较，分析不同群体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投资意愿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一 不同群体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状况的比较
本研究尝试从不同收入家庭和城乡不同户籍家庭两个方面比较不同社会群体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投资上的差异。本研究将家庭收入从低到高按每20%进行五等分组，图6-2展示了教育支出在家庭收入分位数上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收入的递增，在学前、小学和初中三个阶段，子女教育支出总体上也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家庭收入越高，子女教育支出就越高。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家庭收入分位数上的子女教育支出的增长幅度存在差异，相比于较低收入组，较高收入组的增幅更明显。低收入组和中等偏下收入组的家庭教育支出相差不大，但是中等偏上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家庭教育支出的上升幅度明显在增加。以初中阶段为例，中等偏下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等偏上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分别是低收入组的1.2倍、1.3倍、1.5倍和2.0倍，中等偏上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在教育支出上的增加幅度相对更大。

图6-2 家庭收入五等分各组子女总教育支出的分布
在“影子”教育支出上，家庭也存在相似的情况。如图6-3所示，随着收入的增加，高收入家庭的“影子”教育支出增长幅度较大，而中低收入家庭的增幅较小。以小学阶段为例，前三个收入分位数上的家庭“影子”教育支出差异不大，分别为243.8元、319.1元和476.7元，但是到第4分位数上升的速度明显加快，中等偏上收入组约是中等收入组的1.5倍，高收入组的上升速度最快，是中等偏上收入组的2倍多。无论是家庭教育总支出还是“影子”教育支出，高收入阶层家庭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较低收入阶层家庭的增长速度，这种“增长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不同阶层在家庭教育投资上的分化。

图6-3 家庭收入五等分各组子女“影子”教育支出的分布
表6-6对比了城乡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支出情况。从家庭全年总教育支出来看，整体上城市家庭明显高于农村家庭，其中城市家庭全年教育总支出为6339.7元，农村家庭仅为2586.2元，城市家庭是农村家庭的2.5倍。分学前、小学和初中三个学段来看，城市家庭全年教育支出总额分别是农村的2.9倍、2.6倍和1.7倍。子女所处的教育阶段越早，城乡家庭经济投入的差距越大。就全年“影子”教育支出而言，城乡差距更为明显，城市家庭总体为2225.1元，约是农村家庭的10倍。同样是子女所处的教育阶段越早，城乡家庭经济投入的相对差距就越大。在学前教育时期，城市家庭全年“影子”教育支出（如花在孩子课外辅导班、兴趣班等方面的费用）是农村家庭的16倍多。此外，从全年“影子”教育支出占全年家庭教育总支出的比重来看，城市家庭总体为35.1%，明显高于农村家庭的8.5%。
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免收学费和学杂费，学校收费的项目和依据也趋向于标准化和公开透明，城乡家庭在学校教育支出方面的差距在缩小。但是在学前教育尤其是“影子”教育支出上的差距十分明显，城市家庭把对子女三成多的教育花费用在了“影子”教育上，而农村家庭在这方面的花费还不到总教育支出的1/10。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农村家庭收入水平普遍偏低，无法在课外辅导班等“影子”教育上进行更多的经济投入，另一方面可能是农村教育资源匮乏、课外辅导市场发展相对缓慢。
表6-6 城乡家庭全年教育总支出与“影子”教育支出情况

二 不同群体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分析
本研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进一步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及在不同群体中的差异进行分析。收入弹性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是衡量消费者收入变动时需求量变化的程度大小，它反映出消费需求对收入变动的灵敏度（曼昆，2015：105）。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教育投资的增加幅度即“弹性”也是存在差异的。收入弹性的系数大于1，表明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教育支出也随之增加，并且增加的幅度大于家庭收入增加的幅度。收入弹性的系数大于0小于1，表明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教育支出也随之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小于家庭收入增加的幅度。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家庭教育支出收入弹性的分析来分析不同群体教育投资意愿的差异。
表6-7和表6-8分别呈现了不同群体家庭子女教育总支出和“影子”教育支出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需要说明的是，表6-7和表6-8的多元回归分析对收入群体的划分并未采用描述性分析部分将家庭收入五等分的方式，而是采用二分法，即将前三个收入分位合并为“中低收入组”，将后两个收入分位合并为“中等以上收入组”。采用这样的处理方式，一是为了简化分析，二是基于描述性分析结果，相比于后两个收入分位，前三个收入分位教育支出的增加幅度相对较小，采用合并处理的方式更容易检验不同群体在教育支出上增长的差异。
表6-7中的模型1是对全部样本的检验结果，分析显示家庭收入对子女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113（p＜0.001）。这表明家庭收入越高，子女教育支出就越可能增加。城市家庭的影响系数为0.242（p＜0.001），表明城市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显著高于农村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模型2和模型3分别针对不同收入群体子女教育总支出的分析显示，中等以上收入组的收入弹性系数为0.333（p＜0.001），中低收入组的收入弹性系数为0.064（p＜0.05），中等以上收入组的收入弹性系数明显高于中低收入组，表明增加同样幅度的家庭收入，处于中等以上收入组的家庭投入家庭教育的增加幅度相对更大。模型4和模型5分别针对城乡家庭子女教育总支出的分析显示，城市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系数为0.224（sig.＜0.001），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系数为0.096（sig.＜0.001），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系数小于城市家庭，表明增加同样幅度的家庭收入，城市家庭投入家庭教育的增加幅度更大。
表6-7 不同群体家庭子女教育总支出的OLS回归分析结果

表6-8呈现了不同群体家庭子女“影子”教育支出的Tobit回归分析结果。模型6是对全部样本的检验结果，分析显示家庭收入对子女“影子”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783（p＜0.001）。这表明家庭收入越多，家庭对子女在课外辅导班、兴趣班等方面的支出就越可能增加。城市家庭的影响系数为4.376（p＜0.001），表明城市家庭在“影子”教育支出上非常显著地多于农村家庭。模型7和模型8分别针对不同收入群体子女“影子”教育支出的分析显示，中等以上收入组的收入弹性系数为2.277（p＜0.001），远远高于中低收入组的收入弹性系数0.057，表明增加同样幅度的家庭收入，处于中等以上收入组的家庭投入“影子”教育的增加幅度相对更大。模型9和模型10分别针对城乡家庭子女“影子”教育支出的分析显示，城市样本家庭的收入弹性系数为0.993（p＜0.001），农村样本家庭的收入弹性系数为0.698（p＜0.001）。农村家庭“影子”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系数显著小于城市家庭，表明增加同样幅度的家庭收入，城市家庭投入“影子”教育的增加幅度更大。
表6-8 不同群体家庭子女“影子”教育支出的Tobit回归分析结果（边际效应）




第五节 小结及讨论
家庭教育投资是促进儿童学业进步和全面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持，本章从家庭经济理性、性别观念和制度安排三个方面尝试对家庭子女教育支出进行了解释。通过描述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本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子女兄弟姐妹数对当代中国家庭教育支出具有非常显著的稳定影响。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收入越高，子女的教育支出就会越高。在子女兄弟姐妹数方面，子女兄弟姐妹数越多，平均每个子女的教育支出就越少，这表明家庭在一定经济支出能力的约束下，子女数越多，家庭的货币资源就越容易被“稀释”。因此，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假设和资源稀释假设在家庭教育投资中均得到验证。
第二，性别观念对当代中国家庭教育支出的变化没有显著影响。传统的男女有别的教育投资观念已经发生改变。本研究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在城市家庭还是在农村家庭，无论是在独生子女家庭还是在多子女家庭，家庭教育支出情况在男孩和女孩身上已经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性别观念假设在家庭教育投资中未得到验证。
第三，城市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家庭，户籍制度假设在家庭教育投资中得到验证。城市家庭的教育支出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家庭，尤其是在课外补习支出上，二者差距十分明显，城乡家庭的学业竞争已经从校内扩展到校外。近些年“影子”教育越来越热，辅导班、补习班火爆，课外补习支出本质上仍是家庭追求更优质教育的表现，这显然会影响到城乡家庭子女获取优质教育的机会，维持甚至强化了城乡教育分层。
对于以上主要研究结论，本研究尝试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解释。
第一，家庭收入水平对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重要影响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教育市场化尤其是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转型。杨东平（2004）认为，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是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旨在改变政府治理方式，通过引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整结构，提高高等教育的活力、质量和效率。它在实践中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减少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投资，增加非政府（市场、个人或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二是强化高等教育与私有经济部门的联系，加强大学与工商界的联系；三是强化私立或民办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虽然教育市场化弥补了政府教育经费供给不足的现状，实际上却加剧了教育获得的不平等，教育逐渐走向市场化，无形中加重了个体家庭的经济负担，尤其是高校扩招以及收费改革，学前教育的非义务性质，各种“补习班”、特长班等将改革前的免费教育资源逐渐推向市场，成为“教育产品”。美国虽然较早推行了教育市场化，但直到20 世纪末，其教育还主要是由政府提供，市场化程度很低。1998年，美国初等和中等教育中，89%的学生就读于公立学校，政府负担了总经费的91%；高等教育中，77%的学生就读于公立学校，政府负担了总经费的47%，而学费只占28%（袁连生，2003）。我国公立学校的市场化程度，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远远高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袁连生，2003）。因此，在国家各级教育经费投入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教育市场化趋势的加剧加重了不同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收入越高的家庭，教育支出越高。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市场化改革，市场对教育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为了缩小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在教育支出上的差异，减轻贫困家庭的教育负担，国家要增加各级教育的公共投资力度，完善针对贫困生的补助政策。此外，要通过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贫困家庭收入水平，保障其教育支出。
第二，传统上子女性别结构和子女数量对家庭教育资源分配的双重影响已经转变为单纯子女数量的影响，这实际上反映了家庭预算约束下支出分配模式的变迁。过高的生育率一直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障碍之一（Lee，2004）。针对不同国家的研究发现，生育率和针对每个儿童的教育投资具有非常显著的负相关性。Becker & Lewis（1973）的“质量-数量”替代理论（quality-quantity trade-off theory）认为，子女数量的增多会限制家庭货币与非货币资源的分配，在预算约束下，孩子的父母会在孩子的质量与数量之间做出权衡取舍。但是，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资源的性别差异化分配的改变很大程度上是由计划生育政策推动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转变的趋势，也改变了家庭的生育观念、教育投资观念和性别观念，促进了性别的教育平等化。传统的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家庭层面孩子数量的减少，提高了孩子质量，也即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最终带来了家庭子女质量即人力资本的显著提高。家庭教育支出的性别平等化反映和预测着中国教育性别平等化的必然趋势，目前已有的文献多指出教育获得仍存在微弱的性别差异，但是可以预测这种微弱的性别差异也会很快消失，男女两性最终在教育获得上会实现平等。
第三，城乡和地区的差异反映了中国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城乡之间和不同经济水平的地区之间，在教育质量上仍旧存在很大差异。本研究的分析结果还显示，城乡家庭教育支出的差距在儿童学龄前和学龄阶段也是有显著差异的。我国的义务教育是小学到初中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学前教育并没有纳入国家义务教育体系。当前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着幼儿园普及率低、办园条件差、农村家庭对学前教育忽视等诸多问题。Carneiro和Heckman（2003）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具有阶段差异性（见图6-4），在能力既定的前提下，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回报率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儿童期的投资比后期的补救性教育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益。在高质量的早期教育上，每1美元的投入会产生7～10美元的回报（Heckman et al.，2010）。因此，儿童早期教育投资的经济回报率在所有年龄阶段中最高。

图6-4 人力资本回报率的阶段差异
资料来源：Carneiro & Heckman，2003。
国家越来越重视儿童早期的教育。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积极发展学前教育，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重视0～3岁婴幼儿教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还提出重点发展农村地区学前教育，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将为农村家庭以及贫困家庭提供更多的学前教育机会。
第四，在市场化转型时期，子女教育支出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与“增长的分化”加剧了弱势群体家庭的教育累积劣势，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教育“鸿沟”不断扩大。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家庭增加子女教育支出、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经济能力，但是以家庭为轴心的教育资源分配模式造成在资本谱系上处于不同位置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投资上形成结构性的不平等。这一状况在中国公共教育投资不足、教育市场化进程加速、家庭收入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得到进一步强化。近些年，随着我国“影子”教育的发展，教育竞争场域逐渐从校内位移到校外，由学校转向市场，家庭开始在学校之外竞争教育资源，不同群体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权重在增加，这进一步加剧了家庭教育投资的不平等。
本章基于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存在结构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不同就学阶段的教育支出存在差异。子女教育总支出随教育阶段差异呈现先降后升的“V”形结构，即学前教育阶段的支出和初中教育阶段的支出高于小学教育阶段，而校外“影子”教育支出从学前到小学再到初中则呈现比较明显的递增趋势。第二，不同群体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支出水平上存在差异。与较高收入组、城市户籍家庭相比，收入较低的家庭、农村户籍的家庭在子女总教育支出以及“影子”教育支出上不仅具有明显的相对劣势，而且教育支出的增幅也相对较小。
本章基于多元回归模型的检验表明，不同群体的子女教育投资存在显著的差异。无论是子女教育总支出还是“影子”教育支出水平，收入较高的家庭显著高于收入较低的家庭，城市家庭显著高于农村家庭。通过进一步比较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系数，本研究发现不同群体家庭在教育投资意愿上也存在显著差异。家庭收入增加，中等以上收入家庭和城市家庭比中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家庭把经济收入更多地用于教育投资。这种“增长的分化”进一步加剧了弱势群体家庭子女的教育累积劣势，使这些家庭在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竞赛中越来越“掉队”。



第七章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城乡差异与父母参与
第一节 研究目标
本部分的主要研究目标有两个：一是使用统计描述方法，描述目前中国家庭父母参与的基本情况，以及在不同影响变量上的分布情况，比较不同群体父母参与情况的差异；二是使用回归分析方法，分析父母参与的影响因素，主要检验家庭经济理性考虑、性别观念因素和户籍制度因素对父母参与的影响。基于第三章提出的四个假设，本章待检验的具体假设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经济地位研究假设：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父母参与程度越高，父母参与质量越好。
资源稀释假设：子女兄弟姐妹数量越多，分配到每个孩子身上的父母参与程度越低，父母参与质量越差。
性别观念假设：家庭对男孩教育的父母参与水平高于女孩；农村家庭父母参与的男孩偏好比城市家庭更明显；子女数越多的家庭，父母参与越容易表现出男孩偏好。
城乡户籍假设：相比于农村家庭，城市家庭的父母参与水平更高，父母参与质量更好。



第二节 描述性统计结果
一 学龄前儿童的父母参与
本研究把儿童教育中的父母参与行为区分为学龄前阶段和学龄阶段两个不同部分，其中学龄前阶段又区分为1～2岁儿童群体和3～5岁儿童群体。学龄阶段包括了6～15岁儿童群体。学龄前儿童教育一般也称作早期家庭教育。行为模式、个人能力的发展和学习过程始于幼儿时期，并在这个阶段定型。幼儿大脑发育取决于环境刺激，研究表明，0～3岁是人类大脑发育最快的时期，也是婴幼儿体质发育和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并且这种早期发展的影响可持续终生（戴耀华、关宏岩，2004）。Carneiro和Heckman（2003）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具有阶段差异性，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回报率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儿童期的投资比后期的补救性教育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益。儿童早期教育投资的经济回报率在所有年龄阶段中最高。
本研究将父母参与的频率依次区分为“一年几次或更少”、“每月一次”、“每月两三次”、“一周数次”和“每天”，并分别赋值为1～5分。如表7-1和表7-2所示，总体来看，父母在学龄前儿童教育的参与水平上总体不高，在两个年龄阶段的平均得分均低于3分（偶尔），说明有意识的系统性智力开发和教育在目前中国家庭中还不普遍。表7-1对0～2岁儿童的父母参与情况进行了描述。父母在对婴幼儿教育的参与中，最频繁的教育方式是帮助孩子识数，其次依次是分辨颜色和形状。表7-1同时对不同影响变量和父母参与水平进行了双变量的显著度检验。不同受教育程度父母在父母参与水平上差别非常显著，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父母参与得分就越高，最高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参与水平比双方最高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父母的参与水平能高出约1分。家庭人均年收入对父母参与水平也具有非常显著的积极影响，更高收入组的家庭中父母参与得分也更高。父母对男孩教育的参与水平略高于女孩，但是这种显著性不是非常明显（t检验显著度p=0.020）。城市家庭父母的平均参与水平比农村家庭高出了约0.54分，差别非常显著。子女兄弟姐妹数和父母参与水平之间也具有非常显著的相关，子女兄弟姐妹数越少，该子女享有的父母参与水平就越高。从地区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家庭的父母参与得分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地区差异显著。
表7-1 学龄前儿童（0～2岁）父母参与情况描述性统计

表7-2对3～5岁儿童的父母参与情况进行了描述。在3～5岁儿童的教育上，父母参与的水平比0～2岁的得分略有降低，但差别不大。具体来看，在此年龄段儿童的教育上，在问卷所测量的几个父母参与指标上，父母给孩子讲故事、帮孩子识字和带孩子出游的得分较高，给孩子买书的得分较低。从双变量关系的检验看，不同父母受教育程度在父母参与水平上差别非常显著，最高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参与水平比双方最高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父母参与水平能高出1.06分。家庭人均年收入对父母参与水平也具有非常显著的积极影响。父母对男孩教育的参与水平略高于女孩，但是这种差异并不显著。城市家庭父母的平均参与水平（3.30分）比农村家庭（2.58）高出了0.72分，差别非常显著。子女兄弟姐妹数和父母参与水平之间也具有非常显著的相关，子女兄弟姐妹数越少，该子女享有的父母参与水平就越高。从地区差异看，东部地区家庭的父母参与得分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地区差异显著。
表7-2 对学龄前儿童（3～5岁）父母参与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表7-2 对学龄前儿童（3～5岁）父母参与情况的描述性统计-续表

二 学龄儿童的父母参与
CFPS问卷中设计了六个问题来反映父母对子女的学习和生活关怀，以及家庭沟通情况。家庭参与子女教育还体现在家长对孩子平时学习活动的监督和管教方面。有研究表明，家长对孩子家庭作业、学校生活和看电视等一系放学后活动的关怀有利于孩子作业的完成和学习上的进步（Muller，1998）。表7-3所示的父母参与行为是家长根据调查近一个月来的表现所做出的判断。在学龄儿童的教育上，父母参与子女教育的水平明显比学龄前的平均水平有所提高，总体平均得分为3.32分，高于学龄前两个年龄阶段，即0～2岁的2.89分和3～5岁的2.72分，说明在孩子正式上学之后，父母更加重视对子女智力上的开发和管教。但是在不同的参与内容上，家长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分析显示，总体来看，家长对子女学习的关怀和监督行为，表现最好的是“要求孩子完成家庭作业”（平均分为3.95分），表现最差的是“限制孩子所看电视节目的类型”，这说明家庭对孩子观看电视节目类型的指导不够。这也可能是由于家长较多阻止了孩子看电视，从而造成该选项得分偏低。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虽然城乡两类家庭里超过八成的中国家长能够做到经常要求孩子完成家庭作业，但是能够经常检查孩子作业的家长比例则相对较低，对孩子提供进一步的学习帮助表现还不够。
表7-3 对学龄儿童（6～15岁）父母参与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表7-3 对学龄儿童（6～15岁）父母参与情况的描述性统计-续表

从双变量关系的检验看，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父母在参与水平上差别非常显著，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父母参与得分就越高，最高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参与水平比最高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父母的参与水平高出0.33分。家庭年收入对父母参与水平也具有非常显著的积极影响，更高收入组的家庭的父母参与得分也更高。父母对男孩教育的参与水平略高于女孩，但是差异不显著（t检验显著度p=0.244）。城市家庭父母的平均参与水平比农村家庭高出了约0.20分，差别非常显著。子女兄弟姐妹数和父母参与水平之间也具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子女兄弟姐妹越少，该子女享有的父母参与水平就越高。从地区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家庭的父母参与得分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地区差异显著。
从城乡差异来看，如表7-4所示，城市家庭对子女学习的关怀和监督行为总体上明显好于农村家庭。在“和孩子讨论学校里的事情”这一指标上差距最大（城市比农村高13.82个百分点），其次是在“检查孩子的家庭作业”上相差最多（城市比农村高8.59个百分点）。虽然农村家庭的绝大多数家长（81.34%）也“要求孩子完成家庭作业”，但是仅有五成多（56.82%）的家长能够“检查孩子的家庭作业”。此外，城市家庭有超过六成的家长能够做到“和孩子讨论学校里的事情”，而农村家长的这一比例不到五成。在阻止看电视以及限制电视节目类型上，农村家庭所占百分比高于城市家庭，但差异不显著。综合比较两类家庭教育参与的差异情况，城市家庭的家长会更注重与孩子的沟通和互动，如跟孩子讨论学校里的事情、检查孩子的家庭作业；农村家庭的家长更容易做到单向要求孩子，如要求孩子完成家庭作业、阻止孩子看电视。这种现象可能和城乡家庭中家长的工作时间、照顾精力和文化水平的差异有关系，但也可能是教育方式上的差异，即农村家长可能更不注重互动式的参与，认为单向的要求就可以了。
表7-4 城乡家庭经常在子女学习上进行关怀和监督的比例（“每周2次以上”所占比例）




第三节 多元回归统计分析结果
一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表7-5显示了儿童学龄前儿童（0～2岁）父母参与影响因素的OLS模型分析结果。模型1结果显示，在纳入控制变量子女年龄和家庭所在地区影响的前提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父母参与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父母教育背景方面，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父母参与得分就越高（p＜0.001）。在家庭收入方面，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对数每增加一个单位，父母参与水平就提高约0.180分（p＜0.001）。子女兄弟姐妹数对父母参与水平产生明显的负向效应（p＜0.001），子女兄弟姐妹数每增加一个，该子女的父母参与水平就降低0.294分。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户籍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家庭的父母参与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家庭（p＜0.05）。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子女性别变量的影响。通过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其他所有变量的影响后，性别的影响系数为0.172（p＜0.05），存在性别差异，这一结果与前面两章对家庭教育期望和家庭教育支出的分析有所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父母参与的影响（p＜0.001）以及子女兄弟姐妹数对父母参与的影响（p＜0.001）依然都非常显著，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父母参与水平越高，子女兄弟姐妹数越多，父母参与越少；相比于农村家庭，城市父母参与较多（p＜0.05）。
表7-5还使用了两个交互模型即模型4和模型5来检验不同群体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效应。即模型4使用子女兄弟姐妹数和子女性别的交互项，模型5使用子女户口和子女性别的交互项来分别检验子女性别和子女兄弟姐妹数之间的交互效应，以及子女性别和城乡户口之间的交互效应。可以看到，两个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这表明虽然子女数增多，在多子女家庭中，分摊在每个孩子身上的父母参与活动被稀释，但是这种稀释效应不会因孩子性别差异而发生显著变化。子女性别和城乡户口之间的交互效应同样如此，无论是城市家庭还是农村家庭，在父母参与上并不存在性别上的分配不均。
综合模型1到模型3的检验还可以发现，在经济理性、性别观念和制度分割等影响因素对父母参与所产生的作用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子女数量代表的经济理性因素对父母参与的影响相对更大。这可以从模型解释力上得到反映，表7-5模型3为全模型，R2为0.189，模型1的R2就达到了0.182，说明在本研究所考虑的影响因素中，家庭经济理性因素解释了父母参与的绝大部分变动。城乡户籍因素变量和性别变量分别解释了一部分父母参与的变动。
关于控制变量的解释。在子女年龄方面，家庭对不同年龄子女的父母参与水平也表现出了差异。高年龄孩子的父母参与得分更高，这反映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子女教育中。在地区方面，地区差异对父母参与的影响比较明显，东部地区家庭的父母参与明显高于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差异不显著。
表7-5 学龄前儿童（0～2岁）父母参与影响因素的OLS模型（N=1049）

表7-5 学龄前儿童（0～2岁）父母参与影响因素的OLS模型（N=1049）-续表

表7-6显示了学龄前儿童（3～5岁）父母参与影响因素的OLS模型分析结果。比较表7-5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可以发现，3～5岁学龄前儿童父母参与水平的自变量影响情况与0～2岁学龄前儿童的情况基本一致，但也存在差异，最明显的差异是子女性别的影响不再显著，城乡户籍的影响变得非常显著（p＜0.001）。在交互作用的影响上，表7-6模型4和模型5两个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在3～5岁的学龄前儿童的父母参与行为上，无论是少子女家庭还是多子女家庭，无论是城市家庭还是农村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父母参与水平都不受子女性别的影响。
综合表7-6模型1到模型3的模型解释力结果同样表明，在经济理性、性别观念和制度分割等影响因素对父母参与所产生作用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子女数量代表的经济理性因素对父母参与的影响相对更大。表7-6模型3的R2为0.234，模型1的R2就达到了0.223，这说明在本研究所考虑的影响因素中，家庭经济理性因素解释了家庭教育支出的绝大部分变化。城乡户籍因素变量解释了一部分父母参与的变化，性别变量对模型解释力没有贡献。
在控制变量方面，变量的影响也有所变化，在此年龄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参与的水平也在增加，但是统计检验变得并不显著。地区差异仍然显著，东部地区的父母在此年龄段上的参与水平比西部和中部地区父母的参与水平显著更高。
表7-6 学龄前儿童（3～5岁）父母参与影响因素的OLS模型（N=1654）

表7-7显示了学龄儿童（6～15岁）父母参与影响因素的OLS模型分析结果。比较运行结果可以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情况和子女兄弟姐妹数对学龄儿童父母参与水平的影响依然显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子女兄弟姐妹数依然显示出稳定的负向稀释作用。子女性别的影响依然不显著。子女户口的影响反倒变得不是非常显著（p＜0.1）。考虑到父母参与变量是一个合成变量，这里进一步把每一类父母参与行为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由于因变量是序次变量，因此采用序次Logit模型分析（见表7-8）。结果显示，在“和孩子讨论学校里的事情”、“要求孩子完成家庭作业”和“检查孩子的家庭作业”三个方面，城市户口家庭的父母行为的频率依然显著高于农村家庭的父母。但是在与看电视相关的三类行为，即“为不影响孩子学习放弃看电视”、“阻止孩子看电视”和“限制孩子所看电视节目的类型”上，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的差异不显著。对于这一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首先，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电视可能不再是儿童重要的娱乐渠道，因此在甄别城乡父母参与程度的差异上的效度在降低；其次，农村家长在对子女看电视行为的监督上确实并不比城市家长差，但在父母参与的质量上，城市户籍家庭的父母对子女学习的关怀和监督行为仍然要显著好于农村户籍家庭的父母，比如在与孩子沟通交流以及学业督促上，城市家庭仍然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总体上看，城市家庭的家长会更注重与孩子的沟通和互动，可以深度参与孩子的学业，农村家庭的家长表现出的更多是单向要求孩子，对孩子学业的参与深度也明显低于城市父母。
在交互作用的影响上，表7-7模型4和模型5两个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这表明在6～15岁学龄儿童的父母参与行为上，无论是少子女家庭还是多子女家庭，无论是城市家庭还是农村家庭，父母参与水平都不受子女性别的影响。
综合表7-7模型1到模型3的模型解释力分析结果，在经济理性、性别观念和制度分割等影响因素对父母参与所产生的作用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子女数量代表的经济理性因素对父母参与的影响相对更大。表7-7模型3的R2为0.074，模型1的R2就达到了0.073，说明在本研究所考虑的影响因素中，家庭经济理性因素解释了父母参与的绝大部分变化。城乡户籍因素变量解释了微弱的父母参与变化，子女性别变量对模型解释力没有贡献。
在控制变量方面，变量的影响也有所变化，在此年龄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参与的水平在降低。地区影响也发生了改变，东部和中部地区家庭的父母在子女这一年龄段上的参与水平低于西部地区家庭。
表7-7 学龄儿童（6～15岁）父母参与影响因素的OLS模型（N=1654）

表7-8 户籍差异对家庭教育父母参与行为影响的模型分析结果（序次Logit回归）

二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父母参与的中介影响
上文分析了不同年龄阶段父母参与的特点及主要影响因素，本部分将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检验并比较城乡家庭父母参与行为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子女教育结果之间所产生的中介影响的差异。本部分选择青少年教育期望作为对子女教育结果的反映，一方面是因为个体早期学业阶段的教育期望对其未来学业成绩和教育获得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弥补国内以往教育分层研究多关注学业成绩、升学情况等客观性教育结果而对主观性教育结果分析的不足。本章前文数据分析使用的是CFPS 2018年的数据，本部分使用的是CFPS 2010年的调查数据。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7-9描述了本部分研究所用的变量特征。
表7-9 变量基本特征描述

表7-9 变量基本特征描述-续表

表7-10呈现了所有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水平和青少年教育期望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同时，父母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与父母参与的四个观察变量之间、父母参与的四个观察变量和青少年教育期望年限之间同样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关系。通过户口和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到，在家庭社会经济水平和父母参与程度上，城市家庭都显著高于农村家庭（p＜0.001）。理论模型所关心的研究变量彼此之间都显著相关，因此是可以做中介效应分析的。
表7-10 分析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二）结构方程分析
本研究首先考察了无变量残差相关的模型，此时，理论模型与观察数据的拟合度欠佳，因此，本研究又尝试进行了模型修饰（model modification），建立修正模型。本着有效降低模型卡方值、提高模型拟合度、避免过度修正、简化模型复杂度的统计目的，本研究兼顾变量残差相关合乎逻辑的理论意义（邱皓政、林碧芳，2009：142～143）。根据Amos软件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ices）的指示，理论模型的修正模型添加了以下四组观察变量的残差相关：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年收入；子女年龄和学习与生活关怀；子女年龄和行踪关注；性别和行踪关注。修饰后的修正模型拟合度良好。
接下来，本研究对基础模型和中介模型分别进行了多群组分析（multiple-group analysis），以检验城乡两组样本在回归系数上的差异是否显著。经过适配度检验，本研究发现基线模型（不考虑结构路径系数的模型）和结构系数模型均与数据拟合情况较好（RMSEA均＜0.05）。进一步通过χ2检验可以发现，基础模型的结构系数p=0.499＞0.05，表明基础模型中城乡两组样本在结构模型系数上无显著差异，说明在未考虑中介效应的前提下，城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教育期望年限有影响。
系数不存在显著差异。中介模型检验的结构系数p=0.000＜0.05，表明两组样本的结构模型系数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对城市和农村两组青少年群体教育期望年限的影响路径具有明显的组间差异。因此，我们对城乡两组样本分别拟合我们的理论模型。
表7-11呈现了本研究所设计的分析模型结果。通过两个模型对比可以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青少年教育期望年限之间的关系，以及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表7-11中基础模型为仅考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控制变量对青少年教育期望年限的影响，中介模型在基础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父母对子女的学业期待和日常关怀的影响。对比逐步回归的结果，在基础模型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着青少年教育期望年限，城市家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67（p＜0.001），即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父母受教育程度每提高6年，城市青少年的自身教育期望年限随之提高1年，家庭收入对城市青少年教育期望年限的正向作用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父母受教育程度部分解释掉了家庭收入的作用；农村家庭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的非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552（p＜0.001）和0.159（p＜0.001）。在加入父母参与影响的中介模型中，城市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青少年教育期望年限的影响的非标准化系数，由基础模型中的统计显著（p＜0.001）变为中介模型中的不显著，农村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的影响在中介模型中的统计显著性也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其系数值分别由0.159下降到0.067和由0.552下降为0.339。
表7-11 青少年教育期望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表7-11 青少年教育期望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续表

为了更好地展现本研究中中介变量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过程的城乡差异，本研究用图7-1和图7-2分别呈现了中介模型城乡两组样本的路径模型。“”内的变量代表观察变量，“”内的变量代表潜变量，“”到“”代表误差变量。图7-1、图7-2列出了显著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不显著的路径用虚线标示。同时，表7-12呈现了包括控制变量在内的所有影响变量对因变量标准化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从检验结果上看，城乡两个模型的多个检验指标值基本符合我们的标准，获得了可以接受的拟合度。城乡两组群体父母参与的观察变量与其潜变量父母参与之间的路径系数参数（因素负荷量）也均在0.001水平上统计显著。
首先看城市样本。城市家庭的父母受教育程度通过影响他们对子女的学业期待（标准化系数β=0.09，p＜0.1）和日常关怀（标准化系数β=0.37，p＜0.001）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教育期望（标准化系数β=0.56，p＜0.1）。家庭收入通过影响父母对子女的学业期待（标准化系数β=-0.15，p＜0.01）并进而影响日常关怀，最终间接影响青少年教育期望（标准化系数β=0.56，p＜0.1）。虽然家庭收入情况对父母对子女的学业期待表现出了负的效应，但其对青少年教育期望的总效应（0.07）仍为正向效应。在控制了家庭背景和父母对子女的学业期待影响的前提下，父母的日常关怀对青少年教育期望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标准化系数β=0.56，p＜0.1）。

图7-1 城市青少年教育期望的结构方程模型
说明：模型拟合度指标：χ2=29.238，χ2/df=1.949，CFI=0.952，IFI=0.955，RMSEA=0.046；图中的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p＜0.1，**p＜0.01，***p＜0.001。
对于农村家庭来说，父母受教育程度同样显著影响他们对子女的学业期待（标准化系数β=0.11，p＜0.001）和日常关怀（标准化系数β=0.32，p＜0.001），并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学业期待（标准化系数β=0.11，p＜0.001）和日常关怀（标准化系数β=0.23，p＜0.001）间接影响青少年教育期望。家庭收入则通过日常关怀（标准化系数β=0.20，p＜0.001）间接影响青少年教育期望（标准化系数β=0.23，p＜0.001）。父母对子女的学业期待又影响着他们的日常关怀（标准化系数β=0.16，p＜0.001）。

图7-2 农村青少年教育期望的结构方程模型
说明：模型拟合度指标：χ2=24.248；χ2/df=1.732；CFI=0.983；IFI=0.983；RMSEA=0.022；图中的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p＜0.1，**p＜0. 01，***p＜0.001。
因此，对于城乡两组样本来说，父母参与都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青少年教育期望之间重要的中介变量。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父母，越容易表现出更高的对子女的学业期待和较高质量的日常关怀行为，即更可能营造重视教育的家庭环境、给予子女更多学习和生活上的关怀以及更密切的关注，家庭里的青少年子女也越可能期望自己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父母的日常关怀行为又受到他们教育观念的影响。如上文分析，在家庭社会经济条件对青少年教育期望的影响链条中，父母参与在城乡样本中均表现出重要的中介作用，但是这种间接影响的过程在两组样本中存在差异。如表7-12所示，首先，城市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青少年教育期望的总效应远大于家庭收入的总效应（分别是β=0.18和β=0.07），农村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对青少年教育期望的总效应则相差不多（分别是0.16和0.13）。本研究对此提供的解释是，由于城市家庭的收入情况与父母受教育程度相关度较高，因此收入的影响部分被父母受教育程度解释了。而农村由于职业结构的原因，家庭收入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相关程度不高，造成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产生的影响相对独立。其次，在加入了父母参与的影响之后，农村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对农村青少年教育期望仍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标准化效应分别为0.07，p＜0.1和0.08，p＜0.01），这说明，本研究模型中父母对子女的学业期待和日常关怀两个层面的父母参与未能完全解释掉农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教育期望的影响，还存在其他中介机制。最后，整体上看，模型对因变量方差的解释比例差别较大，城市为31.9%，农村则只有12.7%。同时，在城乡两组样本中，基础模型对青少年教育期望年限的解释方差相差不多（7.8%和6.5%），但是在加入了父母参与变量的影响之后，城市青少年教育期望年限的ΔR2（24.1%）却远大于农村青少年教育期望年限的ΔR2（6.2%），这说明相较于农村家庭，城市家庭父母参与因素对青少年提升教育期望的贡献更大。
表7-12 各影响变量对因变量标准化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在控制变量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教育期望有降低的趋势，不过年龄负效应只是在农村才表现出统计上的显著性。性别方面，虽然目前有些基于成年人数据的分析发现男性教育获得的优势仍然存在（吴愈晓，2012），但是本研究中城乡两组家庭的男孩和女孩在自我教育期望上都没有表现出这种差异，女孩的自我教育期望甚至略高于男孩。这种表现既是当前中国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的反映，也说明当前年轻人身上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已经逐渐发生改变，及女孩对接受高水平教育逐渐增长的渴望，反过来也会有利于促进教育获得的性别平等化趋势。



第四节 小结及讨论
本章对当前中国家庭的父母参与行为进行了描述，并对父母参与的经济理性、性别观念和制度差异等影响因素进行了解释，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经济理性的假设对父母参与的影响非常显著，这主要表现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子女数的影响上，在儿童的各个年龄阶段，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在子女教育中的参与水平就越高。家庭收入对父母参与水平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效应不如父母受教育程度明显。子女兄弟姐妹数越多，该子女教育中的父母参与水平就会越低。家庭资源的稀释效应不仅表现在货币资源上，也表现在父母参与上。社会经济地位假设和资源稀释假设在父母参与上得到验证。
第二，性别观念对父母参与的影响不显著。前一章已经证实在货币资源投资上，当前中国家庭已经不存在重男轻女的倾向，同样，在父母参与的表现上，家庭针对男孩和女孩的表现也是无差异的。同时，农村家庭以及多子女家庭的父母参与都没有表现出男孩偏好。性别观念的假设在父母参与上没有得到验证。
第三，城乡家庭的父母参与水平差异比较显著。即使控制了本研究设定的其他所有自变量的影响，农村家庭在儿童各个年龄阶段的父母参与上，都表现出较城市家庭更低水平和质量的父母参与。
针对城乡家庭不同父母参与水平的表现，本章进一步以青少年教育期望为因变量，检验了城乡家庭不同父母参与行为对青少年教育期望的影响，以及父母参与行为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青少年教育期望之间的中介影响机制在城乡家庭中的不同表现。本部分的分析结果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对青少年教育期望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这与国外相关研究结论相吻合。路径模型的结果证实了中介效应的存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学业期待和营造重视教育的家庭环境、学习和生活上的关怀、密切的行踪关注等一系列日常关怀行为间接影响青少年教育期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父母参与子女教育具有正向效应，而有效的父母参与又对青少年教育期望具有积极的直接影响。也就是说，家庭社会经济情况越好，父母越能够有效参与青少年子女的教育实践，子女的教育期望就越容易得到提升。虽然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在城乡两个次级样本中均得到验证，但是两组样本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相较于农村家庭，城市家庭父母参与因素对青少年提升自我教育期望的助力更大。同时，在控制了父母对子女的学业期待和日常关怀的中介影响后，农村家庭社会经济情况对青少年教育期望仍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这说明农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青少年教育期望之间还存在其他重要的中介解释机制。
父母参与在代际资源传递与阶层再生产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中介角色”，彰显了父母参与的力量。何瑞珠（1999）与吴重涵、张俊和王梅雾（2014）的研究都发现家长参与对儿童的自我观念、成长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弱势家庭可以通过改善父母参与弥补家庭背景上的劣势对子女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以往研究侧重于识别儿童和青少年发展的风险因素，家庭社会经济上的劣势会使青少年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面临更多的发展风险，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如何为风险家庭里的子女提供获得成功的保护性措施（Furstenberg & Hughes，1995）。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提供了孩子成长的结构性环境，但是父辈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优势需要借助积极的父母参与等形式的家庭社会资本，才能促进子代更好成长。以往教育改革主要关注制度化教育中的公正，作为学校教育系统有效支撑的父母参与往往被忽视。父母参与的重要作用为实践中降低风险因素、探寻提升子女学业成就的积极干预策略提供了启发。



第八章 “鸿沟”与“鄙视链”：中产与非中产家庭教育投入的比较
第一节 研究目标
2017年5月25日，《凤凰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中产教育鄙视链》的文章，引发了国人的热议。文章中提到，中产阶级的家庭“从孩子出生开始，家长们就精心挑选更好的房子、更好的玩具、更好的早教班、更好的服饰、甚至更好的动画片、更好的旅游地……早在学龄前，因为各种自愿或不自愿的攀比，中产阶级内部就已经形成了一条条育儿鄙视链”。“鄙视链”，这一略带戏谑的词，让我们看到了中产阶层家长对子女教育的格外重视以及竭尽所能的投入。我国历来具有重视子女教育的家庭传统，近年来随着人力资本投资重要性的提升以及教育市场化的趋势，家庭愈加重视并逐渐加大针对子女的教育投入。“鄙视”的心态使家庭教育投入似乎正成为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透过“鄙视链”中的多重心态，我们可以看到不仅阶层之间可能存在“鸿沟”，阶层内部的分化也在加剧。[书籍分 享V 信shufoufou]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产阶层（类似的称谓还有中产阶级、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等）开始出现和壮大，成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新趋势。尽管目前对于中产人群的界定、数量和构成以及是否形成了一个阶级或阶层等问题仍存有争论，但不论是政府工作人员、学者专家，还是普通的社会公众，对这一群体的关注都在不断增加（李春玲，2011）。“教育鄙视链”话题的出现，使中产家庭的子女教育投入问题凸显。
中国中产阶层作为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群体，他们的政治态度、消费模式等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涉及。但是针对中国中产阶层的家庭教育投入特征，目前国内文献分析尚不多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莫衷一是。陈曙红（2008）基于2004年对南京中产阶层所做的调查发现，归于一种路径依赖的思维习惯，凭借教育流动获得社会地位的中产阶层在子女教育中更加注重教育传承意识、艺术素质的培养以及早期教育等。但是中产阶层家庭表现出来的教育投入倾向是否已经与非中产阶层构成了教育模式上的差异似乎尚不确定。洪岩璧和赵延东（2014）借助一项有关全国城市地区中小学生及家长的调查数据，运用布迪厄的资本和惯习概念，通过分析城市居民在子女教育上的资本投入和教养理念差异，探讨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教育模式差异。他们的研究发现，在子代教育方面，中产阶层父母在资本（包括子女文化活动参与、家庭藏书量和课外补习情况）投入上有显著优势，但在家庭教养态度惯习上和下层阶级父母无多大差别。田丰、静永超（2018）利用2010年“上海家庭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城市中产阶层倾向于协作型教养方式，工人阶层则倾向于自然成长型教养方式。
本章将对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家庭教育投入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正如上文所说，家庭教育投入包含了很多内容，采用的划分标准不同，对家庭教育投入的界定也不尽相同。本章利用“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从家庭文化环境、家庭教育支出、课外补习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四个方面尝试分析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在家庭教育投入上的异同，并分析两个阶层内部不同家庭之间在子女教育投入上的差异。



第二节 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8-1描述了本部分分析变量的分布情况，同时显示了本部分关注的家庭教育投入的四个维度在总样本、中产家庭和非中产家庭两个子样本中的分布情况。从结果可以看出，在家庭人均年教育支出方面，中产家庭人均年教育支出为6933.0元，非中产家庭为2114.2元，中产家庭约为非中产家庭的3.3倍，差距非常明显。在家庭藏书量上，所有家庭的藏书量平均约为178本，其中，中产家庭平均约为212本，非中产家庭平均约为102本，中产家庭藏书量是非中产家庭的2倍多。在孩子是否参加过课外补习上，平均有超过六成（62.2%）的中产家庭子女曾经参加过课外补习，非中产家庭的子女曾经参加过课外补习的仅有四成多（43.1%），二者相差接近20个百分点。在孩子曾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的比例上，中产家庭的孩子同样高于非中产家庭的孩子，不过二者的差距并不太大，中产家庭平均为33.1%，非中产家庭平均为25.7%，二者仅相差7.4个百分点。
对上述两类家庭在教育投入方面的差异，本研究还初步进行了双变量的差异性检验，检验结果分别为：家庭人均年教育支出t检验结果为t=-7.791，p＜0.001；家庭藏书量t检验结果为t=-4.071，p＜0.001；参加课外补习的卡方检验结果为Pearson χ2=34.7019，p＜0.001；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卡方检验结果为Pearson χ2=6.024，p＜0.05。通过上面描述性的对比可以发现，中产家庭在家庭教育投入水平上总体上要明显高于非中产家庭。
表8-1 变量及样本描述

表8-1 变量及样本描述-续表




第三节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表8-2显示了家庭教育投入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至模型4对应的因变量分别为家庭人均年教育支出、家庭藏书量、是否参加过补习、是否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结果显示，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在家庭教育支出、家庭藏书量、是否参加过补习三个方面，中产家庭与非中产家庭的教育投入存在显著差异。相比于非中产家庭，中产家庭的教育支出更多，家庭藏书量更多，子女参加课外补习的可能性更大，这一结论与前文描述性检验的结果一致。这说明中产家庭在教育上的经济投入更多，具备更好的家庭文化环境，也更加注重孩子的课外补习。在本研究选取的家庭教育投入的四个指标上，唯一例外的是在是否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上，虽然中产家庭的子女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可能性大于非中产家庭子女，但是这种差异并未构成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前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已经表明，分别仅约有1/3的中产家庭子女和约有1/4的非中产家庭子女曾经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这一比例远低于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这说明在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的培养上，我国的家长仍旧更加看重学业教育投入，在社会性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不够。
在控制变量的影响方面，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各项子女教育投入情况的影响作用非常显著，总体来说，父母的受教育背景和经济情况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比较来看，家庭经济收入对教育支出的正向影响作用更明显，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是否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联系密切，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越有可能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子女性别差异不会影响到家庭教育投入的差异。孩子就读的学习阶段越高，教育支出越多，家庭藏书量会逐渐增加，子女参加课外补习的可能性增加，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表8-2 家庭教育投入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全部家庭子女样本）（N=756）

表8-2的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各项子女教育投入均表现出了较为稳定的影响效果，为了进一步检验阶层内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以考察阶层内家庭教育投入上的差异性，表8-3和表8-4分别呈现了分析样本中中产家庭和非中产家庭子女教育投入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5至模型8、模型9至模型12与表8-2中的模型1至模型4的设置保持一致。表8-3显示，总体上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教育投入同样表现出了较为稳定的正向影响作用。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多，家庭教育支出越多，家庭藏书越丰富，进行家庭课外补习的可能性就越大。表8-4中关于非中产家庭子女的分析呈现与表8-3大致相同的结果。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中产阶层内部和非中产阶层内部的子女教育投入由于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而表现出差异性。
表8-3 家庭教育投入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中产家庭子女样本）（N=756）

表8-4 家庭教育投入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非中产家庭子女样本）（N=339）

表8-4 家庭教育投入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非中产家庭子女样本）（N=339）-续表




第四节 小结及讨论
随着中产阶层的出现和壮大，这一群体的子女教育问题也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本章使用“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从家庭教育支出、家庭文化环境、课外补习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四个方面对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家庭的教育投入状况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两个阶层内部不同家庭之间在子女教育投入上的差异。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与非中产家庭相比，中产家庭的教育投入优势非常明显。具体说来，中产家庭的教育支出水平更高，家庭藏书更为丰富，子女参加课外补习的可能性更大。这一结论说明家庭教育投入在两个不同的阶层之间存在明显差距。教育作为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动力来源，在缓解或者改变由于出身导致的不平等的同时，又在塑造着不平等。中产阶层家庭会利用各种资源优势，进行更多的教育投入，确保子女获得较多的教育机会，这又会进一步拉大中产阶层与较低阶层的教育差距。
第二，在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内部，不同家庭之间在子女教育投入上都同样存在着差异与分化，无论“鄙视”背后的心态如何，“鄙视链”描述的客观事实的确存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导致不同家庭在教育投入上也存在差别。具有更高收入水平和更好教育背景的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总体上表现出更高的水平。
第三，在本研究考察的家庭教育投入的第四个维度，即志愿服务活动参与上，两类家庭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但是通过对两类家庭子女子样本的检验可以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该变量也具有正向影响。这一方面说明，相比于学业教育，中国家长对子女的社会性教育意识普遍还不够强，另一方面说明具有良好受教育背景的父母相对做得更好。
通过阶层间和阶层内的比较可以发现，家庭教育投入的差异不仅存在于中产与非中产之间，也同样存在于阶层内部的不同家庭之间。每个家庭的教育投入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渐变的等级分化序列”，其在序列中的位置主要由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因为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家庭教育投入的意愿、能力、程度和水平。
囿于数据的限制，本部分研究并未给予中产家庭教育投入面貌一个更为全面的呈现，比如并未纳入关于父母参与、家庭教养方式的分析。不过依据本章的研究结论，我们至少可以发现，相比于较低社会阶层，中产阶层具有更为重视教育投入的倾向和行为，这与中产阶层的构成多为高学历人群有关系，他们更加看重教育回报，与这些家庭具备较强的教育投入能力有关。但是，这种对待教育的共享态度和行为是否已经构成了一种稳定的中产阶层的集体意识或者阶层性情？国外很多研究曾对中产阶层和其他阶层在教养模式上的差异进行过概括比较，对于这些结论的适用性在中国仍旧存在争议，比如在父母教养方式问题上，基于本土样本的分析曾证实过不同阶层教养模式的差异，但是也有研究指出中国城市居民并没有呈现像西方那样的中产阶层以权威型教养为主、下层以专制型或放任型教养为主的分化模式（洪岩璧、赵延东，2014）。这些矛盾性的结论一方面是由于中产阶层自身的复杂性、阶层边界还较为模糊，因此阶层认同和内群意识尚不成型，另一方面也与不同研究选取的测量指标有关，如家庭教养方式含义非常丰富，不同研究仍有可能只是测量到了家庭教养概念的部分内容，这些都有待未来进一步更加全面的探讨。



第九章 结论
第一节 主要结论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2017）在《我们的孩子：美国梦的危机》（Our Kids：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一书中通过展示穷孩子和富家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全方位差距，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不同阶层间家庭教育壁垒分明的图景：相比于寒门家庭的恶劣条件，中上阶层的父母不仅享有经济上的教育优势，而且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对孩子进行精心辅导、为孩子提供资源，家庭结构、教养方式、学校教育、社区环境的巨大差距已经成为横亘在不同阶层之间难以逾越的“社会鸿沟”！
不同阶层的孩子很难平等地站在人生起跑线上，家庭教育投入的差距正在极大地影响下一代人的生活机遇。反观中国当下社会现实，密集育儿也在盛行，家庭教育投入的阶层差异已经成为一个日益紧迫的社会问题。金钱、时间和能力——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多寡正在塑造全方位的育儿差距。
以往的教育分层研究多以结果为取向，聚焦于家庭背景、教育制度、地域的差异导致了怎样的教育成就（教育获得或者学业成绩）不平等，但从过程视角阐释尤其是量化分析教育成就形成机制的系统研究还非常少。在育儿竞争日益激烈的中国当下，家庭教育投入对争取更高社会地位的重要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理论观照和现实回应的研究驱动下，本研究立足剖析当代中国家庭教育投入的基本目的，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力图揭示家庭教育投入的全貌和影响链条。
本研究从家庭教育期望、家庭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三个方面对当前中国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进行了现状描述，并区分出影响家庭教育投入的经济理性、性别观念和制度分割三大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社会经济地位假设、资源稀释假设、性别观念假设和城乡户籍假设，并通过多元统计模型对这些假设进行了检验。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
第一，在针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分析中，本研究利用CFPS 2018年的数据，通过统计描述和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普遍较高，但是较高的教育期望在不同群体中存在差异：（1）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家庭教育期望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2）在家庭资源既定的前提下，子女数增多带来的资源稀释效应对家庭教育期望产生了明显的负向影响；（3）性别文化观念假设在本部分研究中没有得到验证，家庭对儿子和女儿的教育期望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交互作用的检验也表明无论是在多子女家庭还是在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性别歧视现象都没有出现；（4）无论是在子女受教育期望年限上，还是在是否期待子女获得大学学历以及研究生学历上，城市户籍家庭都显著优于农村户籍家庭。
第二，在针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分析中，本研究首先利用CFPS 2014年的数据对影响家庭教育总支出和“影子”教育支出的各主要因素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预算约束是影响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关键因素：（1）父母经济能力、受教育层次（代表家庭教育支付能力）对子女教育总支出和课外辅导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2）家庭子女数（代表家庭教育支付成本））对子女教育总支出和课外辅导支出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在一定的经济条件约束下，家庭子女数越多，家庭分摊到每个子女身上的教育花费就会越少，家庭支付能力就越容易被稀释；（3）家庭教育投资并不存在性别观念上的差异，无论是独生子女家庭还是多子女家庭，无论是城市家庭还是农村家庭，父母在男孩身上和女孩身上的教育支出都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4）户籍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非常明显，城市户籍家庭教育支出水平显著高于农村户籍家庭，而且这种城乡差距在学龄前早期教育和“影子”教育支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5）通过进一步比较不同群体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系数可以发现，随着家庭收入增加，中等以上收入家庭和城市家庭比中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家庭会把收入更多地用于教育投资。这种“增长的分化”进一步加剧了弱势群体家庭子女的教育累积劣势，使这些家庭在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竞赛中越来越“掉队”。
第三，在针对父母参与的分析中，本研究利用CFPS 2018年的数据，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父母参与行为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分析发现，相对于学龄儿童的教育参与，家庭在儿童学龄前的教育参与水平相对较低。在学龄阶段，父母更加重视对子女学业上的关心和监督，在这些日常关怀和监督活动中，父母一般都能够经常要求孩子按时完成家庭作业，但是对孩子作业的检查和辅导情况不佳。多元回归的检验结果有以下几点。（1）父母参与行为不存在子女性别上的差异，但是明显受到子女数量的影响，这可由资源稀释理论来解释，在父母时间和精力有限的前提下，子女数越多，分配到每个子女身上照顾和养育的时间与精力就会越少。（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仍然是影响父母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父母受教育程度的相对影响更大。（3）户籍因素是影响父母参与子女教育行为的重要因素，在儿童各个年龄阶段上，农村家庭都表现出较城市家庭更低水平和质量的父母参与。城市家庭的家长更会注重与孩子的沟通和互动，如跟孩子讨论学校的事情、检查孩子的作业；农村家庭的家长更容易做到单向要求孩子，如要求孩子完成作业、阻止孩子看电视。（4）本部分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城乡家庭不同父母参与行为对青少年教育期望的影响，以及父母参与行为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青少年教育期望之间的中介影响机制在城乡家庭中的不同表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父母参与间接影响青少年教育期望的路径在城乡家庭存在差异。相较于农村家庭，城市家庭父母参与因素对青少年提升自我教育期望的帮助更大。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可以发现：（1）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和预算约束下资源合理化分配的经济理性影响，即社会经济地位假设、资源稀释假设在不同教育投入再生产机制中均得到验证；（2）城乡户籍假设在不同教育投入再生产机制中也得到验证；（3）传统性别观念的假设在不同教育投入再生产机制中均未得到验证，这说明中国传统父权制文化中对女子的性别角色期待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以预见，未来男女两性在各层次教育获得上应会趋于平等。
第四，在针对中产阶层家庭教育投入的分析中，本研究利用“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1）与非中产家庭相比，中产家庭的教育投入优势非常明显；（2）家庭教育投入的差异不仅存在于中产与非中产家庭之间，也同样存在于阶层内部的不同家庭之间。每个家庭的教育投入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渐变的等级分化序列”，其在序列中的位置主要由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家庭教育投入的意愿、能力、程度和水平。



第二节 贡献与不足
一 主要贡献
在研究视角方面，本研究为教育分层研究提供了一种“过程性”的解释视角。家庭是教育分层发生的重要环节，教育不平等的研究关注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结果的影响，这种关系的发生实际上都是通过家庭教育的再生产过程这一中间环节实现的。国内以往关于教育不平等的研究主要关注不同群体教育机会或者教育结果的不平等，例如子女上学机会、学业成绩和学历取得的差异，而对于这种结果形成的“过程”和“机制”关注不够。本研究在教育分层研究领域首次对家庭子女教育获得的形成机制——“家庭教育投入”进行了系统性的量化分析，这一研究有助于加强对教育不平等形成原因和机制的认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本研究在对家庭教育投入进行分析后认为，家庭通过家长的观念和行为，即教育期望、物质性的货币投资以及教养行为对子女教育施加影响，并最终影响他们的教育结果，这种过程性考察有助于完整地认识和了解教育不平等形成的原因和机制。同时，关于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的研究填补了目前国内关于这些领域的研究缺失或者不足，丰富了教育分层研究的维度和内容。
在教育不平等形成的解释上，本研究立足家庭层面，更加具体地考察了宏观社会因素的具体影响。以往的教育不平等研究仅是笼统地研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子女性别、子女数量及户籍等因素会造成教育机会获得上的差异，而本研究从家庭视角出发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子女性别、数量和户籍等这些背景性变量对于家庭教育再生产过程的影响效果是不同的，这进一步细化了不同背景性变量的影响作用。
在方法方面，本研究在描述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多种统计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例如根据家庭教育期望的多种特点采用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二分Logit回归分析等不同方法进行分析；使用Tobit回归模型解决课外辅导支出的受限因变量问题；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同时处理有多个因变量的情况，更好地展现了家庭教育的影响过程和形成机制。
在数据方面，本研究使用的CFPS数据长期关注少儿教育、成长与发展的情况，并针对少儿群体建立了专门的数据库，收集了少儿成长过程中各个方面的信息，同时，又有翔实的家庭背景信息可供综合分析。在儿童教育与成长、家庭背景、家庭与儿童互动等方面，无论是在样本代表性，还是在信息丰富翔实度上，CFPS相较于国内其他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在政策启示上，本研究提供了一种针对子女教育获得过程和机制进行改善的公平政策的制定思路。在以往教育公平政策中，促进家庭教育方案的改善并非政策主要内容。本研究把“家庭”环节作为公平政策的重要落脚点，引入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投资和父母参与等“过程性”变量，提倡对这些教育过程变量施加有针对性的政策影响，这对帮助弱势家庭建立与完善家庭教育计划，促进这些家庭的子女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 主要不足
在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因素方面。本研究主要从家庭层面研究子女教育获得的形成机制，并未把学校、社区等家庭外部因素纳入本研究。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学校的影响在子女教育成长过程中也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学校影响虽未直接对家庭教育再生产过程施加影响，但可以通过学校办学条件、教师水平、班级规模及学校氛围等因素影响学生学业成绩及心理状态，并进而可能影响到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投资与参与。家庭所在的社区环境例如社区居民、社区硬件和社区氛围等因素，同样会对少儿教育成长产生影响，并有可能对家庭教育观念和行为产生作用。未来应进一步区分不同层面变量的影响，利用多层次模型进行探索分析。
在样本方面。受到数据的限制，本研究的样本限定于16岁以下的少儿群体，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结论也仅适用于此年龄段群体。对于16岁及以上的家庭子女而言，他们仍在高中或者已经进入大学阶段，本研究未对这部分人群的家庭教育投入情况进行考察。
未来值得拓展的研究是对家庭教育投入对少儿发展的复杂影响的研究。虽然笼统来看，家庭教育投入已经成为教育再生产的重要中间传导机制，但是从少儿发展的多个维度如学业成绩、认知能力和问题行为等来讲，家庭教育投入的不同形式所产生的不同后果仍然需要细致的检验。比如：从投入形式上看，货币性的家庭教育投入（“出钱”）和非货币性的家庭教育期望及教养行为（“出力”）对子女多种发展后果的影响是有差异的；从投入结构看，货币性投入与非货币性投入的构成比例对子女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从投入程度看，不同形式的家庭教育投入和卷入度不同，效果也不同，究竟是“多多益善”（线性效应）还是“过犹不及”（非线性效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赖于使用更多年份的追踪数据探究因果关系，捕捉子女教育获得形成机制变化的特征及趋势，进行短期效应（short term effect）和长期效应（long term effect）的检验。例如，家庭对子女在一年级时的投入情况对子女在一年级、三年级和五年级甚至步入初中之后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



第三节 如何改变弱势家庭孩子的命运
维护教育公平是国家针对弱势群体家庭提供教育支持的基本政策理念，但是在我国大多数教育公平政策中，“家庭”基本是缺位的。以往的教育改革主要关注制度化教育中的公正，例如城乡及地区教育资源配置的调整、针对欠发达地区优惠教育政策的制定等，作为学校教育系统有效支撑的家庭教育环节却一直被忽视。“家庭教育”在近两年逐渐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国家有关部门连续出台了《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2015年10月）、《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2016年11月）、《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修订）》（2019年5月）等文件，其中均涉及对新时期我国家庭教育投入进行的引导和管理。为个体家庭进行科学合理的家庭教育投入提供了指导，尤其是针对贫困家庭、弱势家庭提出可行的教育投入方案，是促进弱势群体家庭子女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这需要针对家庭教育期望、教育支出和父母参与等教育获得的中介机制变量施加政策影响。
首先，未来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各级教育的公共投资力度，完善针对贫困生的补助政策。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减轻农村贫困家庭的教育负担，保障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自2006年起，国务院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对农村学生实行“两免一补”（免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生活费），出台农村学校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建立健全农村学校校舍安全和维修改造长效机制，极大地促进了农村教育的发展和教育公平。此外，要通过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农村贫困家庭收入水平，保障其教育支出。
为了促进区域教育公平，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教育公平政策，在这些政策中存在亟待调整的重点。本研究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家庭在教育投入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家庭教育投资上，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这主要是由不同地区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导致的。因此，国家应调整投资结构，把教育投资重点放在农村、边疆、少数民族等经济落后地区，增加这些地区的教育经费配置，改善这些地区的基础教育设施，增加这些地区的优质教育资源。
其次，提高贫困家庭、弱势家庭的父母参与水平，在家庭教育方案上提供指导。在父母参与方面，中国家庭的父母参与水平尤其是在早期教育上的父母参与水平相对较低，一方面，中国家庭虽然具有重视家庭教育的观念，但是缺乏系统的家庭教育的科学知识和教育方式，教育孩子同样需要具备知识、能力和技巧，政府需要侧重帮助低教育水平的父母提高教育参与的水平，改善子女教育的方式，建立“教育父母”计划，改善家长对子代教育的方法以及促进良性的代际沟通行为。另一方面，我国社区和学校等机构对家庭教育的支持明显不够。在美国和欧洲等地存在大量针对家庭和早期儿童进行各种辅导工作的公益机构、社区服务等，为家长提供孕前、孕后辅导，甚至出台严格的法律保证监护人具备抚养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借鉴这些国家和地区好的经验，重视促进家庭与社区、学校、机构的合作，提升父母科学养育的能力。
一些国家提供了家庭教育支持的政策范例。例如美国从 1965年起推行“开端计划”（head start program），这是以追求教育公平、改变人群代际恶性循环为目的的一个儿童项目。此计划包括为贫穷家庭提供物质性学习资源如玩具、书和杂志，提供高质量的全天免费的教育性电视节目等儿童教育与发展服务，此外，还包括家长参与儿童教育服务，有专门老师帮助改善亲子关系和提升养育质量。这启发我们，为帮助弱势家庭提升子女教育质量，政府和机构（学校）应帮助建立家庭支持子女教育的系统，例如家校合作计划、家访、父母信息提供、家长教育等，建立社区和学校的支持系统，改善父母教养和养育质量。
再次，尤其重视对儿童尤其是农村儿童、贫困儿童早期教育发展的帮扶。儿童早期教育的缺失和低质量会影响到儿童的未来。政府和社区应扩大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服务，并尽快覆盖所有的学龄前儿童。这些早期发展与教育服务，包括宣传早期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开展实际工作如创办家长学校、母亲学校，或举办各种学习班等，帮助家长掌握科学教育独生子女的基本知识、技能技巧，全面提高0～6岁儿童家长和看护人员的科学育儿能力，大大提升学龄前儿童家庭教育的实践水平，改进学龄前儿童家庭教育等。
最后，对“影子”教育进行适当管控，合理引导课外补习行为。课外补习阻碍了当前不同阶层家庭子女公平地获得教育资源，扩大了阶层教育差距，一些“补习班”“兴趣班”高昂的课外培训费用势必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本就面临经济困难的农村家庭子女的教育风险，对低收入家庭来说更是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也对教育公平提出了更多挑战。对待“影子”教育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需要从制度、管理、观念等多方面入手，依靠政府、学校、家长、社会等多方力量参与，共同施策。
第一，探索教育体制机制改革，通过多种途径推动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分布更加均衡，从根源上治理“影子”教育问题。只有消除“唯分数”“唯升学”的顽瘴痼疾，才能从根上为学生减负。为此，要继续探索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逐步改革中考和高考制度，推进招生录取标准的多元化，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综合评价方式，创新试题内容形式。
在当前情况下，仍然要强化公办学校主导的基础教育办学格局，防止把公益性的基础教育完全交给市场。提高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普惠性，使更广大的学生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一是在学校空间布局上合理调整，根据各地情况将优质高中招生名额按比例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学校。二是在办学模式上总结经验，完善集团化办学、学区化办学模式。三是在教学形式上进行创新，如采用名师互联网教学等形式。
第二，对培训机构尽快实施全面规范化管理，净化行业市场环境。2018年国家陆续出台相关文件，规范教育培训机构已经被提上政府议事日程，未来的治理重心是建立教育培训规范发展的长效机制。首先要健全培训机构准入的审批制度，制定培训机构教师准入标准。其次要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重点整顿治理没有资质办学、违规办学、超前教学、超纲教学等。最后要健全管理机制，改变“多头管理”的现状，建议由一个统一的部门管理，加强行业自律，推动校外培训机构的信息公开，让家长和学生更好地了解培训机构的真实情况。
第三，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推动公办学校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课后服务内容，保证课后服务的高质量和公益性。目前各地已有一些学校开展了课后服务，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一步加强经费保障。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可以提供弹性离校时间，解决家长不得不把孩子送托管班的“3点半难题”，但是在服务内容上要避免课后服务停留在简单的“看护”功能上，要精准对标学生和家长需求，学校的课外辅导做好了，家长对培训机构的需求自然就会降低。而且相对于校外快销性、商业化的培训机构，学校、班主任和任课教师更加了解学生的教育情况，更有优势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可以避免家长到校外市场上盲目报班。
第四，促进家校合作，在家长和学校之间形成教育合力。完善家校合作的长效机制，通过开展教育父母计划，合理引导缓解家长教育焦虑情绪，帮助家长树立科学教育理念。家长要积极调整心态，正确对待补习行为，及时了解子女教育压力来源，避免盲目性投入和过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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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著作的雏形脱胎于我的博士论文。2016年7月我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毕业之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忙碌于杂乱的事情，竟把博士学位论文修改出版的计划一再搁置。如今心愿总算得以达成，虽来迟而终至矣，也算了却了一桩心事。家庭教育是当下的社会热点，教育投入牵动着每个家庭的神经。中国是一个“文凭社会”，学历上的优胜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凭证。如果不能因循“好成绩—好学校—好工作”的成功路径，就很难实现向上流动。随着教育市场化的日渐加剧，对于一向重视教育的中国父母来说，从未像今天这般焦虑于子女的教育投入。在这种背景下，本书的写作希望能够推动更多的研究关注当下中国家庭教育投入的状况与差异，及其对教育与社会不平等所可能造成的深刻影响。
国内教育社会学研究，尤其是关于教育不平等的分析，更加偏重家庭背景（起点）与学业成绩、教育获得（结果）的关联，并通过数据分析进行统计检验，似乎并不太关心对中间过程的细微化考察。随着CFPS、CEPS等全国代表性大样本数据的出现，数据可得性促进了家庭教育投入的相关研究，拓展了教育不平等研究的领域，本书也试图建立教育过程的分析，弥补传统教育分层研究的不足。但由于修改时间的仓促，加上博士毕业后自己研究重心的转向，自己对书稿最终的完成质量并不太满意。家庭教育投入涉及内容广泛，本书的讨论仍略显单薄，有些新的研究设想也尚未融入。不足是改进的起点，更全面、更深入的讨论，只能留待以后再进一步提升和完善了。
按我的理解，我是“意外”走上学术道路的。我硕士毕业后来到北京一家国企工作，后来实在闲不住，就萌生了在职读博充实自己的想法，哪知侥幸考上了博士。真正开启博士学业之后，才知道“在职博士”四个字有多不易！由于白天和工作日都要上班，只能依靠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做研究。为了利用零零碎碎的时间，我养成了在片段化时间中“见缝插针”地读书、思考和研究的习惯，当时真觉得能有大块、整块的时间去安静写东西，是极大的“奢侈”。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中，我对学术的兴趣日益增长，直到博士毕业时我决定辞去原来的国企工作，换行来到科研机构从事学术研究。
我的转向与我的博士生导师李建新教授的督促是离不开的。或许老师最初只是出于对我能不能顺利毕业的担心，让我笨鸟先飞，不断督促我，尽量把各种任务布置在前面。但正是这种“督促”让我面对诸多task和deadline，挤时间去读paper、跑data、写文章。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重拾对学术的兴趣，建立学术研究的主动与自觉。对于博士毕业后的换行，老师说我“不忘初心”。感谢老师一直以来悉心的指导，使我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养成了严谨的写作习惯和求真务实的研究精神。
能够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是我的幸运，社会学研究所和谐宽容的学术环境让大家时刻感受到这是一个温暖有爱、轻松愉快的大家庭，让辛苦的科研“冷板凳”坐起来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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